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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设计问题》（Design Issues）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出版社授权翻译。Design Issues是国际设计研究领域的著名学术刊物，主要刊载设计的历史、理论和批评方面的研究论文和案例，在设计领域有很大的影响力。《设计问题》（第一辑）选译自Design Issues 2013年的重要文章，可以作为研究生的教辅读物和业界的参考读物，对于深化中国设计教育和提升设计实践水平有积极作用。



序
现代中国的设计教育，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末，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成立（1958年）和无锡轻工业学院造型系（现江南大学设计学院）（1960年）成立为标志。
改革开放后的1980年代，设计教育开始了第一阶段的改革，在理论上表现为“设计”概念的引入，实现“工艺美术”到“设计”的转换。此阶段，虽然对“设计”的内涵尚未清晰了解，但人们已经隐约意识到“工艺美术”和“设计”概念并不一致，开始接受“设计”（DESIGN）这个外来词。
第二阶段的改革开始于1990年代中期，在理论上表现为设计概念内涵的探索，把设计表述为“艺工结合”，或者进一步表述为“艺术×科学”。人们认识到设计既有艺术也有工学的属性，既是艺术表现也是科学创造。尽管如此，由于“工艺美术”的历史认知惯性，专业名称仍表述为“艺术设计”和“设计艺术学”，前者用于本科阶段，后者用于研究生阶段。“艺术”作为前缀或者后缀，对“设计”进行修饰或者延伸。这个阶段设计教育仍然以“造型”为主，但已经强烈意识到设计是多学科的交叉，艺术只是其中之一。为了适应国情而将DESIGN翻译为艺术设计或设计艺术，只能是权宜之计，或者说是一种过渡。直到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联合发布了《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设计学成为一级学科，此阶段的改革达到高峰。“设计”前面或后面的“艺术”取消了。虽然设计学属于艺术学科门类，但在其后有个括号，写着“可授艺术学、工学学位”。这表明：艺术学和工学的学科界限在设计学这个节点上交叉融合了。这是对第二阶段改革成果的确认，同时也为改革的继续深入预留了足够的空间。设计学成为一级学科，在名称上去掉了艺术，在设计教育中仍然表现为以造型为主，多学科交叉的专业愿景并没有真正实现。
尽管如此，设计美学、设计心理学、设计社会学、设计管理学等课程名称的出现，交互设计、体验设计、服务设计、组织设计等设计领域的出现，已经使人们感到，必须反思以造型为主的设计教育，从而推动设计教育新一轮的改革。
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江南大学设计学院倡导和组织了连续5年的“设计教育再设计”国际会议。如果说，前两个阶段的改革是我国的设计教育在补课的话，那么，这个阶段的改革则是与国际同步，重新定义设计学科，如会议的主题所述，要探讨设计的“范畴、方法论和价值观”。由此拉开中国新一轮设计教育改革的序幕。
设计学的学术范式更新、设计教育的改革，都离不开设计理论的支撑。为了使国际前沿设计理论能够便捷地进入国内的研究视野，我们决定甄选和翻译国外设计理论文章和书籍，陆续出版。
经过近两年的艰苦努力，先推出《设计问题》（第一辑）和《设计问题》（第二辑）译著。
《设计问题》译文的原文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的Design Issues杂志。该杂志创刊于1984年，与Design Studies和The Journal of Design History并列为全球工业设计的三大权威学术性期刊。《设计问题》主要刊登设计史、设计理论和设计批评等领域的高水平研究论文，是SSCI和A&HCI双检索刊物。
选择翻译《设计问题》，还有以下方面的考量。
2015年6月，国家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明确指出“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发展的动力之源，也是富民之道、公平之计、强国之策，对于推动经济结构调整、打造发展新引擎、增强发展新动力、走创新驱动发展道路具有重要意义，是稳增长、扩就业、激发亿万群众智慧和创造力，促进社会纵向流动、公平正义的重大举措”。设计和创新创业密不可分，该译著系列响应了时代的呼唤，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其次，设计学科是江南大学的传统优势学科，在教育部最近的学科评估中，江南大学设计学科位居全国同类学科第四名。长期积淀下的的设计学科平台和氛围，为组建《设计问题》翻译团队提供了难以替代的优势。
《设计问题》终于出版了。翻译团队在无限感慨和感激的同时，更是满怀期待。期待学界同仁与作者争鸣，期待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译者
 2015年10月于江南大学



设计无学科
 Design Without Discipline
克雷格·布雷姆纳[1]（Craig Bremner）
保罗·罗杰斯[2]（Paul Rodgers）
本文译自《设计问题》杂志2013年（第29卷）第3期。



1. 引言
从专业、文化、技术和经济等不同视角来看，设计再次陷入了危机之中。然而，目前的危机并不是现在才出现的。近20年前，亚当·理查森（Adam Richardson）就曾在他的文章《设计师之死》（The Death of the Designer）里强调过设计的身份认同危机。理查德在文中提醒大家，早在20世纪60年代意大利激进设计运动时期，设计危机就已经存在了。[3]此外，几乎与此同时，丹·弗里德曼（Dan Friedman）在其著作《激进现代主义》（Radical Modernism）中，从历史的角度指出设计正处于危机之中，并在历史性转型时期寻求一种新的意义上的平衡和愿景。[4]弗里德曼在书中强调指出，设计师有责任避免专业过于细分，并将自身所从事的工作视为更加宏大的文化背景中的重要的创造性活动。
最近，也有人从学科的角度提出设计处于危机之中。当然，这种危机状态并不只限于设计—大多数学科在发展过程中的某个时点都会处于危机状态。然而，最近有迹象表明，设计在寻求方法论上的彻底改变，这确实说明设计作为一门学科“正处于危机状态”。[5]围绕研究方法和设计的激烈辩论，显然吸引了很多不同领域研究者的兴趣，但这些讨论似乎忽视了学科研究中的一个普遍认识，即关于研究方法的如是讨论本身就已经表明一个学科“处于危机状态”了。[6]奈杰尔·克罗斯（Nigel Cross）提醒我们，在设计研究领域这样的问题每隔40年左右就会出现一次，由此提出了类似的观点。[7]克罗斯描述了在20世纪20年代，研究是如何专注于开发科学设计产品；而后到了20世纪60年代，注意点又转移到了寻求科学的设计过程。根据克罗斯的年代演算，我们现在正经历着另一场设计的研究方法的开发和运用危机，这一现象并非偶然。20年前，理查森在其文章中提出，设计“……在身份认同、目的、责任和意义上都处于一种危机状态……”并且“……从设计的从业现状来看，需要认真考虑该职业的生存能力，需要研究它的范围，需要重新考量它的价值”。[8]鉴于设计为其学科范围问题争论不休，本文试图探讨设计的危机问题。



2. 设计职业的严肃性
唐纳德·A. 诺曼（Donald A. Norman）在其著作《情感化设计：我们为何喜欢或讨厌日常用品》（Emotional Design: Why We Love (or Hate) Everyday Things）的后记中讲到，我们都是设计师。[9]然而，堪称史上最伟大的设计师之一迪特·拉姆斯（Dieter Rams）却声称，他“……为设计这一名词的不断贬值所困扰”，并且发现自己“……现在因被称为设计师而感到有些尴尬”。[10]为了对付这种意义的贬值，他建议认真对待设计学科，并且应当认识到设计“并不只是为了以某种方式人为地提升产品的价值而放在产品名字前面的一个形容词”。[11]
作为1991年发表于《设计问题》杂志的“慕尼黑设计宪章”的签署者，拉姆斯了解设计在当代生活各方面所肩负的责任。[12]该宪章指出，设计必须关注“经济和生态、交通和通信、产品和服务、科技和创新、文化和文明，社会、心理、医疗、身体、环境和政治问题，以及各级各类社会组织”。[13]现在，20年过去了，拉姆斯需要再次提醒我们“……设计是严肃的职业，为了我们未来的幸福，我们需要认真对待这项职业……”[14]
如果我们遵照唐纳德·诺曼和其他学者的话，“……我们大家都是设计师”，我们可以发现许多证据，表明“非职业设计师”正成为一种逐渐增长的趋势。[15]但是对于这一学科而言，更为紧迫的话题在于对设计为王的争论—从日常用品的设计，到城市、景观、民族、文化、身体、基因和食品生产方式的设计，到旅游的方式、汽车制造甚至克隆羊的方式的设计。[16]事实上，早在生物科学和金融服务经济出现之前，埃内斯托·罗杰斯（Ernesto Rogers）就简明扼要地说明了设计所涉及的领域：“……从勺子到城市”。[17]甚至在凡事都成为设计，以及诺曼声称我们大家都是设计师之前，拉兹洛·莫霍利-纳吉（Lazlo Maholy-Nagy）就在包豪斯（Bauhuas）构建了他的教育理论，其核心就是“人人都有天赋”这一基本概念；[18]约瑟夫·波依斯（Joseph Beuys）随后提出“人人都是艺术家”，进一步拓展了莫霍利-纳吉观点的适用范围。[19]所有这些慷慨陈词都表明了蒂埃里·德·迪弗（Thierry de Duve）所描述的艺术教育从学术模式向现代模式的转变，在这种模式中天赋被创造力所取代。[20]天赋存在于为数不多的必备技能之中，然而创造力是普遍存在的，需要的只是表达的媒介。德·迪弗批评中的现代被后现代所取代。在后现代中，态度取代了创造力，态度需要一种“实践”来实现它的形式。大概20年之后，我们想象着每个人都可以进行设计实践，只是在追赶潮流而已。
拉姆斯为“设计”一词的不断贬值而感到痛惜，因为设计是很严肃的实践。埃托雷·斯考特赛斯（Ettore Scottsass）在很久以前就警告说，设计具有深刻而持久的伦理和政治维度，并且要求我们认识并考虑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我们正在改变的世界（我们的人类学上的条件），因为尽管设计的影响可能是短暂的，但它也可能持续很长一段时间。[21]数字科技的发展导致了生产和设计规划之间关系的改变，由此引发了对于设计严肃性的思考。数字科技不是设计规划“可能的未来”，而是生产一个“别的”世界的设计。在这个世界，设计规划就是把“过去”归档。这一次，随着条件的改变，我们发现设计的学科性正在消解。



3. （设计）学科的消解
那些曾经被视为独立的设计学科，诸如产品设计、平面设计、纺织品设计和时装设计等，如今它们的界限已被打破，并且继续消解。[22]这些改变的关键在于人们认识到如今的职业界限存在不确定性，并且在传统设计学科领域之间的流动就业模式已成为常态（见图1）。


图1　设计学科界限的破裂和模糊化
3.1　设计学科界限的破裂和模糊化
此外，许多现代设计诉求，诸如音频设备、通信设备和电子产品等家用产品设计，需要设计师高度参与作为其项目的核心，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也需要另外一些专门学科领域的支持，例如工程学、人类学、商业和其他专门知识领域（见图2）。


图2　设计作为当代设计的核心组成部分
3.2　设计作为当代设计实践的核心组成部分
有关传统设计学科内的危机和分裂现象，有一些原因可以解释，包括：
• 职业危机。当今的设计界是一个充满挑战和不断变化的舞台，专业学科界限越来越模糊。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设计正处于重大转型之中，因为过去由市场所驱动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已经让位于如今更加以人为中心的时代。因此，今天我们正经历和置身于这样一种环境：传统设计领域变得模糊，而新的协作能力催生出了新型的设计实践。[23]阿特金森（Atkinson）相信，这种改变对于设计本身算不上多大危机，但对设计职业造成了危机：“后工业时代的制造业需要一种新型的设计，这种设计可能使设计师的角色发生转变。”[24]
• 经济危机。设计中的财务和专利使用费模式正处于危机之中。麦格沃克（McGuirk）最近在米兰家居展50周年爆料，绝大部分参展的设计师几乎都无力负担租金。2011年4月的米兰，有2700多家家具知名品牌制造商在米兰国际家具展上展出了他们的作品，而其中许多灯具和座椅的产品原型都是由设计师免费制作的，他们希望能从专利使用费中获得回报。然而，正如麦格沃克所发现的那样；“只有少数幸运儿才能做到这一点。我曾经和一位年轻的设计师交谈过，他正在和意大利一家知名制造商合作生产5个产品—这可是了不起的成绩。”“我去年的专利使用费收入是600欧元，”他说，“（那可是）半个月的租金。”[25]设计师的金融股降级是与全球经济的“金融化”同时发生的，这种“金融化”将所有交易都转变为一种衍生品，一种应对变化的保险形式。对于依托于变化的职业而言，这种发展可能意味着终结。
• 技术危机。在通信技术进步、新互联技术以及新知识配置的带动下，信息和计算技术的爆发式发展已经为创新实践提供了新的机遇。[26]海特（Hight）和佩里（Perry）提出，将围绕网络化通信基础设施的实践重构为新动力的渠道。[27]信息和计算技术的重大发展带来了新的工艺和程序，个体因而能够参与数字化的设计和生产形式，但这让人怀疑他们对消费产品的熟悉程度。
因为这些职业、经济和技术危机，我们可以说设计的特点在于其流动和变化的实践形式，这种实践常常跨越和改变学科和概念界限。这种易变性意味着设计研究、教育和实践正在不断演变，并且“……正在出现新的设计杂合形式……他们是艺术家、工程师、设计师和思想家的组合”。[28]
本文指出，设计范围还在继续变化，超出了（单个）学科的界限。现在设计包含众多学科视角，也就是说，它具有多学科性（multidisciplinarity）的特征，并且需要交叉学科（crossdisciplinary）的工作。另外，出现了学科间性（interdisciplinarity），在此若干学科共同创造了统一、持续、重大的成果，甚至促成了新学科的诞生。这已超越了超学科性（transdisciplinarity）的范畴，并形成了新的学科环境。其中，数字的全球化和扩散导致产生了新的联系，不再仅仅限于学科“中间”，也不能用“交叉”学科来衡量，甚至不能再认为它包含一个“完整的”统一的系统。事实上，数字生成了一个“别的”维度，以至于我们现在需要考虑把“另类学科性”（alter-disciplinarity）或“无学科性”（undisciplinarity）作为未来设计最有效的方法。
约翰·克里斯·琼斯（John Chris Jones）在1998年就曾暗示了在设计研究中的“另类学科”和“无学科”的方式。他认为，对于设计师而言，博士学历要求本质上应该包括“一种能力要求，能够整合想象和理性、技术和艺术，显著改善工业生活及其产品的质量。要能够有效地把艺术和科学整合为一门新的学科，如艺术/科学。要取个名字，太难了！”[29]数字无视学科的那种规定性方式，让设计发现了自身的无学科性；正如我们所证实的那样，这种无视导致了学科的消解。加上设计薄弱的史学沉淀，我们认为设计发现自己不知道该规划设计什么了。[30]



4. 学科性
围绕学科性而展开的争论其实并不是现在才出现的。许多作者围绕一系列的设计活动对多种学科观点进行了探索，这些设计活动包括建筑设计和工程设计。[31]戴可仕（Dykes）、罗杰斯和史密斯早期发表的一篇文章针对新兴的设计实践形式，提出了一种新的学科框架。[32]这种新的学科框架的目标之一就是在不断涌现的多种形式的设计实践、研究和教育背景下，更好地促进对相关活动和产出的定位和描述。
首届学科间研究国际会议是在1970年举办的。会上，埃里克·詹奇（Erich Jantsch）提出了一组分级术语，借以描述涉及不同学科的协作形式。[33]这一框架被涉及跨学科知识生产的核心文献多次引用。一般认为，詹奇首创了当前流行的超学科性这一术语，超学科性就是在那次会议上出现的。[34]詹奇的框架旨在提供具体的特征，精确地描述学科术语，以使合作形式更加明晰。[35]这种分级体系始于“多学科（multidisciplinary）”，即从单一学科开展的最简单的工作形式，进而发展到复合学科（pluridisciplinary）、交叉学科（crossdisciplinary）、互动学科（interdisciplinary）和超学科（transdisciplinary）。每个术语都关系到分级形式中的跨学科团队工作的结构变化和复杂性。[36]
这些术语在这个框架之外也常常有所使用。例如，“互动学科”往往泛指跨学科之间的一般意义上的合作，而交叉学科则经常用作形容词，描述学科间的活动。[37]由于用法不精确，这些术语经常被混淆，并且在文献中没有一致的界定。自从詹茨（Jantz）创建最初的学科分级系统以来，许多学者也尝试区分这些术语，在不同的学科中产生了多种不同的解释。[38]
在探索学科整合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更深层次的结构性思考。首先，针对互动学科及其他零碎形式的批评，不可能从一个学科视角展开。无论我们对设计所发生的变化持有什么样的疑惑，我们都必须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形形色色的学科设计都是要把疑惑归化为健康的怀疑态度，产生一种归属感，顺从一套系统化的实践，并创造出一个内部专门知识不稳定的空间。[39]因此，设计必须意识到，需要用离散战略来分析其自身模糊的学科性。
斯坦利·菲什（Stanley Fish）认为：“……学科互动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原因在于尽管我们无法忽视各个学科同宗同源，但学科并非自然形成，而是在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逐渐获得身份的，因此我们很难进行真正可信的批评。[40]然而，20年后，在围绕学科而展开的持续争论中，米切尔（Mitchell）对菲什的观点做出了回应，声称互动学科“……其实是非常容易的”。米切尔对菲什观点的否定是基于三种不同互动学科的分类：“……自上而下（概念合成的），自下而上（社会驱动的）以及无学科性（无政府主义的）或者现在他称作的横向互动学科……”[41]第一个希望构建一个无所不包的系统，其中所有学科都有联系；第二个是响应学科发展中的不测和剧变；最后一个打破了学科有序化实践的连续性（即学科管律学科，或学科自律）。在这篇文章中，我们认为模糊化的学科无法和传统学科共存，所以当设计发现自身无学科时，我们需要发现确实存在的东西。
基于这种理解，可以完善斯坦（Stein）的个人能力假设框架。表1运用斯坦的术语“学科”“多学科”“交叉学科”“互动学科”和“超学科”，并增加了“复合学科”“元学科”“另类学科”和“无学科”，以便进一步理解设计的学科性概念。



5. 失去学科性的设计
上部分简述了设计学科性的消解以及学科间的关系变化。考虑到21世纪的全球性问题日益复杂并相互依赖，并且并非孤立存在于特定的部门或学科之中，设计在本质上需要“无学科化”的可能是存在的（也就是米切尔所说的非学科性）。此外，设计师甚至要变得“不负责任”，因为我们需要更加轻松欢快和适宜居住的世界，这是旧有生产模式的不良装备所无法创造的。[42]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我们曾将这个时代定义为“另类学科性”时代。在这个时代背景下，面向“无学科化”的设计，需要一种认知论上的转变。[43]这种转变将继而为我们提供解决问题的新方法，这些问题本来是由旧有学科和学科之外的实践所造成的。如表1所示，我们可以将这些变化归纳如下。
表1　学科性消解的异同

 

注释：
1 Joseph J. Kockelmans.“Why Interdisciplinarity?”. In: Joseph J. Kockelmans, ed. Interdisciplinarity and Higher Education. University Park, 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9
2 Nicolas Bourriaud. Altermodern Manifesto:“Postmodernism is Dead”. 2009, www.tate.org.uk/britain/exhibitions/altermodern/manifesto.shtm ，2012年3月15日访问。
3 Stephen Heppell. RSA Lectures: Stephen Heppell-Learning 2016, 2006, www.eyfsonline.org/index.php/primaryvideos/viewvideo/7297/headteacher/stephen-heppell-learning-2016, 2012年3月15日访问。
4 Marshall, Bleecker.“Undisciplinarity”. 219
5 Paul Feyerabend. 4th ed. Against Method. London: Verso, 2010



6. 结论
在尼古拉斯·伯瑞奥德（Nicolas Bourriaud）的另类现代性宣言中，他声称：“现在对现代性进行重组时间正合适，根据我们所生活的特定环境重新配置—特别是在全球化的时代—从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进行理解，这就是另类现代性。”[44]同样，我们主张一种“另类学科性”：在这样的一种“别的”学科性中，设计（伯瑞奥德称之为“艺术家”）……
变成了“人类旅客”，或者说当代旅客的原型，他们穿行于符号和格式之间，其行程是流动、旅行和越界的当代体验。可以用作品的创作方式来看待这种演变：正在出现一种新的形式，即旅行形式，它由时间和空间线条所构成，显现的是轨迹而非目的地。这种作品形式传达了一段历程，一次漫游，而非一个固定的时空。[45]
本文指出，设计的历史学科界限已经被一种我们称之为“另类学科性”的无限时间/空间所取代。设计的职业化危机、全球金融化以及数字科技的快速利用都改变了设计思维和行为模式。因此，传统设计学科需要自身转型，从被实践所改造的传统状态，发展到对围绕网络化通信基础设施实践的响应重构。这些基础设施还需要进一步规范，并作为新动力的渠道。这里的动力是指重组空间的动力和重新调节应对上述危机时机的动力。
学科模糊化是件好事，为每个具有学科知识和技能的人提供了众多的可能性，但这在另一些人那里却并不是一件好事；在错误的人手中，它会产生很多新术语并强化固有学科知识。文中我们提出，设计现在始于文化的全球化状态。如果它要保留一些学科特点，就应该重新评估它的历史。数字科技创造了新的领域；设计学科必须在这些领域足够稳固，才能抵消由同质化和群体文化/消费所带来的威胁。设计学科在响应新的全球化观点的同时，还要探索图文、时空在它们自身之间所编织的联系。
尽管学科性的普遍性不再使得设计那么具有创新性、强大或有价值，但随着设计探索基于转换、字幕和广义配音的新普遍性，学科性的普遍性仍然有助于另类学科的形成。一个结构完善的学科，不会跟随短时间内就过时的潮流，而会反映我们的世界观和生存方式等方面发生的深刻变化。然而，如上所述，现在的学科性已经使这种结构任意无常。精确性和完善性表现出对现代设计规划语言的尊重；与之相反，另类学科性将信息从一种模式翻译和转码到另一种模式，并徘徊于历史和地理的时、空维度之中。数字科技已使我们的世界成为一个新的领域，其所有维度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可以通行。
由于设计学科已经支离破碎，设计的责任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我们认为，从实践所造就的改造形式来看，设计学科既可能任性有担当，又可能循规无担当。通过跟踪业已变形的学科状况，我们发现设计愿景已经“失去了它的中心”，赋予设计一个新的角色将为我们指明学科的方向。[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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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美国：科学家、工程师和设计师
 The United States in World War Ⅱ: Scientists, Engineers, Designers
维克多·马格林[47]（Victor Margolin）
本文译自《设计问题》杂志2013年（第29卷）第1期。
本文原文系作者选自其三卷本《世界设计史》“二战中的设计”一章。该书即将由伯格出版社出版。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史上所有战争中最地道的工业大战。[48]



1. 引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创建了一个周密复杂的系统，调配资源、设计和制造兵器，送往所需要的战场。该系统牵涉到一个由众多组织和机构组成的大网络，其中一些战前就已经存在，另一些则专门为战时建立。这个网络控制着兵器的计划、研究、融资、设计和生产等方方面面的工作，涉及将已有工厂转为战时生产、建造新厂、分配原材料，以及发明提高设计质量的技艺，如运筹学研究、工效学和系统理论。非熟练及半熟练工人必须通过培训来生产军用物资，然后，军事人员必须学习如何使用它们，因此，这造就了一种使用创新教学法的庞大的培训业务。
再者，兵器生产的计划还必须和军事战略相结合。因此，要求军事计划人员、新兵器研究组织，以及生产这些兵器的工厂或船厂之间协调一致。[49]研究出来的创新兵器常常不符合常规的战略构想，但又必须纳入新的战术计划。科学家第一次和工程师与设计师携手合作，产生了大量的新装置、新设备以及用于研发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新系统。
美国战时调动的关键就是这种协同努力。管理战略方面需要重大创新来跟踪史无前例的复杂系统。没有一种已有的系统能够确保对美国政府战时的研发和制造活动进行有效管理。但是，通过各种相关子系统的结合，加上政府和军方官员以及科学家、工程师和设计师之间的通信网络，终于取得了成功。研究人员按级别分工，这样就使得他们可以专注于特定的项目，而不需要全面理解战略全局。
有人会说，不可能只从某个点上管理整个生产过程，因此分布式计划是免不了的。但是，这种计划需要有一种共识，即参与战争行动的每个人都是共享事业的一个部分，对于这个事业要有一些基本认识，即每一个活动或项目都是整体的一部分，即使不能看清全局战略的细节。当时，既没有技术也没有组织理论来强化这种意识。因此，战时兵器研究和生产计划可以说是我们正开始为之计划和开发技术的当今复杂项目管理实践的前身。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是，在科学家、工程师和设计师之间存在的专业隔阂和观念通常阻碍他们携手合作，但在战时并非如此。大家致力于用于作战的机器设备的设计和生产，应对材料、机械效率和可用性等问题，以便做出有价值的产品。这种合作表明，如果能够消减专业隔阂，如果各专业人员能够为史无前例的研究和设计工作建立新的合作形式，和平时期也可以大有作为。



2. 二战初期的美军
美国军事系统、研究实验室和工业企业在二战中的合作方式在德国、意大利、日本，甚至英国并不多见。美国军方组织分成两部分，海军部包括了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陆军部则包括了陆军航空队。根据陆军参谋长马歇尔（George C. Marshall）的建议，1942年3月对陆军部进行了改组，分成三个自主单元：陆军地面部队、陆军航空兵（很快就相对独立了）和军供服务队（1943年改名为陆军勤务部队）。[50]海军中的舰船局、航空局、军械局三个单位参与了军用物资的生产。[51]成立于1940年的舰船局负责监管海军舰船的设计、建造和维护；而航空局则负责海军飞机的设计、建造和维护。海军有自己的飞机设计和建造设施：费城的海军飞机厂；海军军械局则负责枪炮、弹药、炸弹、鱼雷和其他相关物料。[52]
在陆军部内部，陆战和空战兵器的研发分成陆军地面部队和陆军航空部队两个部分，而勤务部队则负责确保兵器生产和交付这一复杂工作。[53]在勤务部队里，军械部和军需部主要负责采购。1941年4月，军械部建立了25个顾问委员会，其中有工程师、实业家和军方人员，负责对包括新兵器的设计、规格、生产和材料等需求的全面审查。[54]
陆军供应服务部（原名陆军勤务部队）的首领索默韦尔（Brehon B. Somervell）将军，试图将陆军和海军的分散采购活动统一起来，为此建立了一体化的军队供应计划（ASP），控制了包括从合同和生产进度到交付和分配到战场的整个采购过程的管理系统。[55]后来，ASP覆盖了陆军和海军两个方面的需求、租借法案和其他特别项目。航空军需则由一个独立机构（联合空军资源管理局）负责。[56]
为了管理复杂的采购流程，ASP在1944年初引入了一个供应管理系统。[57]虽然当时人们并不认为这一系统是设计思维的产物，但在设计界却被认为是后来设计系统的先驱（例如，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用来处理类似“阿波罗”计划大型项目的系统）。军队供应管理系统的中枢是一套精心设计的表格和记录，用于收集和记录ASP运作各个阶段的最新信息。到1944年8月，管理的基本项目数量已达到1900个。为管理基本项目所重新设计的“详细表格”囊括了约500个统计条目，这种表格第一次将每个项目的所有必要的采购信息汇总到一起。到1945年7月，供应管理系统提供了远远超出ASP本身能力的大量详细数据和频繁报告。一个月后，美国宣布战胜日本，战时采购停止。



3. 二战早期的采购和生产
二战中使用的采购系统主要承袭了20世纪30年代早期开始的规划，当时的陆军部启动了一系列工业动员计划，主张把军备和国民经济实力二者紧密结合起来。这种调和意味着加强海军部、陆军部和美国企业界的联系。到了1939年，参与动员计划的人们认为，为应付未来战争的军备应该在战争爆发之前就着手准备。[58]1940年德国军队对西欧发动闪电战之后，美国加速其战争动员。1941年的租借法案目的是为已经和轴心国交战的国家提供设备，这一法案刺激了美国的军火生产，为协调制造业的行动提供了动力。
1942年初，罗斯福总统号召在年底前生产6万架飞机，1943年再生产12.5万架飞机，并在两年内生产12万辆坦克。[59]到二战结束时，美国工业已生产30万架战机，12.4万艘舰船，10万辆坦克和装甲车，以及240万辆军用货车。[60]
1942年1月，美国总统建立了战时生产委员会（WPB），统领国内经济向战时经济的转换，满足各行业的战时需求，将稀缺材料分配给战时生产，禁止生产非必需物品（见图3），当年的军工生产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WPB还实行了紧要物资配给制，如汽油、金属、橡胶、纸和塑料。[61]WPB成立后不久，颁布法令削减汽车、冰箱和其他需用紧要物资制造的物品的产量。1942年5月初，WPB下了一刀切的命令停产400多种民用产品。[62]两年后，WPB内部的民需处准备了一项计划，恢复生产一些不影响军工生产的物品。[63]


图3　1942年战时生产委员会标识（维基百科）
战争危机使不同行业联合起来，共同满足军方的兵器需求。WPB的首领尼尔森（Donald Nelson）描述了生产军用物资的各企业之间那种不同寻常的合作。例如，29家企业协同努力，成功地将60种不同军用车辆的生产设备尽可能实现标准化。工程师、生产经理和其他参与制造过程的人一起努力，大幅度减少设备使用的蓄电池种类、火花塞、发电机和风扇皮带的数量，并且，还同意为所有车辆制造同一种门把手，而不是八个不同品种。生产同一种车辆的不同企业还商定使用类似的设备和相同的分包商。[64]
克莱斯勒（Chrysler）公司是一家参与军工生产的重要企业，生产了超过35种不同类型的车辆和兵器，包括坦克和坦克装备、高射炮、回转罗盘、测距仪以及用于制造原子弹的装置。参与战时工作的其他汽车公司包括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斯图贝克（Studebaker）和福特（Ford）。民用航空公司包括诺思拉普（Northrup）、波音（Boeing）、洛克希德（Lockheed）、格鲁曼（Grumman）和道格拉斯（Douglas），而平常生产消费品的企业，例如，弗瑞吉戴尔（Frigidaire）、纳什·凯文纳特（Nash Kelvinator）和雷明顿·兰德（Remington Rand），则制造螺旋桨、引擎和其他兵器部件（见图4）。[65]


图4　1943年纳什·凯文纳特《愤怒的螺旋桨》（Blades of Wrath）广告http://www.marketworks.com/StoreFrontProfiles/DeluxeSFItemDetail
按战争所需的数量来生产兵器，就必须采用大批量生产的方法。在有些生产类别里，尤其是飞机和货船，大批量生产技术取代了过去主要依靠手工的制造过程。为了增援飞机生产厂家，汽车公司改造了组装线，用来生产航空产品。这类改造要经过相当大的调整，因为飞机需要大量部件，其组装也需要非常大的空间。厂家还要具备过去从未生产过的飞机品种的设计能力。[66]这种改造做法的一个例外是威洛·鲁恩（Willow Run）工厂—全国最大的飞机制造厂，是亨利·福特（Henry Ford）专门用来制造B-24轰炸机的。工厂在鼎盛时期每小时生产一架飞机。[67]
与此类似的大批量生产转换也出现在造船业。亨利·凯瑟（Henry Kaiser）的工程公司是建造胡佛水坝（Hoover Dam）的主要承包商，在自由轮制造中引入了批量生产技术。这一转换的关键是用焊接取代铆接这一造船工艺。在不同地点预制好的大块型材运到凯瑟（Kaiser）造船厂后焊接到一起。干活的大多是原先没有焊接或造船经验的男女工人，只好快速培训一下就上岗了。
凯瑟引进的大批量生产流程极大地缩短了造船需要的时间，从大约230天缩短到平均42天，这样就生产出了数量创纪录的自由轮（见图5）。焊接技术的问题也显现出来，特别是船体和甲板的裂缝，其中一些缺陷是因为使用了不能承受极低水温的廉价低质钢材。不过，问题都得到了解决，自由轮大都派上了用场。[68]


图5　自由舰
 版权1943归维基百科所有
和在其他国家一样，投产的部分兵器是过去的老型号，其他则是靠战时研究设计出来的全新兵器。例如，四轮驱动的威利斯（Willys）吉普车，它是一种轻型侦察车，马歇尔将军（Ceorge C. Marshall）把它看作是美国对二战的最大贡献（见图6）。[69]


图6　威利斯越野吉普车（1941年）
 出处不明，作者推定为政府所照
陆军使用最广泛的机械化战车是M4中型坦克，称为M4谢尔曼（Sherman）（沿用英国人的做法，用美国内战时期将军的名字来命名美国造租借坦克）（见图7）。[70]更早的两种型号M2和M3的设计是用来对付德国中型坦克装甲IV的火力。1940年，德国成功发动闪电战，那时美国只有18辆M2中型坦克，火力都比不上德国的装甲车。建造M3坦克时，工程师在坦克侧翼增加了一门更强大的火炮，以增强炮塔上的火炮。由斯帕雷（Sperry）公司制造的侧翼火炮还配有回转稳定器，提高了行进中坦克的射击精确度。二战结束时，美国已累计制造出4万多辆谢尔曼坦克，虽然质量并未超越德国坦克，但数量上大大压倒了德国坦克部队。


图7　M4谢尔曼坦克（维基百科）



4. 航空技术进步
到了1939年，尽管美国在军用飞机的设计和生产方面还落后于德国、英国和日本，但在民用航空方面已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其飞机制造业非常发达。美国加入二战以后，填补了这一发展差距。二战初期，格鲁曼（Grumman）公司制造的F4F“野猫”（Wildcat）战斗机是太平洋战区的主要战斗机型号，但其速度不如更加敏捷的三菱“零式”战斗机。竞争促使格鲁曼公司研发了一种改进型号，即F6F“悍妇”战斗机，这是一种更大的飞机，可以携带更多燃料和弹药。新型的“悍妇”战斗机比“零式”战斗机更快，在与三菱飞机作战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见图8）。


图8　F6F地狱猫战斗机（维基百科）
美国加入太平洋战区之后，要求飞机有远距离运载兵员和设备的能力，同时要求大型轰炸机能够携带重型负荷穿越相似的路线。柯蒂斯-赖特公司的总工程师兼设计师小乔治·A. 佩奇（George A. Page, Jr.）为公司研发了60多种飞机，曾经把柯蒂斯-赖特（Curtiss-Wright）C-46 Commando运输机视为民用飞机Curtiss CW-20。这种飞机虽然最初设计为先进客机，其加压驾驶舱达到了新标准，但是却引起了亨利·阿诺德（Henry H. Arnold，昵称Hap）将军的注意，有意把它改造成军用运输机。改型机有两个加大货门，底面可承载重负荷，配有一台液压控制的起货绞车，机舱易于改造，既可载货也可载人。[71]
与此相关的一种运输机是道格拉斯C-47空战列车（Skytrain），其别称“信天翁”广为人知（见图9），是流线式DC-3的改进型。DC-3代表了20世纪30年代民用飞机的高标准。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将军把C-47看作是美国四大“制胜法宝”之一，另外三件是火箭筒、吉普车和原子弹。[72]C-47用来载运部队和物资，牵引滑翔机，略加改造后即可以投放伞兵。


图9　道格拉斯C-47信天翁（维基百科）
20世纪30年代中期，陆军航空队开始研发一系列重型轰炸机，它们最终在二战的空战中发挥了重要的战略作用。这些轰炸机中最早的是1935年设计完成的B-17，并于几年之后开始服役。[73]它装有多管火炮，可以远距离运载重负荷炸弹，因此赢得了“空中堡垒”的称号。二战前和二战中，B-17经过多次革新，其中显著的改进是鼻锥采用透明树脂玻璃，这种持久耐用的丙烯酸材料是美国罗门哈斯（Rohm and Haas）公司于1933年第一次投入市场的（见图10）。


图10　树脂玻璃鼻锥（1942年）
维基百科，www.en.wikipedia.org/wiki/File: Boeing_XB17_（Model 299）
众所周知，B-17在二战中投掷的炸弹数目超过任何其他美国飞机，后来又补充了另外两种轰炸机：B-24解放者和B-29超级空中堡垒（见图11）。如上所述，B-24最初是由亨利·福特的Willow Run工厂制造的，调用了最先进的大规模生产能力。生产的轰炸机数量超过1.84万架，是美国在二战中军用飞机数量最多的一种机型。B-24比B-17更快，并且能运载更多炸弹。一项重要的创新是炸弹舱门可以像卷盖式书桌一样缩进机身，尽可能减小气动阻力，以便在飞越地面目标时保持很高的飞行速度。[74]


图11　B-29超级堡垒（维基百科）
B-29是美国最大的重型轰炸机，曾将原子弹投向日本。B-29是针对陆军航空队对“超级轰炸机”的要求而设计的，专门用于太平洋战区，能够比B-17或B-24运载更重的炸弹负荷，飞行更远的距离。B-29具备许多高级功能，如加压驾驶舱、电子火力控制系统和用潜望镜瞄准的遥控炮塔。此外，B-29还装备有五种不同的雷达系统。



5. 小型军用物资
除了大型车辆、舰船和飞机之外，一些小型的武器和装备也在战争中作出了贡献。火箭筒是一种便携式反坦克火箭发射器，由火箭先驱、科学家罗伯特·H. 戈达德（Robert H. Goddard）博士设计，并在二战中得到进一步发展。陆军军械官爱德华·杨格（Edward Uhl）将火箭装入一个金属管，管上有木制手柄，可以搁在士兵的肩上。按下扳机时，木制肩托里的蓄电池点火，发射火箭榴弹。但是，因为蓄电池的种种问题，它很快就被更有效的电火花系统取代。火箭筒一般由两个人来操作：一个瞄准，另一个装载火箭（见图12）。第二种改进型的火力足以摧毁敌方坦克，其他功能还包括摧毁碉堡和在铁丝网上炸开洞眼。在北非的战斗中，德国人缴获了几个火箭筒，用逆向工程的方法研发出了自己的火箭筒。[75]


图12　火箭筒（维基百科）
加尔文（Galvin）制造公司（1947年变成摩托罗拉）为陆军通信兵发明了两台便携式双向无线对讲机，提高了地面通信效果。SCR-536调幅对讲机是一种便携式小型报话机，1941年首次投入使用，是由加尔文公司总工程师唐纳德·米歇尔（Donald Mitchell）团队研发出来的。第二种SCR-300对讲机，也称为手提无线步话机，是一种背包式收发报机，1944年开始广泛使用，对移动中的步兵通信很有价值，对步兵与坦克兵之间的通信也很有帮助（见图13）。SCR-300是一种在数英里范围内使用的短距离低功率调频对讲机，盟军进军意大利以及太平洋战场都使用过它，在二战晚期欧洲战区的阿登反击战中更是发挥了重要作用。[76]


图13　加尔文制造公司1944年生产的SCR-300对讲机（维基百科）
最简单的装置之一当属胶合板夹板，是查尔斯·伊姆斯和蕾·伊姆斯（Ray Eames）为海军设计的（他们于1941年结婚）。1940年，查尔斯·伊姆斯（Charles Eames）和埃罗·沙里宁（Eero Saarinen）还是克兰布鲁克艺术学院的学生，他们把自己设计的胶合板家具送到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参加家具有机设计大赛，受到人们的关注。1942年，查尔斯和蕾从克兰布鲁克（Cranbrook）搬到加利福尼亚，开了一家作坊，为海军生产轻质成型胶合板夹板，来取代当时普遍使用的令人不适的金属垫夹板。伊姆斯夫妇设计的胶合板夹板底部有一个浅浅的木槽，上面是一个成型盖板，能套住小腿或大腿（见图14）。经过一段小批量试生产之后，他们加入了更大的埃文斯（Evans）产品公司，成为其成型胶合板产品部，可以应对数十万夹板的大量订单。伊姆斯夫妇及其团队还研发了一种胶合板担架的原型，并用专门设计的机器生产飞机鼻锥，还试验制作胶合板飞行员座椅和燃油罐。[77]


图14　埃文斯胶合板公司1942年研发的伊姆斯胶合板夹板
 （作者推定为政府拍摄）
其他设计师也为二战出过力。事实上，海军雇用了相当多的设计师。瓦尔特·多文·提格（Walter Dorwin Teague）的设计事务所为海军军械局承担了包括舰炮控制设计在内的很多项目，而先前在克利夫兰（Cleveland）艺术学院教授工业设计的维克多·史莱克格斯特（Viktor Shreckengost），后来担任了海军研究中心的主任，专门研究肌肉运动系统以解决为截肢者安装假肢的问题。[78]亨利·德莱弗斯（Henry Dreyfuss）为贝尔实验室的军用合同工作，这是几年前他和他的工作室重新设计贝尔电话期间所建立关系的延续。德赖弗斯还承担了一个陆军军械局的项目，重新设计航空射击装置。通过部件重组，把部署和安装时间从15分钟减少到3.5分钟。[79]工业设计师承担的其他项目包括伪装、颜色编码和建造仿真模型。例如，诺曼·贝勒·格迪斯（Norman Bel Geddes）模拟了突尼斯海岸线，用来培训登陆部队。设计师们也受雇于与战事无关的项目。



6. 科学研究与发展局
1940年6月，罗斯福总统建立了国防研究委员会（NDRC），其目的是开展与兵器相关的科学研究。卡内基（Carnegie）公司总裁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先前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知名工程师，向总统提议设立该委员会。事实上，布什曾率领一个实验室制作了一台微分分析仪，这是一种早期用于数学计算的机械装置。NDRC在其第一年运作中建立了一个研究架构，虽然在把科学研究转化为军用技术方面出现了问题，但这一架构（虽有些调整）持续贯穿了整个二战。布什认为，如果把国防研究委员会（NDRC）变成一个新机构，即1941年6月创立的科学研究与发展局（OSRD），问题就可以得到缓解。OSRD的最主要动议包括进一步研发雷达、高射炮火力控制的先进方法以及原子弹。[80]
NDRC和OSRD与全美国大约300家研究和工业实验室合作，承包了2000多个项目，并生产了200多种新设备。[81]在各大学实验室中，麻省理工学院的三个实验室是非常杰出的。麻省理工辐射实验室发明了一种系统，可以让飞机用电磁波探测到其他物体的位置。基于英国的技术，这后来成为大家熟知的雷达。雷达是塞缪尔·塔克（Samuel Tucker）造的新词，当时他是海军军械局防空部门的负责人。[82]美国第一个成功使用的雷达装置是SCR-720机载雷达，安装在英国和美国的飞机上，在夜战中大派用场，对英国基本空中防御也非常有用。改进后的SCR-584系统是第一个引导高射炮的自动微波跟踪系统。1944年，该系统帮助英国炮手击落了大约85%的德国发射到伦敦的V-1火箭。
除了SCR-584，该实验室还生产了更先进的雷达系统和其他产品。1942年，研发SCR-584的工程师之一伊万·凯丁（Ivan Getting）成为辐射实验室一个新系统部门的负责人。凯丁一反常规，不按一般做法将火力控制问题分割成几个部分交给承包商解决，而是建议采用一体化系统的做法，将雷达、计算机和火力控制装置等所有部分一起设计，这引出了各个部件制造的技术兼容性问题。如何把雷达连接到火力控制机械装置上是一个挑战，凯丁的解决办法是将辐射实验室升级为“系统整合团队”。[83]利用新办法产出的产品是Mark 56炮火控制系统，要求两个操作员在甲板上定位目标和调整雷达天线，而另外两个操作员在下面的计算机上进行运算。虽然采用了先进的设计方法，但是Mark 56却没能赶在二战结束前投产。[84]
系统设计的早期工作是由另一个麻省理工学院的工程师哈罗德·汉森（Harold Hazen）实施的，他更强调系统中的人机交互，而不是系统技术部件的设计条件。汉森不是让人来适应已有设备，而是通过设计让设备适应人的能力。1941年5月，他就这个主题写了一篇意义深远的备忘录，认为操作人员的能力是系统的机械部件设计的必要决定因素。[85]他要求在系统设计过程中建立仿真模型来模拟人类行为。[86]
伺服系统实验室由电气工程师戈登·布朗（Gordon S. Brown）负责，他是伺服控制研究方面的先驱，也参与系统设计。[87]该实验室专门设计自动瞄准和火力控制系统，帮助炮手击中目标。这项工作始于海军对伺服传感器系统的兴趣，该系统可以通过回馈过程校正机械装置的性能。由于飞机速度加快要求火炮具有更快的运动速度，所以实验室的早期研究侧重于高射炮遥控的伺服操作。
仪器仪表实验室由机械工程师查尔斯·斯塔克·德雷珀（Charles Stark Draper）负责，该实验室专注于制导和控制系统。20世纪20年代末，德雷珀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航空器仪表，成为这个领域的领军专家。该实验室的一项重要发明是与伺服实验室联合设计的Mark 14火炮瞄准器，这是一个小型光学设备，使用陀螺装置提高高射炮的精准度。
OSRD最大的计划是曼哈顿项目—生产原子弹。该项目实际上是科学家专注研究引爆和爆破力问题，他们所关注的并不是需要人工操作的兵器。但是，除了曼哈顿项目，OSRD的研究都是面向需要人工操作的设备，很多这样的设备安装在舰船、飞机或坦克上。相当多的研究致力于火力控制，目的是使火炮击中快速移动的目标。OSRD的第7部门生产了大量的火炮瞄准器，而第14部门则专攻雷达测距仪。有了测距仪，炮塔炮手不再需要估计射程，追踪目标的能力提高了四倍。[88]
OSRD的航空医学部门研究飞机事故的原因，建议重新设计飞机座椅、控制面板、安全带和逃生舱口等。此外，还通过了解飞机设备设计与使用者之间的关系来补充这项研究。陆军航空部队在俄亥俄州代顿市的航空医学实验室是此类研究的一个重要中心。该实验室研究的一个问题是B-17控制面板的设计：因为副翼和起落架的开关很靠近、形状也差不多，飞行员有时会把两者搞错，从而造成跑道坠毁事故。实验室的心理学家阿尔丰斯·查帕尼斯（Alphonse Chapanis）是工效学（即人因工程学）领域的先驱，他设计出一个解决方案：形状代码。在起落架控制器底部贴了一个轮形，在副翼控制器上贴了一个三角形，飞行员只需触摸就可以轻易辨别。这个办法消除了飞行员的困惑，进而终止了坠毁事故。[89]
NDRC和OSRD主要研发规模适中的技术系统或装置。但是，OSRD也负责研制一种重要的战斗车辆：DUKW，这种登陆艇水陆两栖，俗称“鸭子”，其发明人是游艇设计师罗德·斯蒂芬（Rod Stephens，Jr.）、英国水手丹尼斯·普利斯顿（Dennis Puleston）和弗兰克·斯皮尔（Frank W. Speir）。DUKW是一种六轮驱动水陆两用卡车，主要用来运载货物和士兵以及两栖作战。DUKW是与通用汽车合作完成的，其设计理念始于对通用汽车公司一种叫作“deuce”的军用卡车的改造，后来又加上经过改进的底盘和推进器，以及一种能让司机改变轮胎压力的装置，根据车辆所行驶的道路或像沙滩一样柔软的表面等情况来调整轮胎软硬。[90]最终产品的设计是由通用汽车公司卡车部门的工程师完成的。



7. 运筹学
1940年9月，一个英国代表团向美国传授了运筹学，作为与美国共享英国军事技术的部分任务，以便美国能够进一步发展军事技术，使英美两国都能受益。[91]这项任务还带来了一项技术，促成了雷达的研发。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认为，研究人员和军官之间的紧密合作不符合他自己在OSRD推行的管理策略，力图隔绝军队或政府对民用科学研究的干预，因而对运筹学持迟疑的态度。[92]因此，OSRD几乎没有涉及运筹学在勤务部门的应用。
海军军械局最早应用运筹学的分析技术，重点研究反潜战，成立了反潜战运筹学小组（ASWORG），提高对北大西洋敌方潜艇的打击效果。该小组很快发表了一份搜索与攻击手册，并对另外两个领域进行了研究：深水炸弹的投掷和阻栅巡逻的建立，以便更好地探测从日本航行到德国的潜水艇。ASWORG的成功使海军成立了运筹学小组，细分为与潜水艇、飞机、防空、两栖作战和反击神风特攻队战略等相关的各个子组。
虽然其他空军指挥部也都配有运筹学部（OAS），但是陆军航空部队最初却把运筹学用来提高驻扎在英国的第八空军的轰炸精准度。这些运筹学部与各指挥部只保持着松散的合作关系，而不像海军那样作为独立小组行动。在利比亚的OAS提出了一种称为“朝尾巴打”的防御性空中打击的重要概念，即瞄准敌方飞机的尾部而不是前部进行攻击。OAS还帮助陆军信号兵研究无线定位和雷达。虽然运筹学在美国军方得到有效应用，但并没有像在英国那样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运筹学是英国防空系统发展和改良的核心。



8. 第一代计算机
早在二战之前，人们就对研发进行大规模数据运算的计算机产生了兴趣，但战时处理复杂运算的需求加速了计算机的开发进程。其主要动力之一就是炮手在射击数英里外的目标时需要达到一个合理的精准度。发射表向炮手提供了合适的仰角参数，并标注了对应火炮的射程。这种为特定火炮和炮弹定制的发射表还能够确定炮弹击中目标时的速度。
虽然布什的微分分析仪缩短了运算时间，但其速度还不够快。自动程序控制计算机（ASCC，也称为Mark 1）加速了这一进程，不仅体积更大，而且是向公众发布的首台计算机。其设计者霍华德·艾肯（Howard Aiken）在哈佛攻读博士时就开始探索机械计算装置。[93]很多学者认为，这标志着计算机时代的开端。艾肯带着他的计算机构想找到IBM，IBM总裁托马斯·沃森（Thomas Watson）组织了IBM工程师来继续其设计工作，虽然资金大部分来自海军。艾肯专注于研究计算机的运算功能，而由沃森决定其外观。沃森执意要用抛光钢和玻璃罩住长51英尺、高8英尺的计算机，这就确定了未来同规模计算机的视觉样式（见图15）。Mark 1在所有已建造的同类机器中是最大的，能够正确无误地完成一系列程控运算。Mark 1在1943年初建成，后被移到哈佛大学，并于1944年初开始为海军舰船局服务，几个月后转为公众服务。后来，Mark 1还被用于建造原子弹方面的计算工作。


图15　霍华德·艾肯、IBM工程师和哈佛Mark1计算机（1944年）
 由IBM公司提供，版权归IBM公司所有。http://omi2000.glogster.com/firs-generationof-computers/
虽然IBM在Mark 1上下了很大功夫，沃森把它的研发更多地看作是为军用，而非商用。相关研究在其他地方也在进行。贝尔电话实验室的工程师开发了一系列使用金属装置也就是继电器的计算机，用继电器的开关状态来控制电流。实验室的关键人物是数学家史提必兹（George R. Stibitz），他在1937年建造了一台用继电器技术进行数学运算的计算机。公司高管同意出资开发一个更大的模型，于是，1940年完成了复杂数字计算器（CNC），这标志着计算领域的一个重大飞跃。其工作原理是，电传打字机作为第一台计算机终端，可以通过电话线将其指令传给计算机，而完成的运算结果可以通过同一条电话线回传给打字机。虽然一次只能使用一个终端，但是该系统可以容纳数台终端。尽管获得了成功，但是贝尔实验室对建造通用计算机不感兴趣，而是专攻战时项目，例如可以帮助炮手跟踪移动目标的M-9火炮射击指挥仪。[94]
NDRC和OSRD都没有完全认识到计算机的未来潜力，因此，引发计算机革命的机器是在政府主导的战时研究组织以外研发的。为了更高效地准备火炮发射表，设计出了电子数字积分计算机（ENIAC）。通常认为，ENIAC开启了高速电子计算的时代。[95]ENIAC比前任速度快了很多倍，并且有能力通过再编程解决范围更广的问题。[96]虽然海军资助了Mark 1设计和研发的大部分工作，但是陆军军械部资助了ENIAC，并计划在其弹道研究实验室里使用这些计算机。
ENIAC的设计和生产是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莫尔电子工程学院进行的，该学院与弹道研究实验室建立了正式的关系。莫尔学院先前已经培训了几百个妇女用台式计算机为实验室进行弹道计算。在这些机器被称为计算机之前，大家把这些妇女命名为“计算机”。但是，她们的工作赶不上对发射表的需求，弹道研究实验室开始对物理教授约翰·莫克利（John Mauchly）和电气工程师J. 普雷斯伯·埃克特（J. Presper Eckert）的电子数字计算机项目感兴趣了。这台计算机最后在莫尔学院建成，除了莫克利和埃克特两人之外，还有其他很多人参与了此项目。1943年7月，开始建造，1945年12月，ENIAC运行了第一个程序（见图16）。其计算速度比以前类似Mark 1的机电式计算机快了1000多倍。最终的结构是由电线互相连接的几个不同类型的单元组成，在一个大房间里排成了马蹄形。虽然ENIAC是由男人设计的，但它所有的程序员都是女性。这些女性都得掌握计算机的数学复杂性及其捉摸不定的运算。[97]


图16　1945年约翰·莫克利、J. 普雷斯伯·埃克特和ENIAC计算机（维基百科）



9. 结论
美国政府做出极大努力生产二战兵器，这为大型技术研发项目的管理人员提供了很多经验教训，并为当今和平时期可能开发的项目指明了道路。战时的努力表明，如果能够协调好各方面工作，把资金用于研发和生产新机器设备，很多事都能做好。二战的例子还引发了对分散的非政府研究设施与政府需求之间关系的思考。比如，从好处着眼，我们可以预见通过齐心协力能够显著改变能源生产和消费方式。一个不容乐观的例子却是，2011年9月11日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遭受恐怖袭击，导致美国政府资助了一连串的反恐技术研究，而这些技术已经外溢到一些机构应用软件之中，引发严重的个人隐私问题。
许多原本相互竞争的公司在战时通力合作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这一点意义非凡。创新研究、生产技术、产品测试和用户培训，组合在一起会使管理运作困难重重，但却取得了如此的成功。我们只能心存希望，有那么一天，和平时期的需求也会产生同样的动力和能量，开展如此大规模的规划、研究和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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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们所讲的开放技术概念，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关于造物社会背景的概念之争；二是关于造物设计、建造和使用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选择。后者是一个更现实的途径，但是最终，它都指向引领技术开发的社会目的问题、造物生产使用的社会条件问题、这些因素如何助力宏观和微观社会结构配置问题，以及我们作为社会和人类科学家在这些情境下如何行事的问题。我们的主要立场和科学技术研究的宏大领域不同。在科学技术研究中，一些“路径”已经因对技术及其社会联系的理解而动。然而，我们的路线与其他领域存在交叉。在这些领域中，不同程度的开放度催生了很多不同层次的讨论以及设计、建筑、工程和计算等学科的变化。本文结合不同领域的研究成果，试图为技术进一步面向社会主体、利益相关者和平台开放，明确和设定方向。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建议从两大方向着手处理技术开放问题：（1）社会人类研究者和造物的设计制造者开展跨学科合作；（2）市民与社团参与到在这些过程之中。当然，有助于技术向社会开放的路径不只限于这两条。然而，鉴于近年来它们所表现出的效力和潜力，这两条路径显得非常突出。不过，它们很少对应于两个单独的过程，即在不同时刻或孤立项目或背景中所发生的过程。另外，很多尝试择其一种方向，或将两个方向相结合，但投入程度并不相同，和社会研究人员或普通公众的接触程度也不相同。但是综合考虑，这两种方法都指向技术路径，不仅能够以更多的方式实现社会和技术之间概念和实践的融合，而且这种融合也关系到充分整合最大数量的利益相关者，保证我们生活世界最大限度的可持续性。



2. 设计与科学技术研究的开放路径
向社会开放技术的概念对于设计学者和专家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很有必要再次响应帕帕奈克（Papanek）的呼吁：设计师跳出市场的约束，转向更贴近人类需求的更加有社会道德的设计[100]；很有必要顺应马戈林（Margolin）的计划：改变设计的方向，面向穷人、老人、残疾人及其他失能人群。[101]设计向社会开放的价值还体现在其他方面，例如以人为本的设计、社会性设计或者社会响应式设计。[102]在这些设计中，社会问题、社会影响和社会变革比较突出。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结合自上而下的和自下而上的方法，[103]社会创新的概念能够支撑以社会目的为驱动的创新，而非以自由市场、科技或者技术需求所驱动的创新。[104]设计开放正在进入更大的空间，抓住更多的机会，依靠社会改造更多的造物，获得更广泛的成果。社会性设计频繁指涉边缘化的群体或发展中地区，但现在焦点日益转向更多造物的构思、建构和使用的更广阔领域，转向设计师应该了解自身在目标环境中的角色这一概念。[105]
从我们的科学技术研究观点来看，技术开放同样可以追溯到许多作品和论述。最近几十年，多个框架都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也是共同点，即造物体现了社会规范、价值观和其他经济、生态、政治或文化力量，同时也被他们改变。这样，在任何论争中，都更易于承认技术本身的社会性以及技术特征的社会意义。把技术定义为“生活形态”[106]“方式”[107]或“媒介”[108]，提供了饶有见地的观点，使技术能够干预我们的生存方式，因为技术塑造了我们的工作、交通和通信条件。当指向技术开放时，焦点已经较少关注于社会起源和结构背景之上，[109]而是更集中于政治、伦理和道德视角，关注技术所引发的、要求的、预期出现的社会状况。这条路线主要与批评性科技研究有关，[110]试图揭示和反抗嵌入技术的文化成见、权力关系和社会秩序。
直面设计问题的科学技术研究，我们看到，向社会和行为人开放技术更趋向于这样一些观点，即“强调设计的走向，强调更加明智公平地重建技术的条件”。[111]一般认为，通用设计、参与式设计、生态设计、女权主义设计、富有社会责任感的设计和基于合适技术运动[112]的合适设计[113]是该领域的研究重点，特别是关于设计实践和产品所体现的社会不平等现象的研究。另一个重要的视角是能力要素法，认为技术创新和工程设计的指导准则应该是提供给人们的有效机会。[114]像“由社会设计”或者“为社会设计”[115]这样的概念，确实已经为改变如何设计技术、为谁设计技术铺平了道路。这些都离不开重视边缘群体社会需求的传统，离不开重视可持续发展目标下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环境的传统，也离不开通过重新关注更广泛的人群和造物，进入次边缘领域。[116]
无论是受到实践的刺激，如社会响应性和包容性设计模型，还是受到理论方法的鼓舞，如更具批评性的科技研究所提供的方法，围绕向社会领域开放技术的争论和试验都很有价值，并且应该予以支持。它们的目标总体上都遵循了我们认为合适的方向：（1）反击以特定的方式设计和生产造物的偏见；（2）质疑造物生产使用的不可持续路径；（3）最重要的是让更多的社会文化参数渗透到技术性选择之中。然而，仍然有一些核心路线需要我们艰难跋涉，才能更好地设想和服务于文化可持续、技术民主或者科学包容性等价值观所产生的社会环境。这些路线可能与技术后建构主义相关，研究“更好地建构技术的方法，对‘更好的’标准有明确的定义，公开承认它们的可争性既有认识论的也有政治性的”。[117]现在的挑战在于，推进可持续和公平造物的理论和实践趋势，在反思和构建造物的实际过程中，从一开始就融入社会观。将动态开放的转变拓展到其他范式，使它们能够吸收人文社会科学的理念和方法，同时让更多的社会团体和行为人加入进来，自己为自己开发技术。在接下来的章节，我们会阐明我们认为能够支持这些明确目标的重要方向：社会和技术专家之间的跨学科平台，以及民众和团体的参与过程。



3. 呼吁跨学科联系
只要设计学、社会学、建筑学、哲学、工程学、人类学和计算等不同学科领域的从业者和思想家互相合作，就可以做到向社会开放技术。面对“棘手问题”，或者说面对那些定义不完整、起因不单一或者解决方法不简单的复杂问题[118]的时候，这种合作需要与其他努力一道，突破学科知识的制约。[119]这里我们注意到该过程中跨学科的整体需求，即充分认识造物所隐含的社会条件，从造物的设计到存在于日常生活的社会条件。只有当技术知识和社会知识相互融合，才能实现通过技术特点和社会存在相结合的造物开发。跨学科合作不是简单的学科叠加或者就是共享的团队合作；[120]我们认为这需要新的实践和理论合作模式，能够将材料品质、建造程序、操作模式、审美特征和技术导向，与文化背景、政治后果、伦理情景和愉悦使用整合起来。
从这个意义上说，双方的学科主体都必须以跨学科、交叉的方式通力合作，交流思想、模型和工具，同时分担忧患，组织关于造物的物质和社会条件的讨论，包括造物建构、使用和处理之前、之中和之后的物质和社会条件。事实上，迫切需要重视具体技术开发的跨学科性，因为“专业化的科学（……）不能综合有关具体问题的异构知识。所以每个人都急需跨学科，但是基本上没有人意识到跨学科整合的理论问题”。[121]科学技术研究中的论争已经形成了广泛的认识，这些认识顾及到设计等学科领域中的实际发展状况；而且近几年，[122]人文社会科学已经与设计实践开展跨学科合作。[123]现在我们看到跨学科的努力越来越多，这些努力“打破了自然科学或者工程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和艺术的界限”；[124]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亲眼看到致力于向社会开放技术的桥接工作。
在这些努力的前沿，我们可以发现像荷兰3TU联盟这样的团体，凝聚了哲学家、社会学家、设计师、工程师和其他应用科学家。[125]该团体的研究路线之一就是运用3TU伦理和技术中心所研发的跨学科应用方法，研究技术程序的变化。3TU伦理和技术中心包括代尔夫特、埃因霍芬和特文特大学的技术与哲学系。他们在技术研发中纳入伦理（如道德接受度和责任）和社会问题（如安全卫生、环境质量、民众自由和社会正义），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开放性努力。[126]例如，在“家庭远程护理”[127]项目中，奥德霍伦（Oudshoorn）和费尔贝克（Verbeek）等科技研究者正在与特文特的计算机科学和生物医学工程系以及恩赫斯特的罗辛格（Roessingh）验证中心合作。他们正在对设计进行技术评估，并且使用远程监控的做法—旨在建立规范评价标准，协助科学家、工程师和设计师处理和化解慢病护理工作中的社会规范冲突。
同样，在学术界以外，我们也能看到跨学科的生动案例。他们热衷于造物的技术和社会元素，如塔梅拉（Tamera）合作社，位于葡萄牙南部蒙特卡洛的一个生态村。合作社的工作基于不同背景专家的群体努力，包括社会科学家、工程师、建筑师、生物学家、永续栽培专家和工匠，他们的宏大目标就是倡导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太阳村[128]是其中一个主要项目，该村规划开发为定居点，水源供给、食品生产和能源基本上都可以自给。鉴于太阳村作为能源系统演示、培训和转让的非正式试验床，在向社会开放技术上，太阳村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例子。社会和技术领域的专业和非专业人士以及志愿者参与了该项目。[129]另外，在塔梅拉，技术性知识从一开始就与可持续和公平的价值观相结合，也和打通跨学科和其他路径的当地发展目标相结合。
这里展示的一些项目都是典型的案例，其中不同领域的专家找到了合作的途径，开发达到具体标准有利于社会主体和利益相关者的造物。从伦理评价和有责任感的设计，到可持续的实践，跨学科合作都需要通过技术性和社会性的共通理念，研究产品的复杂性。这些理念包括什么是技术、技术是为了什么以及应该使用什么方法来提升技术设想。这个观点应该明确作为技术开放进程中的重要观点，甚至让我们想起“竞争—反竞争模型”，激发“潜力，将技术客体从单纯的物品或产品转化为情景本地化、背景社会化、依附情感或者顺应文化的物品”。[130]可以加大这些努力，通过改变造物的内涵—也就是说，它们的名称、目的、境况—增强造物的社会参与度，完善指导造物建造使用的程序。



4. 从民众参与到开放社会行动计划
跨学科合作勾勒的技术开发目标，要求密切关注贯穿造物设计、制造、分配、使用和废弃的所有特定背景。在整合它们的内容的同时，这些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和法律背景也渗入到了造物之中。这些背景在因造物的存在而改变的同时，也同样改变了这些造物。除了前面所讨论的所有可能的学科联合之外，通过更密切地联系真正使用技术、优化技术，甚至是建造新的或可替代物品或系统的人，也能够密切关注这种合作。通过跨学科联合，重视技术设计和构造，同时需要民众赋权，包括他们对造物的直接行为和日常体验。面向社会的技术开放运动能够从社会和民众的积极参与中显著获益，因为不仅可以将他们的知识和期望纳入专家指导范围，而且能够以更加激进的方式激发社会和民众，在能够整合所有行为人的新的设计范式下，构想技术。
从设计领域到科技研究，关于形形色色的参与式设计或协同创新，已有讨论和测试。参与式设计的发展路线有多条[131]，它的根基主要与工地民主与人性化价值观有关[132]，后来出现了有关系统开发的参与形式和实践的重要成果[133]，目前还纳入了一些关键词，包括协同设计、协作、互学、情景设计等。[134]赋予民众特权角色也是科学技术研究争论的一个重要部分，该争论涉及科学、技术、民主，与社会排斥、公共选择及价值观之间的关系。[135]近年来出现了一种“民主转向”，[136]确保关注民众的社会需求和事务，并“为从一个社会技术体验领域到另一个社会技术体验领域的理念杂交，增添了机会”。[137]无论是在设计还是在科学技术研究中，自下而上的方法都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138]而且在一些案例中，这样的发展甚至赋予用户技术开发的决策权，把民众和社会团体视为技术的创新者和创始人。[139]
在双重运动中，技术开发可能将跨学科平台与民众贡献及发明创造的最大化联系起来。作为以民众参与为中心的跨学科设计项目的案例，Proboscis的工作值得一提。它是英国的一家艺术家主导的工作室，试图探索社会、文化和创造问题，以及民众、研究者、专家和政策制定者之间的创新联合。该工作室所做的项目包括“对话与连接”，[140]这是一家社区发展顾问和一家居民组织的合作项目。在此项目中，居民创造和使用概念和工具描绘并分享本土知识。该项目是“社会挂毯”（Social Tapestries）项目的一部分，关注当地团体和社区的公众创作，并由“城市挂毯”（Urban Tapestries）平台提供技术支持。[141]该平台集合了移动网络技术和地理信息系统。但是在这些项目中，这些系统和造物的主框架往往还是由有关专家预设的，因此封锁了早期非专业人员的输入。
然而，正在出现其他一些情境。这些情境突破了技术开发中公众参与的界限，有特定的社会群体和个人承担设计师、建造者或者制造者的角色，从而拓展了技术开放的概念。从开放源代码软件运动[142]、对等互联网络技术运动和开放设计[143]，到黑客空间和数字加工实验室[144]，借助于线上线下大型社团的支持，以及非专业人士和专业团体的民众参与，可用于构建虚拟和实体造物的良机唾手可得。在这种趋势下，正如本文所设想的那样，随着越来越多的行为人按照很多不同的目的和目标发明、设计和改造技术，社会科学家、设计专家和民众之间的融洽关系肯定会经历许多变化。从一开始，凭借学科专业知识、普通需求、技术诀窍和本土知识更强大的组合方式，融洽的关系就给了相关行为人在给定情境下更多的直接交流空间。[145]
作为最近出现的一种趋势，开放源代码硬件是指“有形造物—机器、设备或者其他实物—其设计已经向公众发布，这样所有人都可以制造、改造、分配和使用这些物件”。[146]随着3D打印机、CNC雕刻机和其他芯片制造及3D模型工具的出现，已经可以在更小空间进行小规模的廉价设计。在民众参与技术开发的领域，这些开放源代码的硬件项目已经成为自己动手建造类出版物的中心，如《制造》杂志；网站的中心，如Instructables.com和Thingiverse.com；以及线上社区的中心，如OpenMaterials.org和P2P Foundation.net。例如，不妨看看开放源代码生态项目，这是一个农民、工程师和支持者的网络，正在开发“全球村建设全集”项目。该项目的参与者正在研发开放源代码、低成本、高性能的技术平台，该平台可用于50种工业机器的DIY加工，参与者认为该平台是具有现代舒适感的可持续文明的基础。机器包括3D扫描仪、50千瓦风力涡轮机、（黏土）铝提取机、生物塑料挤压机、干草切割机、镍铁电池，甚至还有开放源代码卡车，希望具有不同工作背景的团体能够提供在线辅导或者视频资料。
在技术开发过程中，让民众成为协同设计师，需要深度合作模型，超越了业余非专业范畴，需要技术专家和社会专家的参与。[147]例如，这里所讲的一些模式，首先调动设计师和社会科学家，他们共同辨别造物的初始状况，如所需的创建使用模式、技术和概念选择的生产经营可行性、嵌入的价值观和目的、预期的效果及意外的后果。经过初步鉴定后，他们通常与民众合作，决定民众的参与方式，同时考虑他们可能参与的阶段、公平参与方法，充分的个人与集体表达机会，以及最后达成共识等。然而，其他一些因开放设计和P2P运动而起的模式，为技术开发全过程提供了逻辑依据。通过线上社会团体和其他论坛，选择较少专家，更多业余的或半专业个人和组织参与。当然，“设计是否会从制造者转向社会团体”[148]，这还有待观察，并且需要我们极大的关注。但可以肯定，有了与越来越多的用户在共享的扩展方案中密切合作、进行技术试验或原型设计的机会，就可以对每个开发阶段进行反思，由更广泛的不那么传统的行为人阐述决策和愿景，运用新标准，满足为特定背景自定义的需求和目标。



5. 结论
我们的论点在于，从社会科学家的特定视角，强调造物的社会性，并主张通过跨学科和参与性的努力，实现造物的转型。这里所谓的“面向社会开放技术”，主要在于在一般技术开发项目中重新整合技术专家、社会学家和民众。在创造物品和系统的过程中，考虑它们的物质存在、社会后果、人类价值观和环境状况。技术的理论和实践路径成果丰硕，前景乐观，已经并将继续增强我们对造物的理解。一方面，人类和社会思想家及学者就讨论的议题提供概念性框架、社会知识背景和社会团体的交互体验；另一方面，设计师、建筑师、工匠和工程师提供概念性框架，以及物品特点和模式、性能、功能使用模式等相关技术知识；最后，民众提供具体的技能、本土知识、需求和体验说明以及他们自己的技术模型和目标，在决策造物方向和目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尽管这些路径并不是新的，但是在如下三个极点之间及之中却越来越普遍。所谓三极是指技术专家、社会科学家和民众主要运营的场所。然而，这里少了他们之间更多更复杂的双边联系，和在理想情况下，他们之间更多的多边联系。例如，在从事开放源代码和P2P项目的设计师和技术专家、愿意参与的社会行为人、以及目前参与这一领域的人类或社会科学家之间，鸿沟依旧存在。现有的路径在极点之间并非公平合理，也不具可比性。一方面，与发动个人和集体行为人以及业余大众对整合技术流程的兴趣等方面的转变相比，材料、工具、生产流程等方面的技术转型以及对用户和业余技术人群的关注更为显著。另一方面，与社会科学和开放源代码的技术领域之间的跨学科联系所发生的转变相比，公众参与方面的转变似乎更大。在社会科学工作者想要采取积极主动的姿态，挑战他们在设计制造技术流程中传统的被动角色的情况下，这种转变更为突出。
面对已有的机会，应该扩大各极之间的联系范围，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各极都受制于自身的实验感。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开放技术，甚至全面整合设计师、技术专家、社会科学家和民众的大多数成功或刺激的项目，还只发生在有限的空间，资源规模小，公众可见性受限。大多数情况下，它们通常以实验和调研的形式出现，其造物也更多的是巧妙的小玩意儿、审美件或者新奇的物品，而非真正的可供选择的产品。我们最终呼吁，有必要将业已在设计或科技研究界得到认可的技术路径推进到跨学科和民众参与的新空间，并推广这些技术路径，将所有的功能放在更广泛可见的层面，同时把开放性作为技术开发的必要标准。在此，上述三极的联系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这一开放的范式里，只有当物件处于社会文化背景之中—即当物件缘自充分关注一切可能的社会和技术维度，缘于设计师、技术专家、人类和社会学家还有民众的共同努力下—才能把造物从实验转化为日常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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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本文提出了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不仅厘清了各设计领域中的参与概念，而且厘清了其他学科中的参与概念，这样便于比较和相互参照。我们认为，这种厘清为消除有效建构参与概念的知识基础的多学科障碍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我们指出，设计是消除这种障碍的最佳领域，并且说明设计与其他若干学科的具体联系。
参与的概念，设计师已经研究了很多年，过去的视角是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和参与式设计传统，近来是各种流派的协同设计和以人为中心的设计。所有这些术语现在都有多种不同的解释。“他人”参与设计的重要性和作用在各种背景中备受争议，包括功能、文化、效用、社会责任、身份、设计教育和可持续性。[152]
然而，参与研究的重要性不仅仅局限于设计领域。参与已经成为各种不同领域学者及从业者争论的焦点。在全世界范围内，要求积极参与影响他们生活的动议的规划及执行的人越来越多，这成为此类研究的驱动力之一。在卫生部门，参与式的研究（如以社区为基础的参与式研究）和服务计划方法已经变得司空见惯。在国际开发中，20世纪80年代的参与研究话语现在已经成为主流。[153]“可持续”发展已把参与作为一种核心理念，不仅作为人权问题，而且作为提高干预效能的手段。[154]随着非政府以及民间组织在定义相应的指标及评估策略中发挥越来越积极的作用，正规监控及评估的主流方式正变得越来越是参与式的。[155]甚至，环境管理现在也具有更加“适应性地共同管理”自然资源的特点。[156]
在大多数情况下，关于参与的谈话都是在学科的边缘发起的（常常是对“自上而下”做法的一种反应）。然而，在设计领域，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已经直接地、有意识地在考虑参与的不同方面。因此，如果设计师能将参与的理解集聚到一个统一的知识库，让这个知识库在其他地方培育并激发思想，那么他们现在就有机会主导跨领域的新讨论。参与的理论研究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它本身还没有自己的学术专著，而是零星地存在于不同学科之中。在此，我们提议开始对话，将这些学科与设计联系起来，着手建造有关参与的跨学科研究家园。
我们注意到，在我们关于参与的跨学科研究中，存在两大难题。一是采用的方法多种多样；二是关于其特点缺乏共有词汇。这些起初或许看来并不明显，也没什么问题。然而，教育、社会科学、发展研究、环境管理、评估、商业方面的主流范式会给研究和实践带来内在无形的制约。例如，实证主义者的认识论会将研究者或顾问框定为所谓的“专家”，他们具有专门知识，但“他人”（如社区利益共享者）却无法接触到那些专门知识。这种实证主义者的观点意味着，应该在没有参与概念的情况下客观地研究那些“他人”。在不同的传统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请教诸如社区利益共享者的“他人”，但是一般认为他们已有的认知和理解世界的方式不及那些“专家”。因此，项目评估顾问也许会让客户将数据采集工具本土化，并使这些工具更易于接受，但是他们却不愿意修改他们的通用（以及外部衍生的）评估标准以便更好地反映当地的共识观点。实际上，基于这些共识，项目结果才真正有意义。
行动研究、许可评估以及协同设计的方式恰好与以专家为中心的方式背道而驰。这些观点模糊了研究者、从业者和用户之间的差别。它们主要由实际问题引导，有时明确以利益共享者的认知方式为根据，并且常常以地方能力建设和催化变革为目标。
因此，在不同的领域，出现了关于参与的不同类型的讨论，但是这些讨论总是局限在现有的范式之内—而且常常意识不到这些限制。结果是，同样的词汇有时用来指不同的概念，而且作者不断努力形成本土语境中的概念和沟通方式；互不关联、互不通用的描写性著作越来越多，而不是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构建更高阶的概念。范式界限意识低，因而缺乏跨学科的理解。恰恰是这个原因，需要交叉学科的设计，利用它没有被某种范式预设的知识空间，引领讨论和理论。超越范式界限赋予了设计特别的视角，并且为构建一个关于参与的知识框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然而，为了达到这种重要的学科间的促进作用，设计师对于其他学术“语言”要持一种开放的态度。当前大多设计文献都是基于对概念原理的描述和讨论，但是这种交流不能够为其它领域的研究者提供丰富或有用的工具。同样，那些具有环境管理或者教育研究特征的形式上的概念化、操作化及定量测量，对于许多设计师来说或许是非常令人厌恶的事。
在这篇论文中，我们阐明了我们设计实践中对于参与概念的研究是如何引领我们建立了一个中间地带的。我们列出了包括三个维度的通用参与的初步框架，这一简式框架简要地整理了参与的概念，以便大家能够无障碍地引用这些概念，减少普遍存在的混乱状况。这种初步的三维框架使得我们能够把第四维—产出证据—的关系作为可以进一步发展的实例来解释。我们承认，我们所使用的每一个分类都存在过于简单化的现象，也承认不同的分类，或者“马赛克”是确实可能的。然而，从实用的角度来看，我们相信我们的框架可以开放参与概念的建构，这在当前正陷于混乱的词汇和术语泥沼之中。我们选了两篇设计文章，一篇讨论以人为中心的设计，另一篇讨论基于生态环境保护意图的设计，并把这个框架作为一面拨云见日的透镜对这两篇文章进行事后反思，借以阐述这种效用，以便引出它们对于参与的潜在贡献。在随后的一篇文章中，我们期望能够表明如何扩展这一初步框架，画出、联系、统一跨学科的概念，如何简化一些复杂的话题，比如可持续的、跨学科以及价值观主导的设计，使之在进一步的概念研究中更易于被接受。



2. 跨学科参与的关联面
在设计适合于民间社会组织评估方法的同时，我们首先开发了我们的框架。在参与式评估研究领域，越来越多的人发出呼吁，进一步明晰参与的概念化和操作化。[157]参与的定义常常模糊随意，而且“参与式评估”这一术语牵涉很多不同的情景。关于基本概念的分析，戴格尼尔特（Daigneault）和雅各布（Jacob）提出了构成参与式评估的三个方面条件：对（评估）过程的控制、利益共享者的多样性、参与程度。[158]我们把这些条件作为我们的起点，并把它们重新名为：深度、广度和范围。
深度在不同的著作中被用来指利益共享者控制决策的程度。[159]广度指的是应邀参与的利益共享者的多样性（如决策者或客户）。[160]范围指的是重要决策的各个阶段[161]，可以分为启动阶段、设计阶段、执行阶段、反思阶段、交流阶段。在此，确切地划分界限并不重要，而我们可以使用布朗（Brown）等人提出的设计思维的五个阶段。[162]
参与的深度：把概念关联起来
我们应用这些概念的第一个项目就是本地人参与到跨文化教育计划的研究[163]，不同的参与深度表明了身份低的利益共享者（例如本地的社区成员）和身份高的参与者（例如按常规受过培训的教育者）之间不同的权力关系。我们把这些关系分为贬损（-1级）、忽视（0级）、承认/“了解”（1级）、参与/“向他人学习”（2级）、跨文化/“共同学习”（3级）、全面伙伴关系/“一体式学习”（4级）。我们觉得按照图式来描绘这些等级很有用途，比如在图17中，用一根“柱”（-1）“在地下”，然后上升到（+4）（见图17）。


图17　参与深度和广度通用示意图
本图所示的是参与深度（纵轴：“柱”）和广度（中柱两边对称分布的“侧缘”），表明了以下案例研究中执行阶段发现的参与情况：（1）有当地“智者”参与的一所墨西哥跨文化大学项目，（2）有两名本土“代表”和草药村医参与的坦桑尼亚（马赛）中学项目。
其他学科的研究可以有效地使用同样的等级作为指标，这些等级不是权力，而是态度、方法、假设、行为或者决策过程。表1中列了几个学科的例子，清楚地表明了学科和范式间的联系。各个等级给出了一个共同的“尺度”。请注意，我们并非要暗示连续统一体没有什么用途，或者较高等级总是更可取的。“尺度”是作为一个中间标杆，依据这一标杆，任何项目团队都可以根据当地的情境决定其目标。正如海沃德（Hayward）所言，[164]在具体的情况中，也许会有一些理由说明为什么较少的参与是适当的。
在表3中，我们回顾了参与深度的几个类型，它们是在公共政策、农业、国际开发、社区卫生保健、健康与社会保健、评估、环境测评及教育方面研发的。尽管一些变化是不可避免的也是适当的，但我们可以略作调整，把它们都放到我们这个划分了六个层级的参与框架中。因此，表3揭示了不同学科对于参与深度理解的高度一致性。
表2　不同类别的行为人甲和乙之间参与关系的分类

 
表3　由参与深度通用等级关联的不同学科背景中的参与分类

 

 

从而我们认识到，我们在跨文化教育中使用的等级描述实际上可以推广到很多学科。在一般意义上，（-1）级代表不参与，自称的“专家们”占主导地位，会出现贬损利益共享者观点的现象。[165]0级代表信息从“专家们”到其他的利益共享者的单向流动（“告知”），并不想探知他们的观点。广义上的1级代表认可其他利益共享者，他们可能拥有不同观点，应邀通过协商、研究、倾听给出的观点。然而，在此其他人的观点不大可能会对决策产生重大影响。2级的特点是积极地与其他利益共享者互动，尽管重大的决策仍然是他们不在场的情况下做出的（协作、合作或者安抚），但他们的观点会对决策产生重大影响。3级的特点是互动、有意义的信息交流，分担规划与决策责任。4级代表二元对立（专家/社区、研究者/受访者、设计师/用户）彻底消失，双方合伙人都为达到共同的目标而有意识地贡献知识和技能。这一级代表全面合伙人关系，所有决策都是一致做出的。[166]
在学科中运用我们的这个通用等级划分方式（见表2和表3）以扩展“参与深度”维，可以把其他文献中使用的术语关联起来，并阐释其中重叠的概念，以使得每一个概念都能在统一的语境中，与其他概念区别开来。更重要的是，这减少了一个概念与另一个概念混淆的概率，而这种情况目前屡屡发生；研究中不再需要重构和重新界定术语，这样跨学科的学者就可以依赖和研发更高阶的概念。表3将表2中的词汇和概念应用在不同领域中，表明我们的框架具有在学科间构建更加稳靠一致的理论的可能。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跨范式的理论建构似乎也是可行的，这对于构建可靠的知识库来说是非常令人鼓舞的。请注意，我们并非要表明所列“参与阶梯”的新颖性，也不是要说我们的等级多么重要；相反，我们想表明，如果等级通用，它们就能够形成若干维中的第一维，可以一起用来构建交叉学科的参与概念—如以下部分所示。



3. “参与广度”维的扩展
哪一类利益共享者参与了呢？我们把我们框架中的利益共享者进行分组，以便能获得参与的人数、级别以及代表的一些主要信息。例如，利益共享者包括决策者/领导（L），项目执行者/管理者（M），项目受益人/客户（C）以及更广泛的群体（W）。这些组别的边界有时需要特殊的行为人来“跨界”，意味着有些项目往往应用“跨界者”—可能涉及几个组别的个人。[167]这些参与者仍可以用我们的示意图来描述。图17举例说明了墨西哥某个跨文化大学的一个个案，当地智者的参与等级在3～4级左右，而在第二个案例中，在坦桑尼亚的一所跨文化中学，草药村医的参与等级在第2个等级。



4. 深度、广度和范围的整合
前面阐明了参与的深度和广度，表2和表3表明它们可以用于交叉学科的许多情境中。在最近的一个项目中，我们认识到，针对第三维“范围”，清晰地列出这些维度的能量。范围关乎项目的一些关键阶段（例如启动阶段、计划阶段、执行阶段、反思阶段和交流阶段）。许多文章都没有交代清楚是在讨论上述哪一个阶段：主题概念不清。两个经常出现的例子就是，协同设计的项目（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未必是共同发起的，计划阶段的广泛参与并不能保证执行阶段有广泛参与的机会。文章的开头或许是讨论某个阶段的参与，而在结尾讨论的是另一个阶段。而且，任何特定的利益共享者群体在项目的整个周期中总是波动变化的，[168]但是具体的项目报告很少说明这些变化。由于这些原因，我们发现利用图18这样的图解，列出每个项目参与的格局是非常有用的。


图18　参与深度和广度示意图
本图运用了民间组织各阶段评估研究的实例：（a）所获得的大多数民间组织研究的参与特征；（b）所获得的一项出色的民间组织研究的参与特征；（c）所获得的一项令人失望的民间组织研究的参与特征。每一幅图下面的一根线代表在各阶段产出中得以验证的参与深度。加框项目代表研究的整体核心目标
我们用具体的例子来说明—在这个实例中，图解对于概念化的帮助很大，我们意识到我们需要经常使用，图解帮助我们建立了3-D框架。我们最近的一个项目，涉及民间组织的参与式评估。[169]该项评估提供了指标菜单，民间组织可以选择他们想要评估的一些指标。每一个组织的一位领导都参与到确定原始需要（即首先是评估，特别是该评估的必要性）并监督民间组织可选择的指标菜单的制定的过程中。民间组织的选择取决于他们认为哪一类指标是相关的、有用的。每一个组织所选择的指标都可以本土化，对他们觉得“格格不入”的任何方面进行修改，而且我们的研究者帮助他们开发自己的指标评估工具，使用他们感觉舒服的任何媒介方法（如调查问卷、剧场、绘画）。该项目的主要目的就是让这些组织自己从菜单中选出最相关的指标，用自己的评估工具，对工作做出最终评估。因此，参与的深度有可能达到4级，每一个阶段都没有广度的限制。如图17所示，柱代表参与的深度，侧缘代表利益共享者的广度。然后，对于不同的组织，我们又用不同的柱代表每一个阶段，并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排列，如图18（a）、图18（b）和图18（c）所示。
对于每一个组织来说，一位高级职员（或者领导，L）通常会参与到启动阶段，直接帮助构建指标的参考菜单。因此，在图18（a）（顶行），第一个柱表示4级深度（一体式学习）以及狭窄的广度，因为只有领导参与。在计划阶段，领导和员工一起定制他们从指标菜单中所选择的项目，如第二个柱所示，参与等级通常为4级。当客户（比如环保俱乐部的儿童们）被要求输入本土化的指标时，就达到进一步的广度，2级。
图18中的第三个柱表示执行阶段。在这一阶段，所有的员工和客户都会深入参与研发和使用他们认为比较舒适的评估工具，来衡量他们一致同意的指标。图18（b）说明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案例的结果：“在手上画圈”，在此案例中，每一个年轻的参与者被要求在他旁边的人手上画圈，借以反映他们在重新造林运动后的感受。描述这些图画的词语被记录下来，作为与该运动有关的情感词汇的例子，从而得到了这次运动对于年轻人情感影响的定性理解。这种与研究者的“一体式学习”为该项目赢得了4级的参与深度得分。
大多数组织在反思和交流阶段得分一般（图18（a）），因为它们在研究中不是优先考虑的阶段。然而，图18（b）所代表的组织的领导、员工以及客户都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这些组织运用测量结果以清晰的方式向捐款人及其他组织传达其工作的价值。
上述结果可以与第三个组织的结果进行比较，其中只有领导参与到了启动、设计计划和反思阶段，只有少数职员（通过书面问卷）参与到了执行阶段，因此仅获得了1级深度得分（图18（c））。
总之，图18中的图解使得几个维度的参与活动得以清晰地呈现和传达，便于对相关课题进行更加清晰的分析、反思和探索。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图解，反思将会模糊不清，分析困难，交流受阻。不管有没有这样一个图解，我们认为这个3-D参与框架为清晰的对话提供了基础。然而，还有一个维度也是非常有用的。



5. 第四维：产出内容中的参与证明
在前面几个部分，我们讨论了参与的特性，但是没有讨论它的效果—过程而非产出。在我们的例子中，我们的主要目标是要对组织的效能做出评估—用自己的条款，在自定的领域。这些结果单凭研究者是无法完成的，因为他们并不充分了解组织的背景。这些结果仅凭组织的领导也不能完成，因为他们不太了解评估的方法。因此，这一特定工作的整体产出，关键要看合作各方关系的深度，而这种协作的证据从执行阶段的产出中就可以找到。因此，我们在每幅图中加入了第二（较低的）条线，代表每个阶段的产出。因为执行阶段的产出对于我们的项目最为重要，所以加了框以示强调。为了更好地理解参与概念，所有阶段的产出也都在这个例子中标出。在其他研究中以及其他学科中，其他产出类型（也可能根本没有）或许是重要的，但依旧可以使用同样的框架和图解。
这一新的维度—产出内容中的“参与证据”实际上是怎样的呢？在1级或者2级中，可以预测，输出的内容主要是权力更大的合伙人的贡献。在4级中，将会出现合作双方全面适当的贡献，而且可能是不可分割的（见表2）。在我们的例子中，指标（及相关的量度）不能只是从合作双方单独一方得到的创新结果，也不能被分割成每个参与者贡献的组成部分。因此，它们被视为4级。
在其他研究中，不同的产出或许是优先考虑的事。如果共同创造是关键，那么或许可以期待启动阶段就有产出（如目标产品），作为表示3级或4级的参与内容的证据。对于社区参与的项目，计划阶段产生的最终计划或许是最重要的，或许可以期待项目达到3～4级。在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中，反思阶段的用户反馈很可能是最重要的，而早期阶段的参与几乎毫不相干。因此，尽管图解通常是适用的，但在不同的工作中，不同部分的重要性不同。产出的其他方面在这里还没有出现，如促进2级参与。然而，可以把它们纳入这个维度，我们鼓励其他的研究者能这样做。
在图18中，我们展示了我们自己评估项目所有阶段的产出结果，因为尽管我们突出的阶段是我们的重点，但是我们希望看到参与的全貌，增强概念化。这些图解不只是每个阶段“参与阶梯”的简单重复。依照每个阶段的深度和广度分别列出参与概念，可以从清晰详细的可视化图表中获得更高层次的概念化，这不仅仅局限于我们的工作，而且包括所有与参与有关的工作。探索的领域不仅包括缺失参数的假设，如主体间性或演变效果，而且包括可能的因果关系。例如，可以说共同构想出现在18（a）、18（b）和18（c）中，但是目标产出不同：18（c）只达到了1级。在设计文献中，共同构想有时等同于最后的协同生产：这个图解则有不同的体现。
我们希望，无论是对于追求更高水平发现的研究者来说，还是对于其他寻求更好地理解所交流的参与“类型”，这种“直升机视野图片”对于重视参与的大多数研究都是非常有用的。我们从设计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中摘出了两个例子，简要阐述这种效用。



6. 以人为中心的设计范例
运用我们的参与框架可以理解得更好的一篇文章就是斯蒂恩（Steen）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170]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倡改变以人为中心的设计（HCD）实践—通常意义上意味着更深的参与，特别是用户对于起始阶段有更多的影响。为了更清楚地说明他的观点，斯蒂恩提到了几位哲学家，他们写到了“自我”和“他人”之间的张力，以及在以人为本的设计中从业者需要有意识地克服一种“自我”倾向—通过把他人的不同点视为他们自己的变体，同化他人的不同点，“抓住”（从而有效地抵消他人观点）他人。另外一种选择是公开坦率地对待他人，视他人为独立于自己之外有情有义的人，接受他们，在平等的基础上倾听、学习、交往。
本文的主题是参与，而作者却提出了这些深奥的哲理，看起来有点奇怪。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当前可利用的参与词汇并不能作出清晰的说明。首先，广义上讲，一般把HCD描述为“……包括参与式设计、主导用户方法、协同设计、人种学、情境设计以及移情设计”。[171]但是这些术语并不能就HCD的共性给出清晰的概念—特别是当每一个单独的术语都有几个常规解释时。作者可及的词汇并没有什么用途。
第二，HCD的规范之一被以自身的标准词汇反复提及，那就是HCD从业者和用户“共同学习”。[172]这一术语强烈暗示伙伴式学习，或者就是我们参与框架中的4级所说的“一体式学习”。然而这个表述后来和“有关”这个词混在了一起，渐渐削弱了“一体式学习”的观点：“HCD的另一个重要假设就是参与的人可以共同学习新事物—例如，他们可以掌握‘有关’用户及其体验的知识。”[173]我们想说明的一点是，“和用户共同学习”与“掌握‘有关’用户的知识”颇不相同。然而，普遍使用的词汇并没有指出这种差别。在我们的框架中，这两种学习类型是完全分开的两个等级。引入这些理念词汇似乎是要弥补参与词汇及概念化的不足。
因此，真实的HCD项目可以这样描述，设计师从警官那里收集关于新的信息通信技术（ICT）产品的参数信息。然而，设计师选择忽略警官的意见，表明实际上警官（用户）更需要能够用在自己车上的产品。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构建我们的示意图，描绘这篇论文中的参与情况（图19（a））。


图19　史提格尔（2006）和斯蒂恩（2012）文中讨论的参与深度和广度示意图
前者有关生态保护设计，强调计划和反思阶段；后者有关HCD，强调后面的反思和交流阶段
用户的参与主要出现在计划反思阶段，而在别的地方都没有具体提及。但是实际上，在设计中，参与的概念及词汇明显缺乏清晰的概念化，这似乎成为这篇文章传达主要观点的障碍。主要观点就是斯蒂恩的诉求，即HCD从业者面向更深层次的参与—进入对他人的一种主体间欣赏，超越到4级，即“一体化学习”。然而“用户”这个术语基本上暗含了一种无法逾越的障碍：它暗示着一个要用到的项目，这意味着日程表已经定好（基于这个项目的概念，不管多么不成熟）。HCD的从业者没有邀请用户参与到启动阶段。如果从业者这样做，这项工作很有可能被视为另一种设计，比如社会责任性设计。[174]我们的框架图解毫无掩饰地呈现了实情：至少如斯蒂恩所描述的那样，HCD并不包括启动阶段的参与。因此，斯蒂恩的变革诉求因语言而变得混乱不清。是呼吁HCD当下范式（其中，计划和反思阶段处于主导地位）之中更深入的参与，还是要求HCD从业者超越范式—转向参与式行为研究，其间主体间性是指导原则？不管是哪种方式，这都是有趣刺激的诉求—但是可用的语言使得这一意图模糊不清。我们的观点是，这种混乱状态说明，无论是概念化，还是交流，都迫切需要更好的理解参与的框架。在其他学科也有同样的需求；设计可以通过开发和应用这样的框架，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7. 以生态保护为目的的设计范例
为改善概念化不足的问题，作为参与框架可泛化效用的第二个例子，我们重读一下第二篇文章。史提格尔（Stegall）提出了“以生态保护为目的的设计”的良构案例，该案例强调设计师影响个人及社会的作用和责任：“必须说服公众采取可持续的行为。”[175]他主张产品应该通过设计充实个人的“生态知识”（例如，通过展示自然系统的绝对优势提高人们的环境循环意识，建立与自然界的亲密关系）。最终目的是通过个人对产品的反思影响个人的世界观—在接触产品的时候，以及在要提升到与设计师“一起学习”的节点上，与设计师的“学识”有效“互动”。即使这种与设计师的概念互动很少出现，我们也把这句话理解为一种呼吁，呼吁社会在反思阶段更广泛的深层参与（4级，见图19（b））。如果成功互动，这些概念将会进入更广泛的讨论，意味着交流阶段的4级参与。产出成功的标志包括更广泛的社会成员铭记并广泛讨论新近学得的生态知识。这样，交流阶段的过程和产出将会达到4级。
图19（b）使用我们的参与框架描述史提格尔的建议。前期阶段与后期阶段的反差是显著的。这篇文章明确地将设计师描绘为“专家”，与公众区分开来：“可持续的设计需要熟练的交流者，他们能够使用造物语言，有效地指出一个群体该如何生活……”[176]尽管目的性设计旨在通过充实生态知识，提高人文素养，这一提议并未诉诸其他当地需求。因此，在我们的参与框架中，它接近计划与执行的（-1）/0级。在启动阶段，史提格尔暗示了这样的需求：“……能够深入当地环境，观察并了解那里的人们如何相处……的设计师”，[177]代表1级。
图19（b）形象地总结了史提格尔以生态保护为目的的设计的参与要素，可谓简洁明了，不无裨益。该图很好地体现了这样一个理念，就是当时迫切需要触发社会更加关注生态法则—在这个案例中，是通过造物语言及相应话语（即后面阶段的深度参与）。这个图解也阐明了此文提出的两个形成鲜明对比的概念：布坎南的观点，即设计师是社会的影响者（反思阶段）[178]，以及帕帕奈克（Papanek）的观点，即设计师是促进者，他们能够让人们“成为他们自己的设计师”（启动阶段）。如果人们真的成为本土设计师，那么就应该允许他们参与到启动阶段和计划阶段—这样的一个闭环行为是目前可持续发展话语的重要元素。史提格尔的目的性设计图解为我们抓拍了参与特征，这在2006年被认为是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特征，但未提出这种特征在执行阶段的深度参与。这可以与图18中的图解进行对比，表明深度参与启动、计划及执行阶段—或许会被看做熟谙生态的本土设计师的崛起—如何会在六年后看来更为主流。



8. 结论
就项目不同阶段的参与的不同方面，本文提出了一种思维方式和展现方法。在表2和表3中，我们说明了设计以外的许多领域的参与概念是如何与我们的参与框架联系起来的。我们提供了一种图解工具，有效地描述参与的深度、广度、范围及产出，我们还阐明除了作为组织工具以外，如何有助于为构建更高阶的概念化提供基础。其他研究者可以运用该图解，传达并阐明其他研究以及自身工作中的参与概念。为便于更广泛的应用，我们提供了一个在线免费图解模板，有Excel和Matlab两种格式（http://www.brighton.ac.uk/sdecu/resources.htm）。
请注意，这篇文章不是要论证参与在设计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不是说所有的设计都应用参与去界定。参与框架本身不是作为一种目的提出的，而是旨在作为一个重要的概念辅助工具，以便就参与开展进一步的讨论—澄清、区分、统一有关概念。我们把这作为一种工具提出来，希望不同领域的学者和从业者能够更加快捷轻松地认清彼此的话语，加深理解，形成彼此相连的知识体系。我们希望，这将有助于逐步形成有关—跨学科—参与的牢靠知识基础。
尽管本文厘清了参与深度、广度、范围的一些细节，并在某种程度上有益于多个学科，但是我们还没有讨论参与在不同背景下的目的。我们将在未来讨论。
在未来的工作中，我们期望在所提出的参与框架基础上，具体研究范式差异和范式交叉，不仅是在设计领域，而是作为跨学科的一般讨论。我们还希望，以此促进关于更复杂的设计概念的更清晰的讨论，如可持续设计及螺旋动力，我们认为这能促进其他关心参与的学科共同进步。
总之，我们希望简单的参与框架能够梳理设计领域正在讨论的不同参与概念，从而促进概念化和交流的重大进步，并将参与概念与其他领域结合起来，为设计师（希望）引领参与研究铺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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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本文综合了现有的概念设计对话框架，强调不同的初始消费者对产品设计反应的不同情感认知层级及其方方面面，并且通过融入“本能愉悦修辞”的概念，拓展该合成框架。“本能愉悦修辞”是设计研究中的显性概念，作者在2011年的研究中已有提炼和探讨。本文最后为产品设计中的设计对话提出了新的综合性本能愉悦修辞框架。



2. 情感、情感认知和设计
心理学研究表明，个体生命的80%的是被情感消磨掉了，剩下的20%受智力控制。[180]因此，情感参与日常运作的各个方面，包括情绪、认知、行为、注意、感知和记忆等，[181]继而潜移默化地影响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及人、环境和周围的产品和器物之间的交互方式。大部分关于情感消费的研究都在广告学、营销学和品牌学，强调情感在产品接受度、交互以及在产品设计中的重要性。
消费者的情感对多种认知反应都具有直接的影响。[182]他们影响信息处理，协调劝诱诉求反应，调节营销刺激效果，并启动目标设定。所以，他们对许许多多的消费行为都具有显著的影响。[183]因此，营销的成功在于给消费者希望达到的情绪状态，在于尽可能地减少非理想的情绪状态。[184]
尽管情感早已纳入营销学的研究领域，很多调查研究还使用了心理学领域关于情感的研究理论。因为过于依赖其他学科，没有能够融入营销的具体特征深化这些理论体系。[185]例如，卢斯（Luce）、贝特曼（Bettman）和佩恩（Payne）认为，影响购买抉择的情感研究非常重要，但是并没有成为设计研究的重要对象。[186]他们强调在情感消费领域进一步开展工作的重要性，并且认为基于情感化的设计或许能够更好地迎合消费者的需求或欲望。
基于这些考虑，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更全面的设计对话框架，该框架综合了当今沟通、情感、情感认知及产品设计对话领域的研究成果。这一框架综合了以下研究成果：（1）用设计师—消费者对话模式来重新整合香农（Shannon）的基本沟通模型；（2）将科里尼（Crilly）、牟垂尔（Moultrie）、克拉克森（Clarkson）现有的设计对话框架合并；（3）涵括了诺曼（Norman）关于情绪感知的概念；（4）并且应用了本文作者关于“本能愉悦修辞”的概念，这个概念已经在之前的研究中清晰的表达过了。[187]最后的结论也是本文的贡献就是新的本能愉悦修辞架构，这一架构可以使情绪设计进一步贯穿于产品设计对话和产品设计过程之中。作为构建本文中框架的研究背景，我们首先必须研读关于情感和情感认知的相关文献。



3. 情感和情感认知
很多领域的研究（例如，心理学、认知科学、神经学、社会学、营销学、消费者研究和设计研究）都研究并尝试去量化和定义情感和情感的机制。传统意义上，医学界认为情感是生物决策的过程：一个由一系列化学和神经反馈组成的模式。很多医学研究者认为情感是自然现象，是由生物机制控制的、对外部刺激自动和本能的反应。[188]
认知心理学扩展了对情感现象的理解。“认知”是思维过程的科学术语，实际上在不同的学科中有不同的使用方式：心理学和认知科学所使用的“认知”是指个体心理功能的信息处理；其他的解释是把认知和所有人类的知识活动结合在一起，这些知识活动包括注意、创造力、记忆、知觉、问题求解、思考和对语言的使用。[189]早在1986年，维果茨基（Vygotsky）指出，有关情感和认知关系的论述很多，但是这种关系被认知心理学忽视了。他认为把认知和情感分离开来是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研究中最大的缺陷。[190]
然而，到2003年各种研究聚集了大量有关情感机制在高级认知活动中所起的复杂作用的实证结果；这些研究肯定认知推理过程以情感为中心，情感与物理世界的交互过程、感知数据的处理和后续的决策不可分割。[191]总之，这些研究表明情感和认知一起促进思维及行为的控制，两者不应分开对待。
人机交互、神经科学和心理学的发展表明一个人的反应能力、感受、情绪、认知和行为受到人类情感的影响。软件开发人员和数字设计师奥里维拉（Oliveira）和萨尔门托（Sarmento）研究了情感在创建模拟世界过程中的功能作用。[192]他们把情感现象和高层级的认知能力和技能相关联，证明情感机制在认知过程中发挥着明确的功能目的。在类似的人机交互研究中，布雷夫（Brave）、纳斯（Nass）和罗素（Russell）也认为情感是更宽泛的认知链中的重要一环。[193]
反观关于人类情感的研究，发现了一个基本共识，那就是个体通过情感对世界做出反应，并且这一刺激唤起所有个体的情感。[194]然而，如果一个人认为在认知推理过程中情感是中心，那问题就来了：情感认知和理性认知或理性思维的区别在哪里？就像达马西欧（Damasio）、明柯西（Minksy）和卡里德（Khalid）的种种解释：理性和情感在理性思维和认知过程中是密不可分的。[195]诺曼把情感认知范围定义为处理情感反应的认知思维层。[196]因此，情感认知本质上可以被认为是对日常刺激、体验、信息和知识的加工过程，既主观又理性，这一过程包含或认可决策、行动和回应。
3.1　情感认知：反应的三个层次
消费者对产品的心理反应包括认知和感情。人与产品的交互引发了情感反应，或者说是“感情”，德米尔比莱克（Demirbilek）和莎纳尔（Sener）把“感情”描述为对感官属性或产品设计信息的“消费者的心理反应”。[197]巴顾兹（Bagozzi）、古匹纳什·奈尔（Gopinath Nyer）之前把“感情”定义为更具体的系列心理过程的涵括性术语，包括情感、情绪和态度。[198]
现有以情感认知和设计之间的关系为主题的研究文献对类似的概念提出了不同的方法。诺曼提出了情感认知过程中感情或反应的三级层次结构：本能、行为以及反思。[199]在早期与同行奥托尼（Ortony）和罗素合作时，诺曼还提出了一种三级模型，信息在层次间流动[200]，这些层级包括：反应层，常规层，反思层。克罗齐椰、卡布奇、莱瓦尔斯基和巴克斯特（Baxter）也曾提出三级比较系统。[201]在统一科里尼、牟垂尔和克拉克森关于认知层级的现有成果的基础上，作者将这些三级系统和诺曼的相应层级和术语相结合。[202]这种分类，就像下面的部分将要描述的，为情感认知提供了当下最具包容性和最普遍被接受的语言。
 
	本能层。本能层对感官知觉或直觉影响进行反应。它能快速判断优劣、安危、有吸引力还是没吸引力，并且发送信号给体内的肌肉做出反应，并警报大脑的其余部分。[203]这一概念和以下几个理论是相关的：莱瓦尔斯基（Lewalski）表示视觉形式顺序的“X-价值”、克罗齐椰（Crozier）的形式响应、巴克斯特的“内在吸引力”和卡布奇（Cupchik）的“感觉/审美反应”。[204]这些快速判断是由生理决定的，并且可以被他们所处的环境抑制或增强，受其他层级的认知过程影响。
	行为层。行为层通过现有的感官数据辨别或判断对象的功能、使用模式和属性。诺曼的行为层对应于莱瓦尔斯基的视觉“视觉价值”，这是“有利于目的性和功能性”，对应于克罗齐椰的“响应函数”，对应于巴克斯特的“语义吸引力”和卡布奇的“认知/行为反应”。其行为可能会被反思层增强或抑制，反过来它也能增强或抑制视觉层。[205]
	反思层。反思层是发展程度最高的层级。诺曼将这一层级看做“一个人过后的思考，物品或产品如何给他带来感受，它所描绘的图像和传达的信息”。[206]诺曼的反思层可以和莱瓦尔斯基的“满足归属感和自尊需求”的视觉“视觉价值”对应起来，和克罗齐椰的“意义反馈”、巴克斯特的“符号吸引力”以及卡布奇的“个人/符号反馈”对应起来。[207]反思层不能直接到达感官输入和行为控制。相反，它观察、反思并试图影响行为层。[208]

这些反应和情感认知元素并不以产品或物品的客观属性的形式呈现，是一个物品属性的认知解释，既被有形的刺激感知所驱动，也被从记忆和情感中反馈的事实所驱动。这种反馈不仅影响脑部的神经反应，也影响面部肌肉、肌肉骨骼的结构、内脏、内部环境，这也是身体状况被情感操控的一种方式。[209]所以，虽然从神经解剖学来看，情感和认知在一定程度上分属不同的系统，但是它们深深地交织在一起，相互作用相互影响。[210]
三个层级（本能、行为、反思）的处理都有两个不同的功能：（1）对世界以及世上所发生的事情（感情）进行评估和判断；（2）对世上发生的事情的解释（认知）。从设计的角度来说，可以这样描述三个认知层次的共生性：产品的感知功能（行为）不仅表达了产品隐含的社会价值或自我表达（反思），而且表达了对产品的精致优雅或唯美主义的评价（本能）。



4. 情感设计框架：探索和合成
所有的证据都已经表明，产品交互过程中只有产品设计迎合用户的情感体验才能实现用户的情感满意。因此，“情感化设计”的概念探讨设计师如何通过操控产品的感觉特质来触发情感。[211]主体和客体的相遇与融合，出现了经验的概念，继而成为设计有情感的、有价值的产品的关键。[212]
然而，除非产品是定制的，否则产品的消费者和设计师只有通过产品才能相互交流。有时候，设计师或是设计团队有关产品的外观和美学创意和决策，和消费者的反馈并无联系。消费者在特定环境中通过和产品的互动，通过对相似产品的使用体验，或者一个特定的情境来诠释产品的特质。因此，我们需要的是在产品设计过程中和情感对话来应对情感设计问题。
正如维里泽（Veryzer）所说的那样，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概念框架的缺失，这大大阻碍了理解用户对产品设计的反馈。[213]如上所述，本文的目的是探究现有框架，并讨论其中存在的不足之处。
4.1　香农和蒙罗（Mono）模型
蒙罗将香农的交流基本模型应用到产品设计研究过程中，创造一个有用的框架，并基于此框架探究设计团队和消费者的对话。[214]在蒙罗的模型中，设计团队是交流的源头。团队成员通过他们所设计产品的物理属性和特征来传递他们的信息。这样，产品变成设计意图的发出者。消费者和产品交互的环境变成了香农的交流模型的通道，或者说是信息从源头到接受者的媒介。用户使用感知信息来评价产品属性，所以用户的感知可以视为设计信息的接受者，很像收音机无线电波并转化成声音。进一步类比一下，诠释无线电波产生声音可以比作消费者回应的能力：诠释感知信息进行加工并对产品作出回应的能力。就像声音的产生，用户的回应可以看做是香农交流模型的终点。对用户行为的研究将进一步区分反馈中的“认知”和“感情”和相应的外部可观测到的行为或行动。[215]香农的这种交流模型和设计师消费者对话的重组如图20所示。[216]


图20　设计作为交流过程的框架
4.2　科里尼、牟垂尔和克拉克森（2004）的模型
科里尼、牟垂尔和克拉克森模型是由设计对话和消费者情感反应所组成，将这个主题的广而不同的行为融会在一起。该模型结合了心理学、营销学、工程学、计算机科学、设计以及美术等学科的概念，形成了一个连贯的模型，借以理解并进一步探索消费者和产品的关系。[217]该模型源于香农和蒙罗有关设计师和消费者对话的模型，涵括和界定设计对话中的方方面面：从产品的设计团队和概念化，到用户和产品之间的交互、消费者对产品属性的间接认知理解、情感或者评判，最终到消费者接受或放弃产品的反馈行为。
4.3　设计对话框架
作者的设计对话框架（见图21）[218]借鉴了科里尼等人的表述，但是又因使用了诺曼的术语而有所不同。[219]相对于科里尼等人的对认知层级使用的术语，作者更喜欢诺曼的术语，因为他们更加深入地研究了本能领域—深入到本能的反应及其对消费者—产品关系的影响。[220]“本能”是一个比“美学”更有包容性的术语，因为它不仅用于美术和设计研究，而且广泛用于常规心理学和医学成果之中，它指向更广泛的有形人类感知系统。科里尼、牟垂尔和克拉克森用“美学印象”这一术语，因为它更依赖纯粹的视觉感知理解，但我们的研究还包括其他形式的感知信息。[221]虽然设计对话框架将认知和情感阶段分离开来，但是这种分离只是图形表示而已；两个情感回应阶段中间其实存在相当大的相互依存关系。同样，通过双头圆弧箭头将三个认知层级连接在一起，突出了三个认知层级之间的共生关系或者说交互。


图21　设计对话框架
当消费者对一个产品进行反馈，他们的文化、背景和经历都会对他们的反馈产生影响。[222]因为特定产品的设计师和消费者是不一样的，而且两者通常因为时间和地点而分离开来，消费的情境非常重要。谁也无法保证设计师的诠释和消费者的理解相似。在图21中，消费者的情境包括消费者和产品交互的环境，而且包括消费者产品互动过程中消费者理解和反馈的方方面面。情境正是消费者理解产品设计，外部影响对这个理解过程产生作用的地方。这些影响和干扰将在下节进行探讨。



5. 设计对话中的外部影响和干扰
人类体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经常被设计理论所忽视。[223]情感是生理和经验所决定的过程。尽管情感诱导和情感结果大致存在对应关系，个体的情感反应构成和动态也是不同的。个体的发展阶段、知识、环境和文化都是影响其情感表达和表达意指的影响因素。这些影响塑造了形成特定情感适当的诱导因素、情感表达的多个方面以及情感表达之后的行为和认知。
对设计团队和信息的影响
产品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吸引了很多关注；每个物体都有自己的方式通过不同的记忆和经历向个体表达其意义。因此，设计师必须开发自己的设计，用自己的产品和设计语言去迎合并且支持特定的目标用户。然而，设计师经常是在受到很多外部变量制约的环境里工作，例如成本、上市时间、品牌识别和风格、组织内部交流问题以及资源，这些影响因素降低了设计传递其预期信息的效率。
对生产质量的影响
关于设计特征和引起情感反馈的关系的信息还很缺乏。这些设计特征的生成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用户反馈。例如，即使当预定的设计信息是奢华的和高质量的，由于低劣的制造和建设标准也可能会产生外观上的缺陷或者次品。
对感知能力的影响
就像认知一样，情感是内在的、彻底的个人现象。[224]消费者的个人感知可能会受个人缺陷影响，这样就可能弱化产品的表达。感知能力，如色觉、视野、视敏度或视觉残疾都是研究设计视觉领域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例如，色盲的人感知产品的方式并不是设计师所预期的方式。
环境干扰
观看产品的环境对产品信息的传达有很大的影响，设计信息的接受方式甚至可能会超乎意料之外。影响因素包括背景设定和观看产品的时间长度。例如，如果产品的背景或环境太容易分散注意力，消费者不能将全部的注意力集中在产品上，那就可能会不能完全接收到完整的设计信息。同样，在特定环境中观看一个产品的时间长度决定了消费者接收的信息量大小。[225]
个人特征
消费者研究报告证实，消费者个人特征，如年龄、性别、经历和性格，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对产品特定设计特征的偏好，并且对这些偏好重要程度的变化产生影响。举例来说，一些人将产品的外观看得比其他人都重。
文化影响
文化影响大大地弱化消费者的反馈，特别是文化先见和偏见会对用户诠释设计的方式以及接受设计的程度产生影响。如果设计师和消费者有不同文化背景，文化影响会更加显著，这就会使得用户反馈难以预料。
间接因素
消费者观看产品时候的个人状况会潜在地影响其反馈。举例来说，其财力状况可能会决定他们可考虑的产品，或者其情绪状况可能影响到信息处理过程的方方面面，并且最终影响其对产品的反馈。
视觉参照的影响
促使消费者下决定的视觉参照，受其之前的个人经历影响并且以产品的外在性资源为基础。科里尼、牟垂尔和克拉克森表示，这些视觉参照通过“对一类设计的反思，其他的概念联想，或者引发和周围生物的对比”来影响消费者的理解。[226]语义的理解可能通过允许消费者轻松地对产品进行分类，以及与他们已经熟知的概念进行对比进而得到增强。[227]视觉参照也可能会通过和其他社会价值已经得到社会认可的物品的整合，从而影响产品的符号联想。[228]视觉参照放在设计对话架构（图21）影响用户反馈的“消费环境”中。



6. 情感设计对话中缺失的联系：本能愉悦修辞
到目前为止，本文探讨了一些关于情感和情感认知方面的文献，并且论述了它们在情感设计领域的重要性，综合这些发现构建了图21中的设计对话框架，借以阐明情感设计过程。如上所述，相当多的研究和知识解释了认知的行为层和反思层，及其对情感和消费者行为或行动的影响。刘（Liu）指出，设计师对感知和视觉状况的隐性理解，加上他们的经验和技巧，贯穿于对消费者“愉悦的本能”的产品印象的直觉判断之中，这又为研究增加了一个维度。[229]然而，这一特定领域仍然缺乏定量和定性研究，迫切需要进一步辨别和探索“本能愉悦回应”的概念，并将这一概念纳入新的设计对话框架之中。
6.1　本能愉悦的文献
诺曼认为，认知的本能层级在不同的人群和文化中都具有最高的价值和一致性，为形成一系列核心设计原则提供了良机。[230]达马西欧进一步指出，当产生进一步的后续行为和反思认知交互时，本能或直接直觉的感知信息反馈总是对所获取的次要信息产生强烈影响。[231]
一些研究尝试将特定产品属性进行分类并且识别他们相应的本能反馈。利姆（Lim）、唐纳德森（Donaldson）、荣格（Jung）、昆兹（Kunz）、罗业（Royer）、拉姆林吉高姆（Ramlingingam）、塞马兰（Thirmaran）和施托尔特曼（Stolterman）成功论证了在特定的属性和特定的情感反馈中存在一些直接的相互关系。[232]然而，他们的研究中要求参与者提供他们喜欢或不喜欢的产品案例，之后将这些产品和一系列属于不同认知层级的描述性词语进行匹配。这一方法的问题在于本能反馈本身就是转瞬即逝的；它是短暂即时的判断，不可能在之后的访谈阶段再现。
还有一些研究将目标定在“愉悦的消费者的判断”和这些对产品属性的评判之间的关系上。克鲁森（Creusen）和斯内尔德斯（Snelders）要求参与者使用愉悦数值量表去自我评估在对两个不同产品选择时的情感反应。[233]他们发现消费者的快乐起源于产品的形式或外观，而且如果消费者不能在产品的外观上清晰地表达种种快乐，那么他们就不能用具体的语言描述这些快乐。从这个研究中可以得到一个推论，即至少有一些愉悦属性必须认定为本能反应（而不是一般的愉悦情感反应），因为这些属性是由感觉信息引发的。然而，由于克鲁森和斯内尔德斯没有将三个感知层级逐个进行分离和度量，而是记录了一般愉悦情感反应，尚不知道这种自我报告的反馈形式是构成本能的愉悦反应还是一般愉悦情感反应。将每个反应从其他反应中进行分离和度量的必要性还是该研究中的一项重大空白。[234]
6.2　研究空白
基于本能愉悦的研究文献，好设计的极致应该是产品通过其物理形式就足以直接吸引用户进行进一步的交互和研究，体现界面的功能性和用户友好性，并预示着在潜在市场上的新兴需求。产品的成功生产可以因吸引用户而保证这一产品的消费，并通过维持用户吸引力而增加产品的使用和延长产品寿命。但是，每个经过设计的产品都具有修辞内容。布坎南（Buchanan）的法则强调了设计修辞像所有好的演讲一样，只有通过有效物理载体的设计信息正确传递出来，才能鲜活有生命。[235]换言之，成功的产品提供“故事”（选项）给消费者选择。因此，在缺乏“本能愉悦修辞”辅助和贯穿设计过程的时候，通过本能解释获得的愉悦信息的传递可能不会那么成功。
综合本能设计、消费者愉悦及设计修辞（作者2011年的研究文献综述的三个主要方面）文献中所发现的研究缺口，出现了一个较大的知识缺口，即“本能愉悦修辞”的组合领域。[236]在本研究背景中，“本能愉悦修辞”被定义为“通过本能的认知层令人信服地引起愉悦追求的产品属性”。在这个定义中，“产品的属性”继而指的是产品的物理属性，如尺寸、材料、颜色、气味、形式或者其他有区分度的特征。
本能设计、消费者愉悦和产品修辞范畴需要联合起来研究，因为他们的会集提供了在创造最终产品中所缺失的链接：产品呈现出的本能愉悦形式足以成功地吸引消费者，并且提供了展现产品功能和反思价值的机会。调研和获取更多本能愉悦修辞的实证知识很必要，这将有助于设计师开发新产品。同时，探索本能愉悦修辞是如何转换到其他设计领域的也是很有必要的。
6.3　本能愉悦修辞设计框架
通过在图21中的设计对话框架中叠加新定义的“本能愉悦修辞”元素，我们可以看到图22更加清晰地图示了本文重点关注的情境和位置。在认知的本能层级占据着最直接的位置的情况下，认知的三个层级循环突出了认知反应的次序性规则。愉悦解释被突出为直接本能处理的子集，功利解释和行为认知相对应。“修辞”在图中作为弥合设计团队和他们将设计信息转化为产品之间缺口的桥梁。


图22　设计对话框架中的本能愉悦修辞配置
运用“忠诚”和“超然”两种情感反应，可以标识出对应于“接近”和“回避”的行为路径。消费者忠诚的形成一直持续到接近行为，如购买、增加使用频率和延长产品使用寿命。虽然在日常消费行为发生时，可以观察和度量这些行为，但也可以通过专门制定的方法，离析出本能愉悦反应，收集理论上的反馈。这两套反馈相结合，可以形成设计团队使用的设计理论。
在产品设计过程中的设计对话需要解决产品与消费者之间的情感互动。这一对话框架最初是由克里利、莫尔特里和克拉克森（见图21）提出，通过本能愉悦修辞修改（见图22）[237]，并融入笔者的研究结果进行重建（见图23）。[238]把本能愉悦修辞设计对话的新组件嵌入到框架中，该框架成为综合的本能愉悦修辞设计对话框架，从而为设计知识做出了原创性贡献。


图23　本能愉悦修辞设计对话框架
作者2011年的研究发现，品牌规定影响产品，在设计对话的初期成为（设计团队中的）一种外部影响。[239]另一种对产品的外部影响因素是生产质量和现有技术，而这种外部影响因素会体现在质量、新颖度以及关联寿命等一些结果中。“环境的干扰“已经被加入，包含暗淡的观察环境和过短的显示时间，而这点已经在2011年研究方法论中具体提及过。需要修改视觉参照标准以便利用关联结果，如易用度、信任度、成见和熟悉度，同时也要利用本能的愉悦反应，如好奇心和类比。产品的属性已经在本能的愉悦反应中再生，包括颜色、尺寸、形状、材料和质地。
在情感的认知层级上，本能层是作者2011年研究的重点；因此，在图中去掉了反思和行为层。个人特征，如消费者的性别、年龄以及经历，也会影响消费者的本能愉悦响应，图中纳入了这一因素。[240]消费者对本能愉悦修辞属性的积极响应，一般包括购买、增加使用频率以及延长产品使用寿命，这一点已经被文献所证实。



7. 结论
对零售商来说，吸引消费者的购买欲望非常必要。[241]消费者的购买决策是消费者选择、行为和反馈的直接结果。[242]针对消费者的积极购买情绪，利用本能愉悦修辞生成的消费者—产品关系，可引起消费者对交互产品的积极而长久的忠诚。情感设计旨在解决这些问题，作为研究热点领域和行业焦点越来越受欢迎。
如前所示，产品的本能愉悦修辞元素在确定消费者的反应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消费者在认知本能层的判断会影响消费者产品关系在商业上的成功，从而影响产品的持续使用和使用寿命。更好地理解这些反应的组成元素和概念，把它们作为图22中拓展对话设计框架的一部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产品设计领域中的情感。因此，理解这种本能愉悦修辞不仅有助于未来的设计考虑，也为理解消费者—产品之间的忠诚联系提供了新的知识和见解。
本文综合了迄今设计和情感领域的研究，为未来本领域的工作提供了基础，也为其他领域，如广告和市场营销等提供了基础。本能愉悦修辞的设计框架（见图23）全面展现了产品设计过程中产品设计对话所运用的情感认知理论。通过让设计者更好地考虑产品的整体设计元素以及这些元素对消费者的直接本能反应的影响，该框架为全新认识本能愉悦修辞这一新兴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推动产品设计面向愉悦状况的最大化，继而形成积极的消费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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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为了支持建筑设计师进行创意设计思维，人们已经尝试构建和实施多个适用的信息系统。这些信息系统旨在以不同的方式提供支持：使设计师能够对设计进行多样化直观展示，使他们能够考虑到设计背景中的多种相关参数并进行复杂的计算和模拟，为他们提供来自世界各地的相关信息和知识，等等。尽管人们不断尝试开发这些信息系统，但当下仍然未能对建筑设计师的核心创意活动提供重要支持。为了理解信息系统难以实现有效支持的原因，我们着手探究设计思维的本质，考察推理过程在设计思维中的作用。研究表明，创意设计建立在循环综合溯因推理、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的基础之上。然而，传统的信息系统通常一次只针对其中的一种推理过程，这也许是它们适用性和用途有限的原因所在。随着信息技术研究更多地指向这些推理模式的组合，或许可以利用信息系统改善设计思维。



2. 信息系统对设计的支持
要理解信息系统如何为设计过程提供支持，需要充分理解设计思维是如何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许多研究都旨在构建这样的理解，已有多个综述描述这些研究计划的历史演变和研究结果。[246]我们在此详细说明一下这一研究领域的一些要点，焦点放在由奈吉尔·克诺斯（Nigel Cross）、布莱恩·劳森（Bryan Lawson）、唐纳德·斯科恩（Donald Schoen）和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所提出的理论。这些理论的核心元素包括：（1）设计师和设计背景之间的密集交互；（2）设计思考过程的“做中学”的反思特性。在边做边学之中，设计师直接参照具体经历积累知识，这种知识常常被称为“设计师式认识法”。[247]在新遇到的设计背景中，设计师根据这种知识做出设计决定。设计师通过与新设计背景的持续交互，不断修正或者调整他们的设计师式认识法。这些调整明显对未来的设计决定具有重大影响。
在过去的这些年里，设计研究团体已经认识到，基于经验的推理是如何对创意思维和一般思维活动产生重要作用的。一些理论把这种推理称作“溯因推理”。[248]这些理论以及类似理论通常都提到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的著作，更具体地说，是指他把溯因推理与演绎推理及归纳推理结合起来的著作。皮尔斯认为，这三种推理模式的结合构成任何科学研究过程的基础。[249]很多研究者已经尝试在计算机环境中模拟这些推理模式。无论这些尝试成功与否，或者是否有可能最终成功，这些并不是这篇文章的主要关注所在。相反，我们希望探讨信息系统在多大程度上或者以什么方式可能支持设计师的推理模式。
建筑信息的电子资料库可以视为支持系统的一个例子，因为它使世界各地任何推理过程都能获得他人建筑经历的有限版本。其中一个同类资料库来自《欧洲建筑内容元数据（MACE）》计划。这个资料库依靠元数据互连或者传播建筑的电子信息。[250]然而，在现有的建筑设计实践中，尚无这些资料库产生有效作用的例子，这也许表明它们并不完全适用于支持设计师的推理过程。其他种类的信息系统支持也存在类似的局限，基本表明设计思维与这些信息系统支持之间不匹配。
为了了解这种明显不匹配的基本起因，我们在这篇文章中把设计思维在人类大脑中的可能产生方式与信息系统目标支持建筑设计师的方式进行比较。我们首先给设计思维中最重要的理论做一个简单概述。其次，我们讨论人类自然的推理过程及其与设计思维理论的相互联系。最后，我们勾勒出设计思维理论与信息系统支持之间假定的不匹配，由此讨论三种应用开发方式。在此分析的基础上，我们提出应对这种不匹配的建议。



3. 设计思维的理论
设计思维理论有很多。在本章节，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与设计师实际推理过程有关、与设计展示和设计指导原则有关的理论（要素）上。
3.1　设计中的推理
一些研究者提出，将设计视为除了艺术和科学学科以外的人类思维的独立学科。依据“设计师式认识法”的理论，可以认为奈吉尔·克诺斯属于此类研究者。[251]他的理论主要区分了设计知识与在艺术和科学学科中起作用的知识。[252]在他所有的出版物中，克诺斯都把这种知识与设计思维的特质牢牢地联系在一起。他对道格拉斯（Douglas）和伊舍伍德（Isherwood）研究的参考表明了他对这种思维的认识：
很长一段时间，流行着一种人类推理的狭隘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只有简单的归纳和演绎才配得上思维之名。但是有一种先前就广泛存在的推理，它扫描一个场景并且审视它，把一个瞬间的审视打包成一个配对、分类和比较的过程。……正如我们所用的词语表达的那样，隐喻式判断是一个大概的量度、测算和对某个模式中的相似因素与不似因素进行比较的行为。[253]
后来，克诺斯参照了其他一些研究计划，这些计划区分了一种非常相似的推理，作为设计思维的基础；在此，他提及溯因推理、有效推理和同位推理等术语，这些术语的鼻祖分别为皮尔斯、马契（March）和勃艮（Bogen）。[254]
“大概的量度行为”或者“隐喻式判断”与类比推理和模式识别所涉及的推理密切相关。类比推理一般解释为对关系模式进行思考的认知能力。[255]它使得人可以找到结构比对或者（部分）处于不同领域的基准与目标模式之间的映射。[256]通过这样的类比映射，可以将基准模式通识和目标模式联系起来，由此填补目标模式的缺口，并且创造新知识。在建筑设计背景下，类比推理常常发生在新的设计相关经历（例如建筑物、素描、3D模型、对话等）与先前设计经历之间。但是，也就恰恰在素描行为中，类比推理非常关键，因为它允许重新诠释，或者用戈尔德施密特（Goldschmidt）的话来说“看作”。[257]在“看作”中，设计师重新诠释素描，并且赋以新的独特含意，由此产生新的观点。
布莱恩·劳森在他的“设计师如何思维”理论中提出了将设计视为艺术和科学之外的独立学科的另一论证。[258]他论证的一个重要基础源自他的实验性观察，从中他看到建筑师的思维过程（更接近于“想象”）和工程师的思维过程（更接近于“推理”）的区别。[259]在此情况下，认为推理更具有目的性并且直接指向特定的结论，而想象是从个体的自身经历得来，将材料相对松散或许漫无目的地组合起来。注意，劳森并不排除一个人想象和推理的共存现象。相反，他认为控制理性思想与想象思想之间微妙平衡是一名设计师最重要的技能之一。[260]同时注意，对想象的这个定义再一次与类比推理紧密联系在一起。因为类比推理是由遇到的目标模式所引导，超出设计师的掌控，设计师似乎是“以一种松散或许漫无目的的方式”前进。博登（Boden）的“创意思维”研究也给出了相似的特性。[261]她强调孵化阶段在创造性思维中的重要性。在此阶段，有意识的思维聚集在其他领域、问题或者项目上，由此创造性思维得以与手头上的（设计）场景进行多种类比。
唐纳德·斯科恩提出了设计推理的第二种特性。他认为设计思维的特征在于其意义产生过程，其间设计师“必须把一个开始无意义的场景变得有意义”。[262]这种推理过程可以与更“传统的”推理过程相区分。在传统的推理过程中，问题往往呈现为范围明确、确定的已知事实，只要选择已有的最合适的方法就可以获得解决方案。其他设计思维研究者也做了这样的区分，他们表示设计师并不遵循从问题到解决的直截了当的路径，而是在问题与解决之间游离不定。例如，克诺斯认为，设计并非阶段式的推进，不是每个阶段一开始就目标明确界定的（部分）问题。相反，设计似乎是通过部分问题及其解决方案之间反反复复的相互作用进行的。“在设计的过程中，问题及其解决方案的部分模型似乎是一起构建的。然而关键因素是，通过相反的概念陈述，可以把这两个部分模型桥接起来……这使模型能相互映射。”[263]道尔斯特（Dorst）和克诺斯把部分问题和解决方案之间的相互作用与问题和解决方案的“共同进化”概念关联起来。[264]这个共同进化的概念之前是由马赫（Maher）和潘（Poon）提出的。[265]根据共同进化的概念，如马赫和潘的“问题设计探索模型”所述，问题和解决方案在混合探索过程中同步进化（见图24）。[266]


图24　马赫和潘的“问题设计探索模型”（由玛丽·L. 马赫和约西亚·潘提供）
最后，赫伯特·西蒙在他的“人工科学”提出了相似的方法。[267]在讨论人工制品前的问题解决过程时，西蒙摆脱了传统的、理性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应该把外部环境建模成一个组合体，如成本与收入曲线的组合体，通过“实质理性”过程，“简单地”算出最佳结果。[268]事实上，西蒙认为这个问题要复杂得很多，需要处理大量不确定因素和质量（相对于数量）标准。由此，“在通往现实主义的每一步，问题逐渐从选择正确的行为路径（实质理性）转向寻找一条非常接近的计算方式，这就是正确的行为路径所在（程序理性）”。[269]因此，西蒙最终得出了以下结论：设计师本质上是一名“最低要求满足者”。也就是说，从对潜在问题的描述和相应解决方案之间的系列组合开始，设计师就是以获得足够好的替代方案为目标。
3.2　设计表达和指导原则
设计师创造意义的过程有两个关键因素：（1）设计师设计时经历了什么（任务环境或者目标模式）和（2）设计师之前经历过什么（背景知识和基准模式）。在“设计问题空间”概念中，这两个因素都很重要，戈埃尔（Goel）和皮罗利（Pirolli）做了如下定义：“信息加工系统（设计师的知识）所塑造的加工结构的形式化，而更重要的是，任务环境（设计师的经历）的形式化。”[270]通过最大程度地融合两个因素，设计师不断地更新他们对自身设计（目标模式）和自身背景知识（基准模式）的理解。
显然，素描是设计师设计过程体验的体例之一。[271]正如戈尔德施密特认为，素描不仅是一个人表达事物的视觉呈现；它们也是重新诠释以及产生各种新知识的要素。[272]克诺斯同样指出素描的重要性，因为它使设计师能够同时在一个特定的设计场景探索多个解决方案和问题，由此能够同时考虑多个层次的细节。[273]斯科恩继而认为，很多设计师习惯不断地在文档、计划和素描里表达当前的设计场景，由此设计师既能顺应之前产生的问题场景或者设计场景，又能把设计场景再度表达成替代视角。
劳森建构了所谓的“引导原则”或“设计哲学”理论，对于分析设计师背景知识的作用很有价值。[274]这些概念可以理解为背景知识或者设计师经验知识—在与新设计经历进行类比时设计师可能使用的一组熟悉的设计模式。根据劳森的说法，这些引导原则不仅包括客观的事实信息，而且包括与动机、信仰、价值观和态度等相关的信息。引导原则可能非常紧凑，结构良好，也可能含糊不清，但是它们总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影响设计。在一些研究计划中，它们几乎可以看作“个人信仰”的一部分，由此含蓄地重新定义设计为“一种非常复杂的信仰行为”。[275]设计师有时候固守这些个人引导原则，相信遵循这些原则，“从道义上来讲是正确的”。
3.3　基于推理和原则的设计过程
从对现有理论的研究，我们可以勾勒出设计过程的大致架构。正如图25中的架构所示，设计过程就是将物质世界所遇场景与人类思维的引导原则进行类比。类比结果可以视为设计师对所遇场景的诠释。通过类比，设计师得出假设并预测熟悉模式余下的部分也适用于所遇到的场景。换言之，新知识是通过类比创造的。设计师最终测试之前的预测，由此创造一个肯定或者否定原有类比的新场景或者新体验。当被否定的时候，寻求一个替代的类比。当被肯定的时候，这个模式被加入背景知识，由此间接影响设计师的引导原则。这一过程不断重新开始：“（设计师）根据（他们）一开始对场景的理解来塑造它，场景“回话”，然后（他们）回应场景的回话。[276]


图25　设计过程的可能架构



4. 人类设计思维的合理解释
图25架构图式与人类推理一般过程理论之间可以做若干对比。珀塞尔（Purcell）和盖罗（Gero）早期运用认知心理学进行了类似的对比，旨在运用认知心理学的概念学习和完善设计思维理论，反之亦然。[277]我们发现了四个能够作为记录这些对比基础的主要因素。基于这些对比，我们试图对作为人类设计思维基础的这些过程找到合理的解释：
（1）创意产生过程中类比与溯因推理的重要性；
（2）问题与解决方案共同进化的概念；
（3）设计师与其交互的物质世界（经历）；
（4）建立在经历之上的引导原则或者背景理论。
4.1　理性问题解决
有关人类自然思维基础的推理机制，存在很多理论观点。这些观点有的来源于对科学发现和解释的研究。阿里塞达（Aliseda）表示，这个话题的“传统”观点主要集中在“证明的过程”上，并且主张创意、意念形成和提出假设等话题都属于一个独立的“发现的过程”，认为这一过程超出了哲学反思的范畴，不能加以任何正式的探论。[278]从这一观点出发，解释是“逻辑替补而不是真正的过程”或者是“理性重构”，或者倘若把这些解释“置于一个相容系统之内，那它们就是以合理的方式进行的思维过程”。[279]这一取向形成了20世纪60年代问题解决早期研究工作的基础。按照这一取向，研究者主要关注证明的过程，因而他们的研究局限于问题解决中的“理性重构”（即结构良好的问题）。[280]一般假设，通过选择合适的启发方法，这些结构良好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
当完全聚焦于证明的过程，我们大可排除掉问题解决的第一步。在这一步，问题解决者将现实世界问题转化为结构良好的问题，或者换言之，他们通过问题的结构化过程，构建一个“问题空间”。在设计背景下（见图26），这一步是设计师运用他们的背景知识或引导原则创造性地诠释实际经验。传统的问题解决方式忽略了创意因素，结果只留下人为的、结构良好的问题的解决方法。按照先前概括的四个主要因素，这一理性的问题解决方式只考虑了共同进化的因素（2），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产生创意的类比推理（1）、物质世界或者任务环境（3），以及引导原则（4）。


图26　设计思维中的发现过程和证明过程
4.2　皮尔斯的科学研究过程
有关人类思维的最新理论观点尝试把两个过程相结合（即发现和证明），再成为一个“研究过程”，并且尝试重新评估在多大程度上该过程的多个方面或者阶段可以进行正式的探讨。[281]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的研究工作报告了大部分这些理论，是率先将通往发现和产生证明的过程作为一个“（科学）研究过程”进行重新审视的学者之一。在皮尔斯的研究中，有关推理和人类思维的理论发生过很多变化，这反映在1931年（卷1～6）到1958年（卷7和卷8）皮尔斯的八卷文集之中。[282]皮尔斯区分了演绎、归纳和溯因这三种推理，现在已经或多或少地得到接受。根据皮尔斯的观点，推理不应该完全局限在“正确”或者“理性”类的推理中（例如演绎或者归纳）；相反，应该反映人类思维所有可能的过程组合（包括溯因）。与传统观点相比，皮尔斯认为应增加第三种推理，即溯因推理，它包括我们对世界提出假设的能力以及从中选择一种假设作为可能解释的能力。
科学研究对三种推理模式一般都有解释。有关皮尔斯对该科学研究过程的理解，弗拉契（Flach）和卡卡斯（Kakas）作了很好的综述：
面对许多（他们）寻求解释的观察结果，科学家提出初始假设；然后（他们）研究该理论如果正确会有什么结果；并且最终（他们）衡量这些预测结果在多大程度上与现实相符合。皮尔斯把提出假设解释初始观察结果，即第一个阶段，称为溯因；通过演绎，从假设中获得预测；并且由归纳通过预测来估量假设的信度。[283]
这一描述表明如何把三种推理模式理解为一个整体的不同部分—这些部分不断地相互渗透，成为包括解决问题和设计等人类思想的基础。在该理解中，皮尔斯的人类思维理论与我们的设计思维过程图式（包括之前所提出的四个因素）是一致的（见图27）。


图27　设计思维过程中溯因、演绎和归纳推理的交织
4.3　溯因、演绎和归纳
皮尔斯对这三个推理模式的理解与“传统的”理解存在本质的差异，后者只注重证明的过程。在下面的段落中，我们对皮尔斯有关这三种推理模式的论述做一个简要的小结。
皮尔斯将溯因描述为研究过程中是产生和选择假设的过程：“通过收集根据背景信息判断相似或相关的观察结果，我们得出假设，把这些观察到的行为概括为他人尚未见过的情况。”[284]这一过程经常运用目测实例进行解释，在实例中提出假设或者尝试解释目测的结果。目测也经常是与发现的“闪念”或“灵光一闪”联系在一起。[285]要在头脑中保持警惕，从溯因推理中得到的推论是假设，不是绝对真理，而且它们可能被一系列相反的观察结果推翻。演绎在整体的推理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单独来看，在皮尔斯的理解中，演绎的影响宽度似乎是有限的。他指出所有的演绎结论都是由前提决定的。在皮尔斯科学研究的过程中，这些前提是推理的背景知识以及通过溯因所获得的假设。如图27中的术语所示，一组引导原则和假设决定了预测，但这些前提仍然需要人来提供。在更传统的计算机应用的开发使用中可以看到过程的这部分。大部分计算机应用逻辑是在复杂的对象、类别和关系的组合中提前写好的。根据某个用户的输入，应用产生特定的结果。这个结果的质量直接依赖于前提的质量—在此是指应用逻辑和用户输入。因此，生产和使用这些应用最大的挑战，在于创造一个足够复杂的前提网，而不是在演绎本身。
归纳有若干个定义，但是常常等同于“列举归纳”：基于一组相似的观察进行概括。[286]在这种情况下，一般认为归纳始于一系列的反复观察，人从中看到一个模式，随后学到这个模式背后的规则。这一理解自然包含概率和统计的味道。然而，皮尔斯直接从他讨论研究的过程（见图27）提出了一个不同的定义。在他的理解中，归纳等同于“实验性调查研究的过程”。这个“实验调查研究”应该从广义来理解—即任何“留给自然的问题”。比如，这些问题包括科学实验、设计试用、医学诊断、交谈与聆听，等等。注意在这个理解中，溯因推理是唯一的扩充性推理类型，因为它为提出新的原创假设或者“假定”提供了唯一的机会。根据皮尔斯的定义，归纳并不产生新知识；它只是肯定或者否定之前溯因产生的假设：“同任何质问一样，它是基于假定的。如果那个假定是正确的，在可以创造或者至少有可能遇到的情形下，就可以期待某个明智的结果。问题是，这会是需要的结果吗？”[287]
我们想强调皮尔斯的理论不局限于科学推理，也可以用于若干应用领域，包括常识推理、创意产生、建筑设计、健康护理以及其他。最近，埃德温·加德纳（Edwin Gardner）和乔恩·科尔科（Jon Kolko）的著作总结了溯因、演绎和归纳三种推理如何在设计思维中发挥作用，并且列举了若干实例。[288]
4.4　对皮尔斯理论的批评
皮尔斯的理论不是现存仅有解释人类推理的理论。事实上，反对这一理论的批评也值得我们注意。该批评主要集中在溯因推理模式。反对皮尔斯理论的主要论点是由法兰克福（Frankfurt）提出的，他认为皮尔斯对溯因的定义是悖论，因为尽管宣称它是唯一的扩充性推理模式，但是在其前提中一般已经包含了结论。[289]法兰克福由此提到溯因推断的一种逻辑形式，其前提中的确已经包含了结论：
观察到意外的事实C；但如果A是真的，C就是必然的结果。因此，有理由猜想A是真的。[290]
如果我们把这个论点与戈尔德施密特的术语“看到”和“看作”作比较，该论点会认为“看作”不产生任何新观点，因为素描和人类思维已经具备产生新观点的所有必需成分。深入讨论这一论点非常重要，但是超出了本文的研究范围。在我们看来，新奇的事物是由物质世界的外部因素和特定知识体系的独特结合产生的。因为该结合似乎是皮尔斯的研究过程的主要论点之一，我们认为该过程对建筑设计思维领域具有重大价值。



5. 设计思维的信息系统支持分析
在文章的这一部分，根据已有的理论回顾，我们分析现在信息技术如何为设计思维提供支持。我们尝试指出信息系统支持与设计思维过程之间明显不匹配的主要原因，以便我们能够更加适当地应对这些问题。在这个分析里，我们区分三种应用开发方式：（1）作为替代推理模式的应用，（2）作为实验工具的应用，（3）作为自动推理体的应用。
5.1　替代推理模式
有些应用可以理解为建筑设计思维中溯因推理模式的替代模式。在特定场景描述和记忆场景之间，这些应用据称能够创造有用的类比。这一过程是基于案例的推理应用的检索阶段背后的主要动因。[291]在基于案例的推理应用中，新的“案例”与收集的大量“已知案例”进行比较，通过类比找出问题的解决方案。《欧洲建筑内容元数据》的元数据存档可以看作是近期具有相似目标（用元数据描述的案例库）的一个应用。[292]通过在搜索或者浏览窗口列出查询问题，用户向系统提交了新的案例，然后运用这些案例从案例库案例中检索最合适的类比。
这一方式的确与建筑设计思维基于经验的本质非常相似。实现这种基于经验检索系统的主要问题在于描述案例或经历的结构。正如我们前面指出的那样，建筑知识是通过个人经历形成的，而且具有高度的动态特征。因为建筑“问题”场景架构不良的本质，设计并且实施描述这种知识的结构是困难的，甚至几乎是不可能的。[293]影响场景的参数很多，不存在单一的最佳解决方案；相反，根据所注意到的参数情况，有很多不同的解决方案可供选择。当把一个建筑“案例”建模成信息结构，同样选择了某些参数作为案例的特性—在基于案例的推理中称为“特点”—由此失去在其他过程的案例检索中可能的关键特性。
有的应用可以理解为建筑设计思维过程的替代演绎推理部分，即模拟和计算环境。这种环境的应用逻辑一般是提前写好的，而且可以认为是相对静态的。在此应用逻辑和用户输入的基础上获得计算结果（例如一个CAD模型）。主要的困难是创造这样的前提网络—输入模型和应用逻辑—演绎推理始于这些前提。创造这样的网络会遭遇上述的同样问题：在把结构不良的现实世界知识转换为定义清晰的信息结构时，会失去太多重要的参数。
如皮尔斯的理论所述，有的应用可以理解为建筑设计思维过程的替代归纳推理部分，即建模应用。与传统做法相比，这种应用使得视觉设计试验的方式多了很多。以前设计师们只能“局限”在纸上素描或者建立实体模型，现在他们可以借助无数的建模应用或者可视化应用来做实验或者创作设计试验。这一过程取代了归纳推理模式，因为原有的假设可以接受测试，然后被肯定或者否定。然而，这一过程并没有取代归纳推理部分，因为应用背后的知识库是根据测试结果调整的。
5.2　实验工具
另一种可能性是，把每一个勾勒的信息系统或者应用仅仅看作为设计师与之互动的物质世界的一部分。在这种方式下，应用与物质世界的其他因素相似，而与这些应用的互动方式，跟珀塞尔和盖罗所述的与素描、图表和绘画的互动方式相似。[294]重新考虑先前讨论的图式，这种应用就位于左下角（参见图28）。在整体推理过程的这一部分，它们为制作归纳实验提供了额外的环境。


图28　信息系统作为制作归纳实验或设计试验的额外环境
在该应用开发方式里，皮尔斯勾勒的推理循环贯穿整个人类思维过程，而且应用只是执行实验的一个工具。这里的假设是设计师自动运用自己的“设计师知识”和溯因、演绎推理，提出假设和预测。预测产出期望，该期望能在实验或者设计试验中接受测试。建模环境很好地说明了应用作为实验工具的方式。然而，基于经历的检索系统和计算及模拟应用也可看作为实验工具。比如，像MACE这样的系统，设计师在搜索或者浏览时，脑海里已经有了期望看到的结果。系统产生的结果肯定或者否定这个期望。同样，在一个应用里准备一个模型来计算能量性能水平的时候，设计师在脑海里已经有了他们期望系统产生的能量性能水平。这个隐含的已知结果是由人类思维里的溯因推理步骤构成的。重复一遍，应用产生的结果肯定或否定这个期望。注意，在此情况下，人类思维中也发生了归纳学习。
如果按照这种方式开发或者使用应用，应当谨记应用里的信息结构的用途是有限的。实际推理发生在人类思维过程中，人类思维完全适合处理结构不良的问题，因此比应用任何可能的信息结构都要强大很多。运用这一方式生产应用的优点在于物质世界的实验工具数量显著增加。
5.3　自动推理体
我们考虑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应用开发方式是自动推理体。在这种方式里，皮尔斯所提出的三种推理模式都在一个动态的信息系统里得到实施和组合。在这种设置下，信息结构是完全动态的：它通过推理体所做的每一个观察或者实验，一步一步地进化。如果不把焦点分别放在三种推理模式上，而是把多种推理模式组合在持续的循环过程中，理论上可以开发一个信息系统，借以提出假设、进行预测、设计实验并且学习—全部基于系统不断完成的观察和实验进行。
有关这些系统的研究没有间断，但是才开始出现初步的研究结果。最显著的研究结果之一是“机器人科学家”系统，是为在酵母微观生物学的特定子领域开展半自动科学研究而开发的。[295]该系统所执行的推理过程与图27勾勒的过程或者皮尔斯的过程相似，但不完全相同。结果是一个机器人，它能从实验观察开始；能够基于背景信息理解其所见（在此情况下，背景信息已经在本体中形式化并嵌入机器人）；能够提出假设对眼前观察到的现象进行解释；能够设计实验来测试这些假设；能够做这些实验；能够向这些实验学习。这一过程循环往复，不断进行。因为皮尔斯的研究过程一般也在其他应用领域发挥作用，理论上可以开发一个类似的方式，支持设计思维。例如，理论上来说，语义网技术可以使软件开发人员从推理引擎输出中不断地建立信息系统。[296]这最终可以产生自动推理体。如果按照皮尔斯的架构，把三种推理模式组合到一个系统，其他方式也许同样可行。我们已经看到，运用单独的替代推理模式并不能带来充足的附加值，因此这一组合是必需的。
这类支持和目前由信息系统提供的传统类支持截然不同。与机器人科学家项目里的情况相似，这个推理系统会进化成一个独立体，对设计场景进行推理，而不会直接介入人类设计师的推理过程。它能给人类的主要支持，可能与一位设计师给予另一位设计师的支持相似，即通过简单对话和讨论替代设计方案，从中既产生自己的理解，又启动自己的推理过程。劳森给信息系统提出了一个类似于基于推理体的角色。[297]
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例子，从设计纲要开始，展示一下推理体如何在建筑设计环境下工作。给推理体一份设计纲要。与人类的过程相似，推理体逐行逐字检查纲要，在每一步都运用自己的个人背景知识理解纲要的内容。在每一步，推理体实际上完成了整个推理循环，由此对纲要字词的意义进行假设（理解），预测接下来它会读到什么，并且通过实际通读下一个字词来测试它的预测（估测）。在阅读过程的每一步，构建出对“问题”和“解决方案”—假想的和易错的—理解（试比较下共同进化）。在读通设计纲要后，推理体以它认为最佳的方式继续。再次使用一个或多个推理循环做出该决定。例如，推理体可能假设最好的继续方式就是把部分问题构建成一个3D模型。从这个假设开始，一整套额外的推理循环启动，使推理体能够持续施行行为，对行为进行反思，并且基于行为提出新的假设。通过这些推理循环，朝向一个完整的3D模型，推理体不仅反思并且了解3D模型，而且调整对设计问题和解决方案的初始理解，形成新的和更完善的理解。然后，循环继续。
这样的场景还远远没有实现，能否实现仍是未知数。在机器人科学家项目中，大量的信息被形式化并嵌入机器人作为背景信息模型。有了这些形式化的信息，进行660万的光密度测量，最终得到形式化的科学论证结构，包括10000多个不同研究单位，分布在10个分层结构中。这些研究单位是实验研究分段的表征，包括研究、循环、尝试、测试和重复。不过注意，系统最终只是应对功能基因组中一个非常细小的子领域。[298]为所有的“设计师”信息建立一个类似的模型几乎是不可行的，特别是考虑到劳森的评述，即设计师知识也包含动机、信仰、价值观和态度。要让这样的方式可行，推理体使用的信息模型将不得不由推理体自己建立。尽管理论上来讲，使用溯因、演绎和归纳推理组合，这个模型是可行的，但是很难想象一个更具挑战性的目标。
建立这样的系统的关键问题在于，如果推理体想学习任何现实的内容，理论要求推理体主动地嵌入到物质世界。在建筑设计中，推理体将不得不亲自完成现实的建筑设计。事实上不大可能有人会允许推理体这样做。但要实现这样的情景，需要推理体能够根据理论与周围的物质世界进行可靠的交流。事实上，这样的主体需要具备感官（即听觉、嗅觉、味觉、视觉和触觉），并且像人那样行为，自主构建有用的知识，并且为他人提供有用的输入。即便是对于最基本的感官交流，这样的开发也会有很多问题，因为对这种感知、构建知识和相应行为的过程在人体的存在方式，我们知之甚少。因此，这第三种方式似乎不可能在近期实施。



6. 讨论和结语
我们在这篇文章里对建筑设计思维的信息系统支持进行了批判性评价。该评价与设计思维和哲学中的许多理论紧密相关。我们选择使用皮尔斯的（科学）研究作为解释建筑设计思维若干现象的框架。通过溯因、演绎和归纳推理的循环往复，以动态的背景知识和部分物质世界作为其前提，这种研究过程不断继续。
因此，对建筑设计师的信息系统支持，我们区分了三种主要的开发方式。在第一种方式中，应用是设计和实施成为皮尔斯研究过程中每一个替代推理模式。这样的方式似乎价值不大，因为要求应用开发者和用户不停地把结构不良的现实世界问题场景转换成人为的清晰的问题场景。这一过程不仅乏味而且耗时，与我们自己的推理能力相比，其结果并不那么可靠有用。在第二种方式中，所有向设计师提供支持的信息系统都被视为物质世界的附加部分。跟纸和笔相似，CAD系统或者模拟环境允许设计师进行归纳实验或者设计试验。由于实际推理过程仍然完全处于应用环境之外，这一方式的主要缺点在于所产生的支持系统用途有限。这一方式的主要价值在于能够为设计师提供大量之前没有的、额外的“测试环境”。目前一般使用的是这第二种方式，尽管或许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第三种也是最后一种方式是建立推理体，该推理体自动完成皮尔斯所概括的推理循环。就我们所知，这种方式完全不同，从来没有以完整形式实施过。在这种情况下，所有三种推理模型都组合在一个动态的信息系统之中，根据推理体的经历不断地变化。有了这种组合，理论上来讲，这种推理体应该能够提出假设、进行预测、设计实验和学习—所有这些都建立在系统不断经历的观察和实验基础之上。假如这种方式可行，其主要的障碍是需要推理体主动地嵌入物质世界，而且需要推理体与这个世界进行可靠的交流。没有这种嵌入和交流，就永远不可能建成适宜的知识库，也不能把这些知识传递给设计师。
在这三种方式之中，第二种是面向信息系统支持的最可行策略，或许是唯一可行的策略。然而，设计师和软件开发者都必须谨记，这种方式对建筑设计思维的影响有限。许多设计思维的信息系统支持创新计划都宣称能够提供各种各样的自动化特征和衍生机制，该方式对之都进行了反驳。正如本文所示，这样的系统仍然只是用于设计试验的有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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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本文认为，西方工业社会的主流设计追求形式逻辑，这种逻辑削弱了我们认知与周边世界的物质关联广度和深度的能力。根据这种形式逻辑，物质和能量循环管/线都被包在不透明的密封表层里面，它们合谋阻碍人们对这些循环的认知，所呈现的是分立完美的实体的外表。依据维兰·傅拉瑟（Vilém Flusser）[301]的哲学思想，我们认为这种逻辑的根源在于人们需要给物质世界披上“物”的外衣，结果使人类陷入了环境日益异化的恶性循环之中。本文探讨整个人为设计的世界—其产品、建筑和空间—追逐这种需要的方式。同时指出，由此人们越来越难以追踪其活动的物质踪迹和环境后果。本文提议，重新定位设计目标，重新进行形式构想，从而使形式抵制将物质世界“物化”的传统。我们建议，视形式具有“织造性”，视物质世界由能量线组成，视设计为强化人与环境关系的实践。本文结语部分评述了本文所依据的跨学科活动，借以呼吁设计师加强学科联系，拓宽设计创造性地参与不断改造世界的视域。



2. 错误的逻辑
西方工业化设计所创作的对象都是表层和所谓的“层下设施”[302]的分割。所谓“层下设施”，是指各类电气、化学和机械构件，它们的部件、结构和管道，以及它们所传送的能量、气体和流体。“表层”通常是不透明的、平滑的固态层，诸如铸壳、石膏壁、镀层和铺面，将层下设施密封在表层之内，破坏了其连续性，形成单一的、不相关联的物质实体—一个物体。随着层下设施成为隐蔽的内部存在，需要其他物质元件—界面—刺穿物体的表层，使该物体得以使用并与其他物体相接。主流设计的目的在于通过巧妙的创造[303]，实施这种形式逻辑，并且尽其所能完善这一逻辑。由于这种创造，表层成为人类日常感知的主要基质，物体获得了最高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地位。[304]
尽管这一逻辑已被接受，无处不在，却给环境感知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将世界建构为一系列表面上独立、分立的物体，很难感知到世界彼此依赖、相互交织的本质特征。物质流动具有重要的环境意义，却像层下设施一样被掩盖，被赋予较低的感知价值。其间蕴含的就是，局部活动应该发生在有限的外壳里，基本忽视日常生活周围、维系日常生活的物质的连续性。这种感知到的不连续性应该引起当下设计的关注。当下设计应该响应并承认感知、物质形态和环境可持续性之间的紧密联系，[305]承认世界的不同组成成分相互依赖这一世界观的重要性。[306]
我们还应质疑这种传统形式逻辑事实上的合意性和现实性。一切形态的生命都是难以控制的。每当看到预制成型的封闭表层，好奇的人类常常谋求突破表层，弄清表层本身的构造，试图与内部的复杂构造创造性地互动。[307]每当看到分割的地貌、不同居住和活动形式的指定空间，人类往往犹豫彷徨，对周边的世界充满无限的好奇感。[308]
许多物质都和活性生物一样充满活力，很少屈从于控制。楼宇常常发生液体渗漏现象，居民从中得知日常使用资源的流转路径。有些资源管线因其规模和潜在的封入表层之内的经济费用，无法设计为“层下”（例如，高压电网是一个庞大的结构，在空间上上下下无序地延伸）。
因此，以表层和层下设施分割为基础的形式逻辑不一定符合生命的动态属性；这种分割似乎更多地限制而不是有助于实现人类的欲望和物质的特质。然而，这种形式逻辑和现有的美学、人类工程学、安全、商务和管理思想具有内在的联系，因而质疑这种形式逻辑无疑是一种挑战。为了有所进展，我们围绕最受关注的问题：物体，开展哲学批评。



3. 设计：清除障碍的障碍
本节的标题取自哲学家维兰·傅拉瑟的一篇文章。维兰·傅拉瑟的论点和我们非常相似，关于物体的问题属性有以下著名的论述：
“物体”（Object）就是造成不便或成为障碍的东西，一个就像掷到你路上的抛射物（projectile）一样的问题（problem）（就像projectile的词源一样，源自拉丁语的obiectum，希腊语的problema，既有物体的属性，又有问题的属性）。只要世界有障碍，世界就是客观的，实在的，成问题的。“有用的物体”就是人们使用的物体，需要将其他物体移开的物体。这一定义本身具有内在的矛盾：清除障碍的障碍？[309]
傅拉瑟认为（我们同样认为），以物体形式出现的物质文化造成了障碍问题，更具体地说，它阻碍我们在行动的路上进行关系追踪。傅拉瑟继而提出了一些潜在的方法，应对这些物体以及它们对我们所形成的障碍：
我在路上遇到了障碍……我推翻了其中的一些障碍……为了继续下去，所推翻的障碍结果又成了障碍本身。继续得越多，为有用的物体所碍越多（更多地是以汽车和后勤机械的形式，而不是以冰雹和吃人的老虎形式）……我越是继续，文化变得越客观、实在和成问题。[310]
这一段文字了凸显了我们借以取得突破的事物、得以前行的事物是如何成为障碍物本身的。随着我们前行，这些障碍成倍地增多。这着实让我们想起现代社会状况，即往往通过进一步技术化和物化的方法应对环境问题，从而导致更大规模的障碍，以及随之而来的诸如浪费、污染、气候不稳定等环境负面影响（继而又通过进一步技术化和物化的应对方法，造成恶性循环）。该段文字同时总结了产生环境信息界面的效应—这一点我们会回过头来再讲。鉴于这种无望的情形，傅拉瑟给出了一条出路：
为了打破这种恶性循环，我自己拿出设计：我自己把有用的物体掷到他人的路上。那么，我拿出的设计应该是什么形式，我身后的人才能继续使用下去，同时又能尽量避免受阻呢？这既是一个政治问题，又是一个美学问题，而且成为创造事物的核心问题……
……因此，有用的物体是我自己和他人之间的媒介（中介），而不仅仅是物体。它们不仅仅是客观的，而且是主体间的，不仅仅是成问题的，而且是对话性的。有关创造事物的问题，也可以这样来问：我拿出的设计形式能不能更多地强调互动性、主体间性和对话性，而不是客观性、实在性和问题性呢？[311]
在此，傅拉瑟提出了人类主动参与创造物质世界的角色，这个物质世界以关系和互惠为基础，以中介、对话和互动属性为特征—就像他所坚持的那样：“我自己拿出设计：我自己也在抛出问题。”在寻求置换传统形式逻辑的同时，应该能够将设计重新构想为一种实践—通过更多的物质参与，为人与环境的中介对话提供便利。
傅拉瑟在文章的结尾将物体的问题性和更宏大的问题关联起来。他主张，以物体为主导的文化往往内聚焦在物体本身，忽视对话关系，导致社会自由受限、物质浪费和熵增加。他的结论将物质形态特征定位为关系到主流社会和环境问题的核心问题。



4. 学科障碍
为了更详细地讨论起见，在此回顾一下产品、建筑和城市设计学科中传统形式逻辑生产物体的方式，以及这些学科谋求应对环境关系问题的方式，并且分析一些案例。在这些案例中，这些学科提出了一些形式以便挑战层下设施和表层的传统分割。
4.1　产品设计
在产品设计中，我们所关注的是批量生产的日用品。这些产品的制造和使用依赖物质和能量，如电话、吹风机、计算机、洗衣机和汽车。在主流产品设计中，这些物体都遵循传统的形式逻辑，因而很少考虑激发产品使用者与维系产品生产使用的能量和物质循环进行交互。
当然，政府和制造商确实认识到环境意识问题的重要性，而且谋求通过产品和销售点的交互来应对这一问题。一种惯常做法就是，以标签形式给产品附加环境信息。所谓的“生态标签”的重点在于传递日用品量化的“环境影响”，如洗衣机、冰箱冰柜和吸尘器。这种做法始于20世纪70年代，在国际上已很普遍。[312]
然而，采用生态标签的做法恰恰强化了我们的论点，进一步表明现代产品及其物质形态本身并不能有效地深化使用者对环境关系的认知。为了弥补这一有效性的缺失，制造商最近给产品标记引入了环境信息界面，其通常形式就是能量监测（见图29）。这一最新发展表明，物质形式完全能够为追踪环境影响提供有效的位点。然而迄今为止，这些影响的表征形式只是从孤立的仪表测量提取的，以地图、表格、曲线图和图像等形式转述的数据汇编。这些数据显示所预设的是存在一个客观属性的世界，这些属性基本独立于人的直接感官，而人通过这些感官感知并逐步了解所处的环境。这样，正如傅拉瑟所预言的那样，这种环境影响监测只会促进物化的设计，并且更难推进使用者感知环境关系。


图29　丰田普锐斯轿车能耗界面
注：ENERGY MONITOR：能量监测　ENGINE：发动机　BATTERY：电池
 摄影：© 黄东景
最近，有形交互设计已经谋求克服图形显示的感知缺陷。例如，安东·古斯塔夫森（Anton Gustafsson）和玛格娜斯·吉伦斯魏德（Magnus Gyllenswärd）[313]设计的“电源提醒线”（见图30）等原型表明了把人们的注意力直接引到产品运转所依赖的物质能量循环上的方式。这种设计创新开启了种种可能性，值得关注。同时表明，直接感知存在广阔的创意范围。然而，这些与物体的物质文化相比，尚处于概念化阶段。物质文化中的层下设施和表层的分割现象依然存在，并且很难克服。


图30　电量提醒线
安东·古斯塔夫森和玛格娜斯·吉伦斯魏德设计的电量提醒线，根据相连电器的耗电情况发光。
 摄影：© 卡尔·达尔斯泰特（Carl Dahlstedt）
4.2　建筑设计
大多数日常建筑都具有相同的特征：表层元件和层下设施原件分割。表层元件意在可感知，层下设施元件意在隐蔽。表层不仅包括与水、能源和电信基本供给有关的界面元件（如控制板、龙头和插座），还包括外表层（如房屋立面和屋顶）和里表层（如地面、墙面和天花板）。层下设施元件包括地基、通风井口以及垃圾、水、能源以及电信信号管道。尽管一些层下设施元件通常具有一些人群（在不列颠叫做“DIY爱好者”）感兴趣的素材，但是大多数层下设施元件主要是为专业技术人员（叫作“手艺人”）设计的。在这种背景下，层下设施元件在日常物质文化中不再重要，结果形成了符合主流审美价值的通用物质形态，但不是直接帮助居民跟踪物质能量循环。
随着后现代“高科技”风格的来临，随着楼宇服务显示成为主要的审美特征，这些建筑设计传统受到了挑战。在最极端的情形下，表层和技术构件之间的关系遭到颠覆，技术构件被置于“顶部”成为“在上设施”，而不是“在下”（见图31）。然而，这种风格既没有破坏也没有淡化表层和技术结构各物质元件之间的分割。分割仍然存在，只是被倒置了而已。此外，高科技风格的中性、抽象、机器似的形式受到普遍批评，其被指责忽视了历史背景和地域感，而且和人类住宅的通常规模不相适应。这些批评在回归传统形式逻辑的同时，也为后现代建筑设计风格打开了方便之门。[314]


图31　伦敦劳埃德大厦
理查德·罗杰斯（Richard Rogers）1986年设计的伦敦劳埃德大厦，颠覆了表层和工程结构的传统建筑顺序，把结构和服务显露在建筑外部，赋予整洁的内部以表层的特征。
 摄影：© 彼得·麦克德莫特（Peter McDermott）
为了更好地感受到层下设施的能量流通，当代建筑设计更加注重设置的环境信息界面，这一点和产品设计领域有相似之处。这些界面通常为能源监测组件，位于一般的家居空间，具有数字图像显示，让普通居民一目了然。和产品设计一样，这些装置能够有效地突出建筑居住使用所造成的环境影响，但是使这些影响以抽象信息一览表的形式出现，又合谋再现了阻碍直接感知环境关系的形式逻辑。
4.3　公共空间设计
现代城镇乡村的公共空间也体现了表层和层下设施之间的分割，这和产品设计以及建筑设计所碰到的情况类似。人们可以直接感知到景观和建成环境的成型的表层—包括田地和公园用地，人行道和道路。土壤、地洞和根基等地下结构，水、污物、能源和电信管道，以及诸如消防龙头、维修孔和电话接线盒等界面元件都是藏而不露，无法感知的。
公共空间层下设施元件都受其位置及其表层的模糊性所遮掩，这一点有过于产品设计和建筑设计。它们常常远离一般居住地，如遥远的高原或者指定的工业区，或者位于日常视线之外，如头顶上的电线或电信线路。[315]这些利用遥远地点、按照实用美学设计层下设施元件的做法，使得这些层下设施元件和日常生活失去直接的联系。只要它们继续运转，它们总是永久背景的一部分，无人关心。和日常生活关系更紧、意义更大的是景观和建成环境的表层特质，它们为人们在具有主流文化意义区域的日常住行提供了方便。这种传统的公共空间设计并不能让人从物质的角度理解人和周边环境之间的不解之缘。
如果把我们的观点用于公共空间，显然我们的观点和社会学家伊丽莎白·兴登堡（Elisabeth Hindenburg）的观点相同。[316]在此，兴登堡记载了所谓的资源层下设施从先前的有形物态—如古代的沟渠—变成感官无法感知到的当今状态的历史过程：“管线都隐藏在地下或者墙壁内，人眼再也看不到它们了。”[317]她认为这种隐形体现了“一种将自然资源消耗与自然环境及环境影响割裂开来的文化观”[318]，导致公众环境意识下降，最终对可持续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她在结语中呼吁，“让隐形的流转过程‘有形’”[319]，将资源层下设施转变为物质文化的有形形态，使得环境参与能够超越有限的“抽象知识”，并且成为一种“具体的体验和感性的认知”实践。[320]
除社会科学以外，我们还发现了层下设施的不可感知性造成环境关系贫乏的其他证据。借助于实证研究，通信和可靠性研究科学家卡伦·泰勒（Karen Taylor）和安德鲁·W. 凯勒（Andrew Widlea Koehler）认为，如果设计方法降低了层下设施系统在公共空间的感观和文化存在，则对它们的社会技术性能具有负面影响。[321]试比较一下新奥尔良、洛杉矶和荷兰的堤岸系统性能，不难发现，荷兰的堤岸系统不仅具有显著的感观和社会存在，而且享有较高的技术性能记录；而新奥尔良的堤岸系统，感观和社会存在都要低得多，在2005年的卡特里娜灾难中惊人地溃堤。卡伦·泰勒和安德鲁·W. 凯勒发现，荷兰堤岸的公众可见性，加上相关的教育计划、旅游信息和民俗，确保人们能够充分认可这些系统的价值，尽管这些系统表面上看来并不美观。这样，这些系统赢得了公众的高度尊重，吸引了经济投入，并按照最高标准进行维护。相比之下，新奥尔良的堤岸系统和周边公园用地融合无痕，人们很少会注意到它的存在。因此，它们没有能够得到特别的关注。也正是由于公众的漠视，经济投入水平和维修标准都大大低于荷兰。卡伦·泰勒和安德鲁·W. 凯勒的结语和我们的观点不谋而合：“重要基础设施的美学形态促成该系统的终极效率”。[322]



5. 从含糊性到织造性
那么，摒弃表层和层下设施之间的分割，重新建构物质文化，意义何在呢？事实上，意义就在于打开将物质能量循环掩盖在侯美婉（Mae-Wan Ho）称之为“含糊的、乏味的、僵化的数字表层”[323]之下的传统形式逻辑。这一表层密谋欺骗不加怀疑的观察者，将事物的外在罩壳视为现实。但是，倘若表层不是含糊的，那又会怎样呢？倘若表层是物质自身在生产的混合流动中、从活灵活现的运动织造而来，又会怎样呢？再者，倘若环境并非我们常常以为的分立物体的网络化组合，而是运动中的物质所形成的缠绕交织的网，事物形态不断从网中涌现，那又会怎样呢？物体留下固定的点痕、预期的“终点”或者终止的时刻。然而，物质运动并不是点到点的运动，而是永远在点间移动[324]，避开或克服傅拉瑟所谓的业已成为前进障碍的物体。
按照这一观点，我们可以把居住的世界视为相互交织的线所形成的织锦，而不是彼此相连的物体所形成的图设。［Tim Ingold, Lines: A Brief History (Abingdon, UK: Routledge, 2007).］而且我们可以认为，环境关系沿着这些线不断伸展。它们所织造的不是模糊的表层，而是透性膜。这一透性膜并不导致里外分割、显隐分割或者表层与深层的分割。苏珊·库奇勒（Susanne Kuechler）认为，“真正重要的是一种新型的表层本体论，用互补的关系取代里、外的对立，隐、现的对立，物质与非物质的对立。这种互补的关系需要的是转化而不是切分”。[325]这样，事物的表层就和其结构合而为一，而不是表层和深层分离，表层的和层下设施分离。这些表层不再是表面的，结构也不再是层下设施；相反，无论是表层还是结构都是间质的，“处于事物之中”。通过关注环境的实践，将表层织入世界的间隙之中。传统所强调的是表层形式（如建筑立面或外壳）的功能，从而掩盖底下的或内在的事物。相比之下，我们的方法强调表层的织造，或者可以叫做织造性。[326]
基于物质能量管线和循环路径织造的间质性表层的织造性，我们提议遵循以下方法，思考人类、物质和环境关系。第一，我们可以思考如何通过把人类—造物的运动及实践线和能量使用流相结合，增强环境关系意识。麦德斯·延森（Mads Vedel Jensen）关于酿造过程操作工的分析说明了这一方法。延森指出，技能性实践中的人体运动节奏设计可以通过管道、阀门和龙头系统与液态介质的循环相协调。[327]对于从业者而言，该系统并不是一种物体组合，而是通道、运动和流通所形成网络。运用这种方法，我们可以考虑重新设计烹饪和造物，让食品制作的体态和技能响应能量的提取和流通，或者重新设计公共空间临时通道，让行人和车辆运动与水电的物质轨迹相一致。
第二，在连接远、近环境间质关系所形成的织物中，将物质能量流通管线直接可感知化，那么成为审美焦点的将不再是织物的外观，而是织物的物质特性。以这种织造性的方式将物质能量视为线，是当代一些工艺学者／实践家作品中的显性主题。例如，麦琪·奥斯（Maggie Orth）在“电子纺织品”领域的开创性工作表明，电子器件和导电纤维可以编织在一起形成高感交互织品（见图32）。[328]


图32　电子纺织品
将传统的纺织纤维和电路编织在一起，形成电子纺织品。
 选自麦琪·奥斯《电子艺术100年》（2009）。
 摄影：© 麦琪·奥斯
第三，我们可以考虑如何以纺织品为焦点反思建筑设计的一些基本概念。当然，建筑物是织出来的而不是造出来的并不是什么新思想。早在19世纪，戈特弗里德·森佩尔（Gottfried Semper）就有经典的论述，认为建筑物的起源“和纺织品的起源不谋而合”。[329]近来，建筑史学家肯尼斯·弗莱普顿（Kenneth Frampton）在《建筑文化研究》一书中进一步研究了这一问题。他主张，建筑物“不仅具有视觉效果，而且是可感触到的”。[330]这样，建筑体验既是近距离地感触建筑物中紧密关联的物质和力量，也是远眺一种封闭的物化形态。在题为“居所、屏障和帐篷”一文中，傅拉瑟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在他以游牧帐篷为例讨论所谓“幕墙”的时候，把它描绘成一块织布，“不仅愿意接受各种体验（愿意接受风，愿意接受神），而且储存这一体验”。[331]
以上三点思考不仅响应了傅拉瑟所呼吁的中介、对话和交互的物质世界，也是本文的出发点。这三点思考同时支持我们的提议，即物质和能量如何融入到与物质形态和人类实践的对话之中。



6. 结语：设计人类学在认识和造就世界中的作用
本文批评了主流设计意欲型塑世界的方式，批评了主流设计对于人们拓展环境关系范围所带来的局限性。然而，这种批评并不是要贬低设计。相反，我们旨在呼吁一种更加反思型的设计实践，呼吁加强设计学科与其他学科的联系，扩大设计的社会影响范围。
依据传统，对于环境问题，设计往往采用技术决定论，关注物体及其最终结果。这种方法有它的价值和地位，但是在理解人类实践和感知方式方面具有其局限性。为了克服这一局限性，环境设计研究已经更加关注体验、行为和文化。[332]在此，我们强调需要采用人类学的方法进行形式分析及其与环境感知关系的分析。和设计一样，人类学具有跨学科性质，而且人类学的发展，大多得益于人类学积极参与其传统学科以外的研究领域。此外，人类学已经超出了其以人为中心的根基，进行与材料、技术和生态相关的探究。同时，设计—传统上发源于材料研究—已经发展到更加深入地关注文化现象和生态过程。在这两大学科发展之间，存在出现设计人类学的空间，将对人类学方法论和知识的深刻见解与设计技能和过程的创造性实践相结合。
因此，我们所呼吁的是这样一种设计实践：反思自身学科的创新，分享对生命的理解，深谙感知、文化和材料之间的关系，不断积极地、创造性地美化人类生活。设计在这种实践中的作用不仅仅在于将产品封入外在的形式之中，从而增加产品的价值（其外形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迎合了消费者的鉴赏力），而是致力于解决一些重大问题，即人类实践在环境关系结构中的作用等相关问题。
扩大设计的知识、潜力和范围，对现有设计实践的传统和范围势必是一种考验。本文简要地提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理解物质形态的方法。如果把其间所表达的思想运用于当下商务和管理背景，无疑存在很大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可以理解的。在有关设计未来的学术命题中，我们必须像所有社会批判研究一样，将这些背景视为文化现象，它们自身也会受到批评和争议，也会发生变化。我们还主张，在认识和创造世界的共有轨迹中，这些研究不只是哲学和社会分析的任务，也会吸引设计师的创造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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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过去十年中，设计行动主义已经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研究课题。[334]一般而言，我们将设计行动主义所体现的设计的核心作用定义为如下几个方面：（1）促进社会变革；（2）增强有关价值观和信仰的意识（如关于气候变化、可持续性等）；（3）挑战批量生产和消费主义对日常生活的制约。[335]在这种语境下，设计行动主义不只局限于设计这一学科，而是包括产品设计、交互设计、新媒体、城市设计、建筑学和纺织服装等领域。[336]
然而，当下对于设计行动主义的理解似乎没有从理论上严格把握设计行动主义的重要性。设计行动主义是如何运作的？设计行动主义对日常生活有何影响？为什么设计行动主义有别于与其密切相关的“姐妹艺术”—政治行动主义和艺术行动主义？本文将从这些研究问题在公共场域和城市环境与设计行动主义的关联方式出发，对这些问题进行调查研究。
显然，“行动主义”这一术语旨在强调设计行动主义与政治行动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反正统主义运动（如反资本主义、反全球化，等等）之间的密切关系。因此，一些文章认为，可以借鉴社会学或者政治理论的概念和思想，正确理解设计行动主义的行动主义本质。[337]然而，即使设计行动主义和政治行动主义具有很多共性特征，我们也不能够单凭这些外部理论建构设计行动主义模型。毋庸置疑，社会学和政治理论具有精细的词汇，我们得以充分理解设计行动主义者所探索的“民主”、“公共空间”、“互动”等主题。但是，他们却无法提供表述设计行为特性的语言。设计行为不是联合抵制、罢工、抗议、游行或其他政治行为；相反，设计行为正是以设计师的方式干预生活，才增添了其抵抗力。这种表述为设计研究提供了论题。
同理，也有运用某些艺术运动（如前卫艺术、“社会干预主义”和“社区艺术”）所开创的实践阐释设计行动主义的。例如，当代城市设计行动主义所运用的颠覆技术或多或少有意借鉴20世纪60年代情境画家所引入的艺术创作实践。[338]然而，为了更好地理解设计行动主义的特点，我们有必要将注意力从这种艺术史家谱系转移到设计行为本身。城市设计主义者所使用的技法或许和前卫艺术相似，但是以设计师的方式加以运用所达到的效果不同。例如，按照原先的前卫艺术，重新界定或拓展艺术范围，并不能正确理解这些效果。这些效果也不能按照宏大的社会乌托邦或者前卫艺术所推崇的革命希望加以阐释。尽管如此，正是从美学和政治范畴相互交织的关系中发现了设计行动主义的行动主义本质。
本文的首要目的是建构新的概念框架，理解在公共场域常见的、笔者称之为设计行动主义的“颠覆性美学”。颠覆性美学这一概念包括设计行动主义的两个关键方面。一方面，设计行动主义具有颠覆既有权力体系的政治潜势，从而增强对生活、工作和消费方式的批判意识。另一方面，设计行动主义和艺术行动主义都具有一种美学潜势，开启人们行为和情感之间的关系—他们所为和所感之间的关系。于是，设计行动主义可以重新协商人们所为和所感之间的关系。问题的关键在于理解设计行动主义（政治行动主义和艺术行动主义）中微观政治和美学的融合方式。
本文首先简要综述了设计研究中可用于理解设计行动主义的现有的一些理论框架。评述过程中，笔者发现了研究文献中的理论“盲点”—这一盲点让我们无法看到设计行动主义是如何发挥其审美实践功能的，而不仅仅是社会政治实践功能。为了弥补这一缺陷，笔者引入了法国哲学家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ere）的一些理念，使得设计研究可以更好地解释设计行动主义中美学与政治范畴之间的紧密联系。[339]然后，笔者援引现代城市设计行动主义中的一系列案例，举例说明这些理念的适用性。基于此项研究，笔者提出了一个新的框架。与已有框架不同，该框架为城市设计行动主义实践和研究提供了更有意义的概念。



2. 设计研究中的设计行动主义框架
索普（Thorpe）认为，“设计（学）缺乏较好的行动主义概念框架。但幸运的是，社会学有这样的框架，即行动主义分类研究”。[340]她运用该分类研究将大量的设计行动主义案例系统地归类为有限的设计行为类别。设计行动主义因而可能呈现为六种不同形式：（1）示范人工物：展现超越现状的积极方案；（2）传达行为：信息可视化、评价系统设计以及图标创意设计等意义上的传达行为；（3）常规行动：诸如立法建议、笔战、政治会议上的作证；（4）公用事业人工物：意在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或资助贫困群体；（5）事件：诸如会议、商谈、布置或展览；（6）抗议人工物：有意识地直面不公正的现实，促进对道德现状的批判性反思。
这些分类的评价需要以它们描述研究对象和提供新见解的能力为依据。在这方面，笔者认为福阿德-鲁克（Fuad-Luke）以及索普的框架存在几点不足。[341]第一，索普倾向于使用社会学的行动概念作为其概念工具，把重点放在设计行动主义和社会实践的共性上，但几乎没有揭示城市设计行动主义实践本身的核心要素：技法、设计行动主义方法以及对人的预期影响等。
第二，索普框架中的概念似乎过于含糊，未能顾及有助于理解设计行动主义干预的复杂性的概念区分。在设计行动主义项目中运用该框架的时候，往往发现这些项目并不能简单地分类，无法置于索普的框架之中。相反，必须借助诸如抗议—示范—公用事业的杂合概念，才能描述这些项目。例如，圣迭亚哥·西鲁赫达（Santiago Cirugeda）的《城市处方》项目（下节将详细讨论）介于三个分类之间。当然，在理论建构中，我们欢迎异常现象，以便发现理论中需要修改的前后矛盾之处。然而，如果设计行动主义项目总是游离于某个理论框架的分类之间，而不只是一种例外现象，那么从分析的角度来看这些分类就很不精确，必须对这一框架进行实质性的修改，以便更好地反映设计行动主义的特性。
第三，社会学的行动概念几乎不能反映设计行动主义的预期影响，特别是不能从触发社会和行为变化的角度反映设计行动主义的效应。有趣的是，福阿德·鲁克将颠覆性作为理解设计行动主义的核心概念，“行动主义的种种形式也是试图颠覆共享意义、价值观和目的的既有范式，以新的范式取代旧的范式”。[342]此外，在提出设计行动主义需要修改美的概念的时候，他将颠覆的概念和美学联系在一起，“我们需要重新描述美—我们可以称之为美，‘陌生美’，一种生疏的美，带有些许新奇、含糊和魅力，吸引着我们内心的好奇感”。在提出“陌生美”这一概念的时候，福阿德·鲁克将美学作为一门核心学科，解释行动主义设计是如何从美学的角度影响人们的感官、认知、情感和诠释，从而促进社会变化的。
遗憾的是，福阿德·鲁克本可以详细介绍各种框架，但却没有进一步讨论颠覆与美学之间的关系对理解设计行动主义的价值。相反，他的主要论点似乎是应该按照设计行动主义所应对的现实问题去分析设计行动主义。为了这一分析目的，他提出了五项资本框架，“借以考察行动主义对于不同资本的目标影响领域”：自然资本（即关注环境资源、再循环、生态设计、可持续解决方案等）、人力资本（如关注所有人类需求和技能）、社会资本（关注强化社会联系，提高公民参与度、社区卫生、社会包容等）、金融资本（如银行和小额贷款方案）以及制造资本（那些能够实现生产和改进生产的人造产物，如建筑、基础设施和技术）。
当然，五项资本框架有助于理解设计行动主义的许多问题空间，也有助于理解设计行动主义者所共享的意识形态目标，如环境保护主义者和非营利组织，但设计行动主义的自身运转机制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回答。诚然，福阿德·鲁克的专著提供了丰富的技术工具箱，设计师可以借以激发人们的参与（如通过参与手段，或协同设计），但这些方法与设计行动主义并没有具体的联系。确切地说，几乎设计的每个领域都广泛运用了这些方法。更成问题的是，讨论至今的框架在探讨城市体验的特定元素的同时，并没有提到城市设计行动主义是如何运用城市感官材料的。
要彻底了解这些问题，笔者认为设计研究需要在把设计行动主义作为颠覆性审美实践的基础上，建构新的框架。引入这一理念的目标在于把注意力聚焦于城市设计行动主义所引发的效应上。只有这样的聚焦，才能通过研究城市体验本身，理解设计行动主义是如何促进社会变化的。
最近，迪绍甫（DiSalvo）研究了“民主设计”类的一些项目，就效应问题提出了一些深刻的见解。[343]迪绍甫建议，借鉴政治理论的概念资源，更加敏锐细微地理解设计行动主义。他特别指出，区分“政治”和“政治范畴”有利于设计行动主义实践和研究。在政治理论中，“政治”指统治一个国家、州、地区或城市的手段和组织结构。[344]这些组织结构包括法律、决策程序、选举体系、立法和对城市环境下人们行为的公共管理。与此相反，“政治范畴”是一种社会状态，一种持续对立和质疑的社会状态。[345]政治范畴可以通过公共空间的中断、扰乱或抵抗行为得到体验。这些公共空间要么体现了既有的权力关系和体制，要么和既有的权利关系和体制相对立。
按照这些定义，迪绍甫进而建议在设计研究中区分政治设计和政治范畴设计。政治设计的目的是为了支撑和改善统治的程序和机制—例如，为了防范投票的不确定性，设计师改进美国总统选举选票的平面设计（如2000年艾尔·戈尔和乔治·W. 布什的总统选举）。
政治范畴设计是运用设计行动主义的客体和方法创意设计“质疑空间”。在迪绍甫看来，《百万美元街区》项目就是典型的例子。运用填图技术和图示法，该项目创新设计了空间图像，展现了遍布美国四座城市的囚犯住地（见图33）。犯罪分析通常是以案发地数据为基础的，但是这里的创意是从表示犯人住地的数据着手。这样，该项目让人们看到了明显的规律—即看到一系列的城市街区，政府每年在此花费一百万以上的资金监禁这些街道的居民。


图33　《百万美元街区》项目（图像由哥伦比亚大学特殊信息设计实验室提供）
该项目之所以属于政治范畴设计是因为该设计的客体和方法（地图和图示）同时揭示并质疑现存的社会和城市空间的配置状况。该项目揭示了权威城市犯罪分析通常遗漏的认识和信息；该项目所质疑的对象体现在“地图所引发的对犯罪、建筑环境和政策关系的不断质疑和异议”的方式。借助于这种揭示和质疑的概念，迪绍甫建议我们将政治范畴设计视为一种“对政治状况的探究”。[346]
笔者发现，迪绍甫的政治范畴设计概念特别适用，因为—与索普和福阿德·鲁克的框架不同—该概念使得我们能够研究城市设计行动主义实践所引发的效应。这些效应尤其存在于揭示、质疑和异议之中。
迪绍甫方法的唯一问题在于仅仅探讨了城市设计行动主义与政治状况的关系，也就是说，将城市设计行动主义视为对当权者的质疑。同时，他没有谈到行为主义人工物缘何也可以直接进入人类现实行动领域。《百万美元街区》项目质疑政府、决策者和城市规划者，但对街区公民自身总体上并没有什么影响。由于过于狭隘地关注政治范畴，迪绍甫因而忽视了城市设计行动主义的关键要素。
城市设计行动主义就是将异质的物体和人工物引入城市视域。在直接干预城市空间的过程中，他们鼓励积极参与和互动，并且直接提供新的城市空间居住方式。这样，设计行动主义改变了城市体验的环境。只要这些物体和人工物为人们的城市体验和日常生活行动设定新的环境，就应该认为设计行动主义不仅具有政治维度，还具有美学维度。这里的美学是广义上的康德意义上的美学，关系到我们日常生活体验的基本形式，但这些形式不具有康德所说的先验性和普遍性。相反，它们是不断的社会建构和协商城市空间的结果。[347]
据笔者所知，迄今尚无充分关注城市设计行动主义美学维度的框架。因此，余文将揭开城市设计行动主义的这一面纱。首先，笔者引入法国哲学家雅克·朗西埃的颠覆性美学的概念。其次，笔者将这一概念用作城市设计行动主义颠覆性美学案例分析的背景—主要聚焦于城市体验的一些基本类别：漫步、居住、游玩、园艺和回收利用。[348]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城市设计行动主义的新框架，运用深植于城市体验的行动概念替换社会学的行动概念。同时，运用案例阐释这些概念，使框架对于设计行动主义实践更具有可操作性。



3. 介于美学和政治范畴之间的设计行动主义
在朗西埃看来，应该拓展审美活动的概念以便囊括美术创作以外的更多东西（绘画、诗歌、雕塑和戏剧）。[349]一般而言，审美活动指涉感觉的分配（即“活动空间、次数和形式的分配决定具有共性的事物适宜参与的方式以及不同个体参与这种分配的方式”）。[350]
显然，可以将城市设计行动主义描述为城市时空的分配以及建构个体参与“共同的”公共环境的另类方式。然而，需要更加精确的描述。在朗西埃看来，审美行为的特质在于将新的、异质的主体和客体引入社会视域。审美行为因而以某种方式影响着人们的体验：它调整感知空间，从而颠覆社会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归属形式以及日常居住形式。[351]
朗西埃关于审美行为的颠覆性的哲学思想为设计行动主义理论化做出了重大贡献，但迄今未有探讨。朗西埃常常互用颠覆和异议这两个概念。事实上，他说审美行为是按“异议逻辑”施行的。[352]这是什么意思呢？
异议应该作为共识的对立面来理解。共识一般指涉社会对社会秩序的规范解释，规定当与不当，界定等级体系，并赋以个体以角色和位置。共识传递这样的信息：每个人的言行都是由其在体系中的“适当位置”决定的，每个人的活动都是由活动的功能决定的。例如，当公民将城市园林用作私家花园，在沟渠播下最喜爱的蔬菜植物种子—就像游击园丁理查德·雷诺兹（Richard Reynolds）数年前那样—他的行为就是不当的。可以说，共识不仅划定了人们所为，而且需要共同的是非感。因此，就像朗西埃明确指出的那样，可以说共识在于匹配行为方式和情感视域。
相反，异议在于以平等主义的态度悬置共识对社会秩序的规范解释。异议指涉展示某种不正当，颠覆共识，揭示人们所为和所感之间的差距。在打开这一缝隙的同时，颠覆性的审美行为使得行为和情感之间的匹配得以重新协商，因而产生新的归属感形式、新的日常居住形式和新的身份—无论是个体身份还是社会身份。
朗西埃视异议为审美活动效应，不仅仅是政治实践效应。与迪绍甫政治范畴设计中的政治范畴概念相比，朗西埃的异议概念更具有解释力。事实上，朗西埃提供了数个让我们得以区分审美异议和政治范畴异议的特征。
一般认为，政治范畴异议和对立面所界定的群体有关，人民与国家，朋友与敌人，左派与右派，以及其他具有种种意识形态宣传特征的对立组合。[353]按照这层意义，政治范畴异议表现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群体之间的斗争，目标重建既有群体之间的权力关系。
与政治范畴异议的二元概念相比，审美异议并不是推翻制度或权力交替。其终极目标并不是要通过暴力行为、暴乱或革命实现宏大的社会乌托邦，而是以非暴力的方式动摇所谓不证自明、不言而喻的现象。据此，现存权力体系可以控制和限制我们的日常行为和交往。审美异议的颠覆性在于以微妙的方式抵触和揭示等级体系—既控制实践又控制话语的等级体系—从而显露出可能会发生主体化过程的地带。当然，审美行为也会应对政治范畴问题，但把“政治赌注视为一种体验形式”，而不是对权力和权威的质疑所驱动的开放实践系列。[354]
3.1　漫步
朗西埃的深刻见解是理解城市设计行动主义重要性的关键。为了说明这一重要性，笔者转到自建框架中五个城市行为类别的第一项：漫步。例如，不妨看看应用自治研究院（Institute for Applied Autonomy）的iSee项目。如今在全球所有城市，监视技术网络不断地连接到远程监控服务系统，把全城的闭路电视数据分流到地方当局和私有保安公司的控制室。这种监视的密度越来越高，但是至于哪些城市片区需要监视系统，既没有经过大众讨论，也没有透明度。例如，如果说安装闭路电视摄像头是为了防范犯罪，那么安装在低收入片区，而不是仅仅安装在城市的金融区和高收入区，似乎才是合情合理的。但情况并非如此。
iSee项目是一个反监视系统，城市居民可以跟踪并避开闭路电视摄像头。iSee网站提供了诸如纽约、阿姆斯特丹和卢布尔雅那等城市安装的监视基础设施地图。这样，iSee项目揭示了闭路电视摄像头是如何渗透到城市环境之中的。然而，该项目还发挥了其他作用：给人们提供了自我设计路径的机会—所谓的最少监视路径—使得他们能够“在城市漫步，而无须顾虑被不受约束的安全监控‘拍下来’”[355]（见图34）。


图34　最少监视路径（版权归应用自治研究院所有）
iSee项目表明作为审美实践的设计行动主义如何能在人们的所为和所感之间打开缺口。通过揭示和质疑现存的监视基础设施，iSee项目使公民意识到当地执法部门和私营企业是如何监视他们在城市空间的行为的。然而，与《百万美元街区》项目相比，iSee项目鼓励公民自身去反抗并改变这些环境设施—直接利用iSee建构新的环境，激起对街头漫步的积极情感。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所为及其所感以一种先前没有想象到的新方式相匹配。
3.2　居住
世界各地的市政当局都对人们的居住选择施加许多限制。特别是在人口密集的城市，要取得许可加盖一间房或是一个阳台，需要漫长的行政审批过程，而且多半不会获准。有时候会诉诸审美理想，使得限定房主的希望和创造性合法化。譬如，告知房主加盖一间房会妨碍街面的同质性和视觉一致性。
然而，在《城市处方》题下收集的一系列项目中，圣迭亚哥·西鲁·赫达证明公民能够实现他们的一些居住欲望而又不违法。市政领导通常厌恶涂鸦，如果你申请搭一个脚手架来清除房子上的涂鸦，可能会获批搭建几个月时间。在他的脚手架项目中，西鲁赫达借脚手架的机会加盖了一间房，而那里原本是严禁扩建的（见图35）。


图35　《脚手架住宅》项目
脚手架项目表明设计行动主义是如何发挥着朗西埃意义上的审美实践功能的。脚手架代表“一种干预了行为方式的通常分配的行为方式”。[356]“行为方式的通常分配”是指当局认可的房屋扩建规范程序和做法。脚手架项目并没有直接质疑这些政治范畴决定的程序和条件，而是利用这些政治范畴条件，作为施行意外的城市行动的条件。这样人们获得了扩建房子的机会，并且从中获得了归属感。在诸如此类的情形下，设计行动主义具有重新协商所为（这里指居住）和所感关系的潜势。
3.3　游玩
在大多数城市，城市规划立法要求公民按规章制度行事；立法许可人们体验某些事情，但不是所有事情。然而，立法权的后果很不透明，而且似乎常常根本不反映城市居民的利益。公民通常不可以在街角植树；他们不可以在当地咖啡馆前建跷跷板，自己享用咖啡的时候孩子可以玩玩跷跷板。即便是咖啡馆店主和多数市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也不可以。
在《占领街道》项目中（见图36），圣迭亚哥·西鲁赫达将地方立法变成了城市秘诀，向塞维利亚某个区的居民展示如何将垃圾箱变为孩子游玩天地或其他有用装置，让市民能够积极规划和影响他们的街道。[357]即使是临时的，该项目也揭示了城市设计行动主义如何发挥抵抗行为的功能，借以悬置现有权力和政府组织机构，让城市景观回荡起前所未闻的声音和潜能。


图36　圣迭亚哥·西鲁赫达：占领街道
3.4　园艺和回收利用
朗西埃的美学异议概念有利于理解以设计师的方式利用园艺构建颠覆性干预的微妙战术。根据朗西埃，美学异议并不是竭力推翻或超越制度性权力的行为所产生的效应。相反，美学异议来自于非暴力行为。这些非暴力行为颠覆了现存权力体系控制和支配社会某个群体的方式，而这些方式又是不证自明的。这种权力动摇可能会形成新的团体和身份发展空间。请注意：导致异议的行为本质上具有政治范畴和美学属性。
法国开发商阿特里尔建筑工作室（aaa）的近期项目可以证明这些思想的效用。在巴黎北郊拉夏贝尔地区，aaa运用园艺战术干预该地区的荒地和边角空间。拉夏贝尔地区常受一些社会问题困扰，包括吸毒、失业以及文化基础设施贫乏等。这些问题往往让能给该地区带来变化的开发商望而却步，妨碍了融资。但是，aaa邀请拉夏贝尔的当地居民参与了《生态箱》项目（见图37）的设计和建造。


图37　法国拉夏贝尔的生态箱
生态箱由一系列花园和其他社会互动形式组成。这些花园的用料不仅有会议、聚会、烹饪、游玩用的移动家具，还有回收材料。此外，围绕生态箱而建的墙上有一系列的窥视孔。这些窥视孔决定了人们从外部观看或凝视的观测条件。以这种墙体形式，《生态箱》质疑公共空间的主流视觉体制，从而暗示重组现存社会群体间的权力关系。拉夏贝尔的居民已经习惯于作为“被看”的对象，被警察看，被监控摄像头看。他们很多人被视为非法外侨，被剥夺了自我表达的权利。但是，《生态箱》翻转了头上的权力关系，赋予了居民对大众目光的控制权。《生态箱》不仅是政治范畴设计行为，还是审美实践行为，改变了城市体验的条件，为本被忽视的社会群体提供了表达手段。



4. 设计行动主义新框架
基于以上例证，笔者提出了城市设计行动主义实践和研究的新框架（如图38所示）。


图38　城市设计行动主义框架
显然，并不能认为该框架是完而无缺的—添加更多的城市体验范畴，可以扩充该框架。此外，该框架并没有图示城市设计行动主义所使用的种种技术。这些技术包括战术地图学（如iSee项目）以及应付城管的方法（如圣迭亚哥·西鲁赫达的《城市秘诀》项目）。诸如此类的技术可能还有很多，其中有些技术被纳入了本文所讨论的其他框架中，有些没有。笔者选择不把这些技术纳入到框架之中，因为这些技术本身并不是设计行动主义的本质。相反，设计行动主义的焦点在于在人民之中所引发的效应上，所以，笔者把这些效应纳入了本框架之中。



5. 结语
笔者认为，有必要建立一种新的框架，从而理解城市设计行动主义的重要性、运作机制及其对日常生活的影响。简要的文献综述表明，现存的理论框架并不充分，并没有考虑到城市设计行动主义的要素和材料。譬如，索普将其框架建立在社会学概念的基础之上，而福阿德·鲁克的出发点是环境保护主义思想，如《五项资本框架》。
此外，笔者认为，有必要考察设计行动主义所引发的效应，使该实践的概念更加清晰。当然，索普所言的许多设计行为（例如传达和抗议行为）都可以囊入设计行动主义。但是，问题在于如果通过美学手段和表述，这些行为产生迪绍甫所阐述的效应：揭示、质疑和异议，那么就只能把这些行为视为设计行动主义。
迪绍甫在揭示这些效应的政治范畴方面迈出了一大步，但是他忽视了其美学维度。笔者认为，朗西埃意义上的美学转向有利于描述行动主义人工物是如何通过改变城市体验的环境促进社会变化的。
在融合这些视角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了自己的框架。尽管这一框架并非完美无缺，但是朝着更全面的描述方向迈出了第一步。今后的城市设计工作和研究将会进一步充实这一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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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854年，正值英国工业革命的巅峰时期，查尔斯·狄更斯出版了《艰难时世》一书。故事发生在英格兰西北部的一个工业城镇，它对功利主义、经验主义和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发出了诅咒式的批判。狄更斯援引《新约》里的一句—“唯一必需的东西”（路加10：42）—为第一章命名，这句引文本身强调精神生活的重要性，传统上也一贯视之为我们人性中“最好的部分”。[359]狄更斯明确地感受到，这一点在他所处时代的发展当中恰恰是严重缺失的。有趣的是，狄更斯对工业资本主义富有洞见的评论还预示着工业资本主义对设计可能产生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在未来世纪里将变得愈加明显。为了回应继1851年“大展览”之后英格兰设计教育的改变，他写道：“……那个设计学校里的也完全是事实……唯有无法用数字来表达的，或者不能在最廉价市场买进、又在最贵的市场卖出的东西，才不是，也永远不应该是事实……”[360]还有一个段落让人想起20世纪早期蒙德里安（Mondrian）的画作、里特维尔德（Rietveld）的红蓝椅和包豪斯的设计。“在任何有用的物件或是装饰上，你们不能有与事实相抵触的东西……为了所有这些目的，”那位绅士说，“你们必须用一些拼合而成的和略加改变的几何图案，它们是易于证明的和演示的几何图案（用三原色）。这是个新发现。这就是事实。这就是品位。”[361]
本质上来说，狄更斯所批评的是现代性及其发展。他开篇第一章的标题表明他感到有一种要素已被一味冒进发展的进程所践踏。今天，一些重要人物正在呼吁关注这种要素，以应对当代、后现代关于可持续的担忧。亚洲智库（Asia Thinktank）全球明天学院（Global Institute for Tomorrow）的创始人钱德兰·纳伊尔（Chandran Nair）主张，经过三百年左右以资源抑价和成本外化为基础的剥削式发展，西式资本主义已经受阻碰壁。他建议，我们不能简单地高唱增长的颂歌，必须考虑更有意义的人类进步理念。[362]
现代时期—从大约公元1500年到20世纪中叶—西方社会致力于理解自然环境，并控制自然环境，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一时期强调科学调查、经验主义和技术发展，导致了过剩的益处，有的实用有的平淡。随之而来的是社会的世俗化，民主政治的发展，以及基于工业资本主义的新经济系统。通过这一系统，生产利润被再投资到生产和利润的扩张与增长当中，并为所制造的商品开发新的市场。这一时期，制度性宗教和普遍意义上的精神性在地位和重要程度上都在衰退。很自然，对于公众决策、专业实践、教育和一般“世俗”事务而言，世俗化意味着精神维度变成了一个不那么重要的方面，它被局限于个人世界里或者逐渐消逝。
然而，我们可以看到，人性的精神性方面具有潜力。首先，为我们实用的、世俗的努力确立方向，产生重要的社会影响；其次，抑制物欲和消费主义，产生重要的环境影响。两者都是可持续性的当代实用性解读（即经济、伦理和环境责任这三重底线）中的首要元素。但是比这更重要的是，将精神性和个人伦理标准纳入我们对可持续的理解当中，为个人的意义增添了一层批判式的维度，这可能产生更加重大的基础作用。这一作用直指人类目标和满足感的核心，也直击人们和这个星球的困境。据说，人性之中最为深刻的、寻求意义的一面是内心平和以及真正幸福的源泉。因此，传统上一直认为这是“唯一必需的东西”和我们“最好”的那一部分。这里探讨个人意义的概念对设计的含意，既是为了创造更为可持续的前进之道，也是为了我们对物质文化的考虑和设想。



2. “精神性”的消亡和新兴的回归
在欧洲北部地区，精神性的概念被严重地降级为新教改革的结果。改革者们拒绝用一种孤立的、更为清苦的生活方式追求内心、精神上的发展；相反，精神性应当普通存在于世俗生活中，并成为生活的一部分。[363]因此，冥想传统—以中世纪伟大的神秘主义者宾根的希尔德加德（Hildegard）和诺威奇的朱利安（Julian），以及赫赫有名的隐修制度为代表—进入了严重的衰退期。16世纪的英格兰通过解散修道院来根除这种传统。这些有着古老根基的生活方式关注的是内心的发展、精神的成长、顿悟和意识。在这一方面，它们的意义与苏菲派禁欲神秘主义、佛教、印度教和道教中的东方冥想传统颇为相似。
18和19世纪，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还原论哲学大行其道，倾向于把关于知识的理解局限于基于感官的数据，偏重于定量方法。这一时期见证了更自由多元的社会发展，最初对宗教秉持包容态度，而后来变得漠不关心。当更多世俗的情感滋长，教会变得衰落，集体的、群体的精神性表达亦是如此。[364]随着科学方法的更多应用，现代性同认知知识以及科学可以提供的循证研究之间变得愈发相关。这些发展共同导致了“现代”世界观的崛起，其普遍的假设就是，物质世界是所有存在物的总和—这是一种唯科学论而不是科学的观点。[365]这是一种意识形态，有唯物主义、自然主义、自然唯物主义等多种叫法，意思上略有差别，都是科学既不能证明又不能反驳的东西，因为科学局限于对物质世界的观察和推理。
实质上，现代世界观割断了精神性与公众甚或个人生活的联系，起着将社会世俗化的作用。精神生活残存的部分被简化为生活的基本规范，包括“繁荣、和平（以及）互惠”等信条，但这些信条却失去了根基—那些深谙人之意义的根基。[366]自然唯物主义的思想体系深植于西方思维，业已成为不言而喻的道理，而人性的其他方面—直觉、超越感、精神自我—已经黯然失色。这一世界观主导过20世纪—一个产出众多技术创新的时代，但同时也是一个目睹了工业化和技术冲突凸显、环境破坏、大规模全球社会不平等的时代。观念因而开始改变。现代世界观的权威性开始衰落，20世纪后半叶迎来了后现代的发展。
尽管保留了现代主义思想体系的许多偏见，后现代性突出了社会公平和正义问题，并且预示着环境运动的兴起。20世纪下半叶，现代性的假设也许依然根深蒂固，以至不容拯救当代生活核心之中精神性虚无，尽管诸如E. F. 舒马赫（E. F. Schumacher）这样深受尊敬的人物为此付出过努力。[367]然而，时至21世纪初，越来越多来自不同学科的声音开始呼吁，要认真理解可持续性，必须将精神性纳入到本质的综合考虑中来。这些当代的理解，尽管并未削弱科学的价值和贡献，仍然认识到了科学的局限性，并且承认人性还涵盖其他方面，存在于自然唯物主义的经验框架之外。[368]我们可以把那些其他方面称为一种对个人意义的感觉，它包含精神的或者是追求个人意义的路径，以及由此呈现的伦理视角—那是一条“决定所有人类行动的伦理、认知和实用价值”的路径，超越社会文化习俗和差异。[369]这样的理解，被许多现代想法所轻视，却体现在所有伟大的哲学和宗教传统中，虽然在与文化相关的具体实践中未必有大量呈现，却大量存在于所有这些具体实践所共有的冥想传统中。[370]
有些作者拓展了可持续的概念，超越了工具主义、生态效益和环境保护论的范畴，纳入了实用的道德推理；[371]许多作者走得更远，强调精神维度的重要性。奥尔（Orr）主张，精神性是向可持续转变中不可或缺的元素，而运用逻辑和严谨方法的收敛型解决问题的思路根本不合适、也不能够处理可持续所提出的发散型问题。这些问题都具有竞争视角的特征。[372]除了繁荣、社会公正和环境，伊奈亚图拉（Inayatullah）也呼吁把精神性纳入到我们对于可持续的理解之中。[373]马修斯（Mathews）提议，为了一个更为可持续的未来，人类社会的下一个阶段将会是后物质主义、后宗教的，却不会是后精神的—那是一个和自然之间关系更为协同促进的阶段，容许改变，却比现代性少了一些控制和支配。[374]许多传统中，包括在西方工业化国家占主导地位的亚伯拉罕诸教里，神圣一词是理解精神性的核心。贝里（Berry）认为，为了迎向一种与自然世界更为亲密的精神性，有必要从经卷所记载的神圣的精神性走向“我们周边的世界所显露的神圣的精神性”。[375]凡·维纶（Van Wieren）思考过精神性与生态修复之间的关系，波里特（Porritt）将可持续和关爱环境联系到对意义的捍卫，这是一种（我们后面会发现）与其他关于人的意义的解释相符合的视角。[376]
鉴于现代性所导致的生态破坏和物质至上观所带来的无意义和异化的阴霾（特别是在20世纪），在我们对现实的构想或者世界观的演变中，应该考虑精神性的重要性和寓意，这点是非常容易理解的。[377]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这种发展：从世界观的角度，从人类需求的心理学解释的角度，从人的意义的角度。三个视角合在一起为纳入个人意义和个人伦理的概念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个人意义涵盖精神性，精神性又在我们对可持续的理解中树立个人伦理观。此外，从设计的角度而言，对于设计追求可能意味着什么，这样一种包含对设计界，包括设计教育在内，提出了重大挑战。



3. 关于精神性的视角：世界观、需求和意义
3.1　世界观
按照我们对世界观的理解—关于现实的不断变化的概念框架—世界观可以分为三大类：传统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378]传统世界观始于轴心时期（大约公元前500年）关乎自我意识、精神感和超然性概念的全球变化。这些变化源于诸如中东地区一神论的发展，包括索罗亚斯德教和犹太教，以及后来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欧洲的理性哲学，特别是如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样的人物带来的哲学发展；印度的佛教和印度教；以及中国的儒家思想和道教。[379]传统世界观的卓越贡献—与社会文化解读、实践或是语言方面的差异无关[380]—引发我们深刻理解人的意义、精神自我以及个人的真善对错感，从而形成个人伦理标准和良知问题的基础。在这种世界观中，借鉴过去、与过去保持一致至关重要。它是这样一种世界观，精神性或者是它更群体化的形式—宗教—在其中扮演着显着的角色。这种世界观拥戴物质的感官世界以及内在的自我，而且一般认为，内在的自我有着更高的意义和价值。它是一种形而上学，倾向于一体化的途径。其中，包括生产平常商品在内的人类行动都力求与社会和精神的意义保持一致，也时常浸透着此类意义。然而，一般认为对物质商品的执著障碍精神成长，而在传统世界观更为盛行的时代，人们为敬奉神明的工程投入更为宏大的努力，包括建造宗教仪式场所，创建代表着“内心”生活、信仰和精神自我的象征物。象征主义被用于指代极为神圣而需回避名号的人与物。
大约公元1500年，随着科学和哲学的发展，现代性在欧洲北部地区初露端倪。随后，18、19世纪的工业革命目睹了史无前例的科学技术进步。与这些变化相生的是渐进的社会世俗化进程，民主政治的发展，对自然越来越多的控制，以及基于工业资本主义的经济体。与过去保持一致和借鉴过去变得无关紧要，生活的象征维度也被边缘化了。[381]如今优先考虑的是效率、创新、进步、扩展和增长，还有放眼未来。[382]
现代性带来了设计实践的发展，合理改革物质商品，适应高效、技术复杂的大批量生产。在一个从“进步”和增长中发现意义的世界观当中，科学与工业的进步导致了所谓的“期望提升革命”，而这正是以物质利益为牢固基础的。[383]但认识不足的是，随着金属、碳氢化合物、矿物和有机材料的物质产品的生产扩张，自然环境的恶化不可避免：自然产出资源，而资源回归自然时却成了废物和污染。同样，执着于功利、功利本身及其所提供的消遣娱乐的增长，都会带来对人类繁荣的传统构想的普遍衰减，以及与之相符意义的深层观念的普遍衰弱。
后现代性发端于20世纪中叶，是对现代性的缺点和史密斯所说的“残缺的启蒙运动世界观”的回应；然而，有失公允的是，它试图暗示世界观本身是被误导的，而这却是一种矛盾。[384]尽管如此，在后工业主义和快速全球化中发展起来的后现代视角，与之前的时期相比，已经极大地提升了我们的社会公正意识、改善了人权。[385]在基本保持自然唯物主义的现代性思想体系的同时，后现代时代对其缺点有着更充分的认识。尽管如此，仍然鲜有迹象表明物质商品生产正在紧缩，也没有出现有效应对破坏自然环境的增长／衰退问题。恰恰相反，尽管环境后果如今已经得到广泛认识，增长和扩张依旧是企业和政府的口号。然而，至少部分因为大规模制造中心从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向其他地区转移这一原因，设计开始将注意力从曾经主导过20世纪大部分时间的产品或者工业设计转向与社会问题相关的设计。因此我们看到，特别是在欧洲，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兴起了诸如服务设计、社会营销和社会创新这些领域，愈加重视将参与式设计、协同创造、创造性社区和“设计思维”运用到社会和管理问题当中，而不是用于开发物质商品。[386]然而，这些社会重建和联系尝试与当代通信技术的原子状倾向存在竞争。正如威尔逊（Wilson）所云：“在网上冲浪我们发现的岂止是一种共同的文化，而是一百万种，一百万种不同的空虚。”[387]另外，随着市场全球化和跨国公司的扩张，西方占主导地位的世俗价值观的延伸已经引发一种担忧，即在传统世界观仍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当中，价值观正在受到威胁。这导致了原教旨主义的崛起，其本身就是一种后现代现象[388]，体现了一种观念防御，不愿在自己所持信仰和世界观、同他人的观念和信仰之间谋求和解。原教旨主义的立场不仅仅存在于宗教里，而且同样可能出现在那些持世俗的、无神论观点的人们当中。
从这段关于各种占主导地位世界观的简短的特征描述当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每一种世界观都优先考虑人类理解的某些方面，这些理解可以概括个人意义（传统的），现实意义（现代性），和社会意义（后现代性）。没有一种世界观本身足以恰当地处理人类的需求、抱负和潜力。一种更为综合、平衡、宽容的观念必须包容栖身于每一种世界观当中的真理，如图39中虚线所示。[389]


图39　不同时代的主要世界观
3.2　人类需求
从心理学角度来说，这些世界观大致对应于马斯洛著名的人类需求层级体系，其最初版本包括五个宽泛的层级。现代性强调理解和控制自然环境以及功利性事物，主要相当于满足生理和安全的需求这两个较低的层级。后现代性强调人权、社会关注的问题和公正，对应于归属感、爱以及尊重的需求这两个较高层级。最后，传统世界观关于内心发展、精神成长和终极意义的深刻理解对应于最高层级的人类需求，自我实现。后来马斯洛发展了这一层级模型，扩充了较高层级的需求，新增了认知需求和审美需求（这是传统、现代和后现代世界观中的突出方面）以及自我超越的需求（这在传统世界观中最为明显）。[390]



4. 意义的层级
从哲学角度而言，这三种世界观也与意义的层级相符。该意义层级按升序由自然意义、伦理意义和宗教意义组成。[391]综合起来，它们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理解：（1）如何解释、响应自然世界和自我保护问题，如伊格尔顿（Eagleton）指出的那样，要有意义，我们的响应就必须尊重世界的“质地和纹理”；[392]（2）社会的响应和互动，道德和社群的概念；（3）我们对现实本质的直觉领悟的响应，这种领悟存在于分析或者逻辑的理解之外，却与终极意义感相关。
这些视角表明，现代性、以及后现代性仍然在很大程度上趋向于将人类的努力局限于人的潜力的第一层级，也就是说，局限于功利性的需求和利益。而且，经济体系助力这些方面的进步和增长，令资本的生成与积累成为第一位的抱负。纵有卓越的技术，人类仍念念不忘较低层级的物质关注，伊格尔顿把这种事物状态比作石器时代的状态。[393]人类代代相传的理解告诉我们，为了兴盛和成功，我们的努力必须不仅仅包括实用性的考量，甚至也不止于社会关系和社会公正问题。我们最高的潜能和人性中始终存在的对意义的追寻的一面，也必须通过内心发展和自我反省被予以关照。据说，这样的发展和反省引向精神的成长和智慧。生而为人的这些不同方面，当然是相互依存的，而且这种相互依存性会影响我们如何构想物质文化的目的和设计，并且对其终极本质和意义产生影响。



5. 精神性的理解
尽管精神性一词当下已被普遍使用，其实它源于基督教传统，指的是各种不同的想法、经验和实践。一般认为，它们关系到生活的升华和人类的福祉，而且能够影响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因而具有整体性。精神性一词，还与想象力、创造性、关系和超验现实的概念（超越以感觉为基础的证据和证明）密切相关。同样，它与和平、欢乐、公正以及身体、思想和灵魂的统一相关。精神性常常被联系到宗教、有神论和神性，但也可能与无神论和完全世俗的东西相关。[394]
所有伟大的精神传统都与个人的转变相关：从以自我为中心的处世方式到一种内在的领悟或者说一种直觉上的理解，领悟我们在整个现实中的位置以及与整个现实的联系，领悟现实的真与善。在不同的传统当中，对于这种领悟也有不同的叫法，如正觉、贤德之道和道；它被视为一种对终极现实的领悟，存在、王国或者说现实的基础。各种传统本质上关心的是同一类东西—个人内心的自我和一种领悟，或者达到一种内心的信念，认为有可能存在更深刻或者“更高层次的”关于现实的理解—它超越我们每天面对的基于感官的外在世界。所有伟大的传统都认识到，每个人最重要的精神性的核心都必须经由个人“内在”修行的努力才能发展。此外，这种发展要求以忘我、效力和关心他人为表现的自律和正确的行动。[395]
因此，传统的世界观认为，个人有着外在的活跃生活，以及内在的、精神上的冥想生活。[396]我们自我的这两面有交集，却又经常相互竞争或发散。在力争两者的和谐统一中，我们发现意义，获得成功，施展潜力。在西方的传统当中，这个想法可以用一个更大背景里的两个相互交叉的区域来描绘，如图40所示。活跃的生活是依照传统的伦理教诲而行的必需的生活，真与善的概念因而调节着我们世俗活动的本质。在传统的世界观中，这样的活动以忘我的行动和效力为特征。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东方的传统中，这被描述为现实的善和仁，或被视为神圣的举动。[397]这即是“好的”活跃生活。


图40　活跃的生活和冥想的生活
交集的部分代表了这种活跃生活的第二阶段，这种生活因理解（而不仅仅是遵循）精神伦理教诲的基础而得到提升。这同样代表了冥想生活的第一阶段，精神成长的内路。个人进行自我反省，谋求理解。这个中间阶段代表着一种反思式的活跃生活，传统上被认为“优于”单纯的活跃生活。[398]
上方的区域代表冥想生活的第二个级别，在此人们多半（但永远也不可能完全）回避活跃生活，专注于内心的成长。它代表着在所有文化中存在了数千年的冥想传统，但是仅适于那些性情上倾向于这种苦行的人们。这样的生活献给了“唯一必需的东西”—我们知道传统上这被视为我们“最好”的一部分，因为它会引向一种统一感、完整感和喜悦感，也就是真正的幸福。[399]
这些不同阶段所存在的背景，代表一种未受这些想法开化、或者对这些想法漠不关心的生活，传统上认为这是一种放任的生活，或者说失去了生活的目的。这是缺乏反思的生活，追求肉欲、世俗的欢愉；是未经反省的生活，也是苏格拉底认为不值得一过的生活。[400]
基督教传统中用各种象征的方式描述这些个人发展阶段，从心无正念到可以通往内心转变的正行、正见和正命。[401]类似的想法也出现在所有的伟大传统当中。伊斯兰教中，“好的”活跃生活，正行的生活，是依照神圣的法典“教乘”的生活；而冥想生活，更加玄秘且狭窄的小路，是人们所知的“道乘”。[402]佛教谈及心无正念的不纯洁之路以及八正道，后者包括正见、正志、正语、正行、正命、正治、正念和正定（原作者只提及了八正道中的七个，第八个系译者补充），它们通往一种统一感，即涅槃。[403]印度教中，有无知之路、行为之路（确保世俗的活动符合更高的意义）、精神智慧的知识之路以及虔信之路（取道通往正觉的内心自我）。[404]表4概括了这些对内心发展的传统理解，并与人类的需求、对于人的意义的不同理解和包含精神性和实质性价值（即个人的意义）的可持续的四重底线，以及同它们类似的构想。虽然这些不同视角中的因素和重点并不完全一致—它们的共同特征在于外在的活跃生活与内在的精神自我发展之间的关系。传统上来说，是内心的发展引向了世间“正确的”的行为。
表4　可持续的四重底线及其与人类需求、人类意义和内心发展传统的相似之处

还有一点需要考虑，这一点在现代人看来似乎是个悖论，即关于冥想体验和内心自我与仁义的发展，据说知识是障碍，分析无意义，研究不适用，方法不相关，技巧无用场，解释不可能。[405]冥想修行及其产出的顿悟是非智性的、非情感的，也不以理性为基础。另外，它们并不要求使用逻辑，也不依靠推论思维。[406]如果我们想想“爱”，或许更容易理解这些概念，因为那也不依赖于研究、分析或者智力；在精神传统中，爱这个词常常涉及仁义或者无私的爱。再者，有些传统（例如，佛教的禅宗）特意设法使智性推理和感情混淆，从而促进更深刻的认知之道。智力的东西与思考某事有关，感情与感觉某事有关，但这里需要的却是直接的体验。[407]
以上关于精神性的含义和精神发展之路的简略回顾清楚地表明，精神性的传统理解与我们“世俗的”活动、活动的本质和内容，以及我们追求它们的途径都有着密切而重大的联系。



6. 精神性、冥想和创造性过程
与他早期大多作品不同，1968年75岁的加泰罗尼亚艺术家约恩·米罗（Joan Miró）创作了三件画笔稀疏的巨幅画作，取名为《为一个隐士隔间而作的白底画Ⅰ、Ⅱ、Ⅲ》。每幅画中，白色背景上都有一根飘忽不定的连贯手绘黑线。米罗这样谈及这些画作，“……只需要一瞬间我就可以用画笔画出这根线条。但思考形成这根线条的构思，却花了我几个月、甚至可能是几年的时间”。[408]
精神传统和创造性紧密相连。人们通过实践、思考和反思来进行创造性活动，因此这种活动与冥想生活有许多相似之处。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真正的创造性努力表达的是类似于“内心的”或者“更高的”人类诉求—艺术的精华把我们指向精神性的理解和真理，而视觉艺术具有精神性维度。[409]英国艺术家大卫·霍克尼（David Hockney）认为所有的创造性都关乎爱。[410]
而且，顿悟或者自发的内在理解是冥想修行和精神发展的修炼过程的基本部分。它涉及即刻、直接，但稍纵即逝的对现实的体验和意识，既非思考得来，也不容争辩，东西方的精神传统（无论是宗教还是非宗教的传统）都认可这一点。[411]它也是创造性的基于实践的活动的关键特征。在这两类活动中，此种顿悟常常是通过专心、自律和坚持而获得的。与系统的、经验主义的方式（这是许多科学探索和技术发展的特点所在）不同，这种顿悟却无方法论或者技巧可依。相反，它是实践、专注思考和冥想那样一种整体的、沉浸式的过程所产生的不可预测的不确定的结果。事实上，方法和技巧毫无用处—这样的发展无法通过推理或者发散和分析思维来实现，而知识有可能是一道障碍。[412]
与这种相当冒险的不确定过程不同，依靠目标明确、有把握的行动过程，一组明确的目标和一套清晰的方法论能够提供一个更能掌控、更加安全的选择，但这也有可能是回避深层问题的方式。如果开始一个项目，大量时间都耗费在数据收集和分析上，以便获得证物或者证据，这也许会把我们送上一条非常忙碌、操作程序却常常十分机械化的道路。这样的工作可能便利可靠，或许能够取代那些困难的、常常令人焦灼的任务：沉浸到过程之中，力图创新，从而获取突如其来又捉摸不定的顿悟，人们凭直觉感到或者知道—却无法证明—又有其“正确性”。这要求我们信任，并一心一意地执着于这非智识的、反思型的创造性过程。
建筑师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认为，这是人一直具有的，是人类生活和人类精神的一种核心品质。他觉得，这种品质同样也是不断创造，或者更准确地说，不断生成人造环境和造物的核心。拥有这一永恒（虽然可以被感知却依旧无名的）品质的场所、建筑和造物，有助于形成与人类精神共鸣同时滋养人类精神的人造环境。[413]然而，它并不能预先规划，它产生于一个逐渐浮现的过程，无法归纳，却是情境而异。[414]在此，我们看到一种人类精神与设计个性及要旨之间的关系。能够为人们提供营养的设计，支持并且合乎自然环境的设计，变得与“场所的特性”本质相连；[415]它无法大规模生产。因此，这样的设计与本地化有关—斯克鲁顿（Scruton）和其他学者都主张，这一点对于应对环境管理和社会责任问题至关重要。环境管理和社会责任是当下理解可持续的内在诉求。[416]斯克鲁顿认为，宗教或者精神修行重视当下和眼前，对我们理解神圣和关爱场所都很关键。正是这种个人的关系创造出责任感，并克服仅仅把地球视为“它”—一种可利用的资源—的观念。[417]斯克鲁顿的保守主义观点把他的论点锁定在本地的行动上面。有些人采纳了一种更大规模或者宏观的视角看待环境和精神考量之间的关系。也有人提出，要改变当下对环境的破坏进程，需要广泛的精神重建。[418]塔克（Tucker）声称，要纠正我们看待自身在地球生命的自然过程中地位的方式，就需要一个宏观的视角，而且这种纠正会拷问生态系统和我们对神圣的、精神性的、宗教意义的理解之间的关系。[419]贝里（Berry）主张，西方文明的发展导致了人定胜天的观念，精神秩序感和自然的神圣感随即消失殆尽。要树立一个不同的、更加尊重地球的观念，关键在于重新发现地球的神秘性，再度仰慕地球，一种重生的关爱感。[420]
显然，不论是从本地视角还是从更广阔的视角去看，都有很多权威声音，认为人类的行动与环境责任和管理以及我们的精神或者宗教感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这些关系并不抽象。它们可以渗透在我们的经济观之中，如当下对增长的批评，见诸于生态经济学、我们对自然环境的伦理及道德责任感，以及就像美国英特非公司（Interface Inc.）制定的商业策略之中。[421]它们会影响我们对设计的看法和设计方法—如建筑学中的亚历山大、凡·德·林（Van der Ryn）和戴伊（Day）以及产品设计中的帕帕奈克（Papanek）和布兰茨（Branzi）等。[422]



7. 对设计的启发
在考虑物质（即外部的）造物设计的富有想象和创意过程的相关问题时，我们看到，智力讨论分析和传统意义的研究往往都不如直接投身于过程本身那么重要；那是一个通过实践、阅读、思考和冥想而进行的过程。它要求免受干扰、全神贯注的“繁忙工作”和持续保持专心和活跃。事实上，在此过程中，似乎什么也没做。另外，在创造性过程当中，常常要求设计师进行美学判断，这是基于感官的行为。因此，情感（感觉）自然而然、也是不可避免发挥着作用。认识到情感是内在自我和我们在世上的外部活动和体验之间的联结者，这一点非常重要。[423]在设计一个造物的时候，我们必须意识到自己的情感响应，我们对进行中的工作的“感觉”。这些响应可能与精神发展的概念有关，因为“正行”的传统概念—前面探讨过的个人伦理标准—可以作为适宜决策的关键来源。冲着这一目标，为了认识逐渐展开的工作的特性，保证训练有素或者认真的批评这一点非常重要；当工作变得与情感反应相关，而这些反应与精神上对正行、正命和正治之类的理解不调和时，如有必要，还要重新调整工作的方向。这些也许包括设计师在设计的过程中产生的自私、贪婪、虚荣、欺骗或者名望的感觉；或者如果设计决策意味着手头的工作有可能唤起这样的情感，那么其他人也会产生这些感觉。这一反思式的批评可能适用于造物设计本身，也适用于和广告和营销等相关促销材料的设计。正是这种批评连接起个人意义（包括精神性和实质价值观）与创意决策，继而关联到我们的人造环境的本质。
设计活动、情感响应和认真批评之间的关系代表着我们内在自我和我们在这世上的行动之间的重要链接。合乎精神理解、体现着冥想修行所得意识的物质文化，会开始传达一种与当下显然不同的精神特质。它会被一种力求摆脱与内心成长不相符的事物的方法所驱动。这些事物包括，例如，分散注意力的物体，那些提供无限的消遣可能、鼓励自我放纵、或者助长虚荣心的东西—所有这些都混淆了关于“正见”的理解或者与之相矛盾。有可能，我们的物质文化，以及物质文化设计和表征的方式，可以与内心发展高度一致，由此改善其发展的必要条件。这指向一种物质文化，它不那么关心便于“忙碌”、功用、完成实际任务和“发迹”；也就是说，它不那么关心创造和帮助外部世俗活动的发展。与之相反，它暗示着一种提供恰当环境的物质文化，让人的“内在”和“外在”保持一致，这也是传统的智慧和幸福之路。[424]这并不是要拒斥技术产品和它们带来的益处，而是要认识到在优先事项和途径中存在的显著失衡—伴随高速的科技进步的不只有各种级别的生产、消费和严重破坏地球生态系统的废弃物，还有唯物主义、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物化，损害并且排斥其他认知途径。在这一方面，对于“善”的传统理解与社会和环境关爱之间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当代可持续设计理念也要求我们关爱社会、关爱环境。当代可持续设计理念把“内”功或者说精神发展与外在的德行以及对他人、对世界本身的怜悯联系在一起。显然，许多当代设计实践与这些理念是矛盾的，它们时常助长占有欲、嫉妒和对地位的追求。不同于关于活跃生活的传统理解，在当今的企业文化（我们已经看到这是现代性的结果）中，所生产的产品并不了解，还常常对立于那些古老的教诲和价值观—弘扬公正适宜的生活之道，倡导“好的”活跃生活，无私、仁义而“神圣的行为”。
企业的第一要务是盈利，为了让组织及其股东的利益最大化，企业雇员“从法律上不得不搁置他们自己的价值观”。[425]引人侧目的是，像其他支持“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的人们一样，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将任何别的重点，比如说更广泛的社会责任（还可以加上环境关爱），视为对自由社会的威胁。[426]然而近年来，人们已经开始行动，淘汰这些过时的观点。例如，B型认证公司将社会和环境责任融入商业模式当中，通过合法的架构，保护自己免收持反对意见的股东行为的伤害，因为这种融入或许会对利益最大化产生不利影响。[427]然而，这样的发展仍然只是例外而非主流。同样有必要认识到，除了优先考虑经济带来的毁灭性后果，企业使用营销技巧施加的心理操控既有强大的说服力，又无孔不入。因此，借助各式各样的活动以及官方的政策支持，企业运作往往暗中削弱我们对于善、正行和伦理价值观的不渝理解，这些理解来自于“内在的”发展，表现为无私奉献、怜悯和仁义。巴甘（Bakan）认为，当代企业是一个道德盲区，为了利润剥削他人，因此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它缺乏道德指南，借以阻止自身活动危害他人。[428]
今天，我们完全意识到环境后果正在变得愈加严重，毫无缓减之势，社会剥削已经非常严重。这种剥削既有通过采用生产方法，又有通过为了维持增长的市场发展。纳伊尔主张，突破基于增长的体制十分必要，这种体制一味以将电子产品和汽车卖给地球上的每一个人为目标，这种体制将做生意的环境和社会成本转嫁给纳税人，为公司和股东聚敛财富，基本上以自我利益和贪婪为基础。[429]正因为这样，它是一个与所有流传至今的伟大精神和智慧教诲完全对立的体制。



8. 面向智慧经济
数十年来，消费品的设计和生产一直都沿着创新和增长的轨迹急剧上升。由此带来的影响巨大。尽管，毋庸置疑，许多影响是积极的，然而产品本身、所使用的方法以及生产、使用、处理带来的副作用正以多重方式严重地破坏着现实意义和自然环境，社会意义和公平公正的理念，个人意义和创造条件支持精神自我。
今日最广为传播的、也常常是最不持久的科技产品，都是由跨国企业设计、生产、分销和营销的。这类企业优先考虑的事情基本上都与传统理解和价值观格格不入，因为后者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特别是服务他人、关爱他人，追求个人内心与外部活动及世界的和谐。科学技术的进步为我们提供了驾驭自然的力量，史无前例的力量；然而，在追求利润的过程中，这种力量的运用往往危害公共利益。[430]这种与个人意义的悬殊关系到社会公平正义和尊重自然环境。由于这些原因，在目前的企业环境中，任何想要通过设计—或者别的什么学科—努力激发实质性的、有意义的改变，希望都很渺茫。出于“正”行和伦理责任（这些方面如今显然被“外化”了），试图“内化”设计和生产中的问题，这将产生财务上的影响，因此会同组织的生存之道相矛盾。[431]
我们需要这样的途径：内化成本、发展知识和技能、滋养社会；提供好工作；产出人们乐于制造的产品，可以拥有、欣赏和关心的产品，而不是新型号一亮相就被遗弃的产品。这样的产品必然会比今天人为压低的价格来得贵，而我们明白目前的低价格是资源抑价和将实际成本转嫁给人和地球的结果。然而，为了抵制消费主义带来的毁灭性后果，完全应该拥有数量更少、品质更高、更加经久耐用的产品，它们易于维护、偶尔还可以翻新，特别是那些成为更加平衡的价值体系的物质形式的产品。这种价值体系认同现实意义、社会意义和个人意义的重要性。大力缩减消费是可持续带来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建议，比如少飞一点，吃得聪明一些，随手关开关等（例如，见davidsuzuki.org），尝试减少消费。但如果单个来看，这些用意良好、自愿承担的方案，被认为是一种艰苦朴素，结果有可能是失败、负疚和幻灭。与之相反，缓解当代世界观中的不平衡，加深对培养智慧和内心成长的古老理解的认知，可能会引发更重大而持久的改变。这可能意味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创造财富和幸福的方式，都培养怜悯和仁义而不是自私，重视存在而不是拥有。这样的方向会认同伦理和社会责任的实质价值观的价值和重要性，以及与终极意义、目的和内心发展问题相关的精神性的价值和重要性。两者都是一种反省生活的要素，因此也是“可持续”一词对个人而言有意义的理解中的基本成分。如果进一步优先考虑这些因素，它们将自然而然地引向这样一种观念和精神特质：不那么专注于“外在的”以消费为需求的追求。[432]
囊括这些优先考虑事项的四重底线将包含个人意义（一般理解为精神性外加来自关注内心成长而出现的个人伦理价值观）、社会责任和环境关爱。经济问题，一般视为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成为一个必要但次要的因素—一个促进商品和服务交换，交换方式与其他三道底线相符的因素。[433]在这个理解框架当中，经济问题实际上会被归于人类努力中更恰当的位置，而不是像当代企业那样，把经济问题认定为终极目标。因此，四重底线强调更深刻的人类意义，将开始让我们从知识经济迈向智慧经济。这个方向承认获取知识的价值，但会更加强调获得智慧的优先事项和实践，珍视内在自我、反省的生活和精神发展。一个崇尚智慧的系统，一个融合了知识和正确判断（亦即我们应当如何去使用知识）的系统，将通过实现美德而服务于共同利益，也将减轻对自然环境的冲击，因为它必定要开始削弱物质商品在我们对于“好”生活的理解中的地位和重要性。
对于传统世界观所蕴含的核心教诲（形形色色地体现在所有伟大的哲学和宗教当中）的贡献理解得越多，越能够提供一种生命的取向和方向感。[434]这些教诲本质上将我们带离那些与不可持续行为密切相关的执着—特别是热衷于技术进步、增长和消费主义。把精神性纳入对于可持续的理解当中，可以开始逆转动力的方向—从外部强加规则、规章和制裁转为内在驱动的、自主的对优先事项的重新定位。这将为我们的设计努力带来一条更为综合的途径，因为它将包含：
 
	在提供物质利益方面，朝着有节制的、对环境更为负责的方向—现代性的主要贡献；
	更加关注社会责任和社会公正—后现代性的重要特征；
	通过内心成长和个人意义感来定位和导向—传统世界观的主要贡献。

这一更加平衡的途径将对设计带来重要的影响，因为，在设计运作环境中，必须要改变与原料开采、制造、劳动条件、产品处理和经济等相关的实践活动。然而，这样的改变会受到欢迎，因为它会指导我们离开目前自我毁灭式的、本质不可持续的道路，并引领我们朝着一个更为积极、更有希望的方向迈进。

[358]斯图尔特·沃克系英国兰开斯特大学教授，设计负责人，想象力兰开斯特创意研究实验室联执主任，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名誉教授，英国金斯敦大学可持续设计客座教授。他的研究基于实践，将写作与命题造物相结合，研究成果广为发表，其设计曾在加拿大、意大利和伦敦设计博物馆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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